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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贫困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创建和《资本论》研究有重大的触动和贡献。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具有

清晰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

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

段。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与独特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

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

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恩格斯

反贫困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在制度选择上必须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拓展上应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形

态升级上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在动能转换上应大力激发科技创新

的反贫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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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深化对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

意义的研究中，从反贫困的角度切入恩格斯的

思想空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通过对恩格

斯思想行程的梳理，不仅可以发现反贫困乃是

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而且

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

何等重要的思想触动和思想互动，因而反贫困

思想也成为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又

一关联点。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

历史脉络和完整的逻辑理路，经历了从思想突

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

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

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历史地看，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形成了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

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

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的逻辑理

路。思想的价值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梳

理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

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历史脉络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

络。从对贫困的直观经验到对贫困现象进行具

有原则高度的哲学审视，进而确证贫困的真正根

源及其历史演变，再到以消灭自发分工、消灭私有

制为主题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恩格斯反贫困思

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双向建构的历史脉络。

１．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突

围：反贫困思想的初步呈现

早在少年时期，恩格斯就对巴门和埃尔伯

费尔德的工人贫困现象有所了解并表示同情。

虽然这仅仅是由恩格斯自发的自由天性所引起

的对贫困的一种直观感受，但是也为其反贫困

思想的萌发埋下了种子。１８３８年７—８月，恩

格斯遵从父亲之命来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并先

后接触到了德国当时两大激进自由思潮———

“青年德意志”文学思潮和“青年黑格尔”哲学

政治思潮。通过前者，恩格斯完成了从自发自

由立场向自由民主立场的思想转变，著于１８３８

年９月的《贝都因人》就是其介入社会政治问

题的开端，而１８３９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

的《伍珀河谷来信》则表明恩格斯完成了向革

命民主主义的转向。

如果说恩格斯在《贝都因人》中从自然和

文化（社会）之对立来理解自由和奴役之对立

的尝试还是一种“拙劣的诗歌”的话，那么在

《伍珀河谷来信》中则能发现其对贫困现象有

了深层次的认识。在文中，恩格斯把贫困现象

归于两点：一是大工业给“下层等级”带来的强

制劳动；二是宗教对人的思想的钳制。尤其是

虔诚主义的滥觞使得伍珀河谷的工人甘于忍受

工厂主的剥削、接受贫困的命运。尽管此时恩

格斯还处于从基督教虔诚主义向理性主义转

向、由自发的天性自由向革命民主主义接近的

思想行程中，但是与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反对封

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恰

恰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１］。

这表明恩格斯关键性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症候，超越了传统的批判视域和反贫困思想。

基于此，柏林时期的恩格斯先后与宗教和“自

由人”决裂，逐渐确立起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

主义立场，进而在赫斯的影响下，迅速成为共产

主义者［２］。

恩格斯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确

立使反贫困思想成为与马克思的学术关联点成

为可能，也意味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必然要深

入到历史本质的维度中去强化自身的科学性与

现实性，而这一重大推进是在与马克思胜利

“会师”之后，由他们二人共同实现的。

２．从“另一条道路”触动马克思：作为学术

关联点的反贫困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经历的“物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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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困惑”和对共产主义的讨论这两大事件实

际上体现了其在贫困问题上的困惑：一是《林

木盗窃法》的通过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

产生怀疑，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二是如果共产主义不是“教条主义

的观念”，那么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换言之，为什么作为协调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

理性国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

象？共产主义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观念”的

桎梏进而成为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通过克罗

茨纳赫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得出三点结论

和遗留三个问题：其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

是这一结论需要论证。其二，黑格尔于《法哲

学原理》中提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错

误观点，在根本意义上乃是黑格尔一般哲学

（逻辑学）的错误，有必要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

逻辑学。其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无法消除市

民社会的贫困，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虽

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

题》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对抽象自由

和平等的追求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认为

仍需对共产主义本质进行深入探究。由此可

见，马克思已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与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要解决这里遗留下来

的三个问题就必须利用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

加以解剖，而此时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学科知识

储备和研究方法上显然是非常缺乏的。

当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感到困惑时，在曼

彻斯特的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迄今为止

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

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

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

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

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

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

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３］。在此基础上，恩格

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逐渐呈现———从英国

无产阶级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使用实证方

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寻找导致无产阶级

贫困的根本原因，再到对作为反贫困路径的社

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恩格斯反贫

困思想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

为解决马克思的困惑和激活马克思的灵感提供

了至关重要的提示。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１８４４年手稿》）是被激活后的马克思对遗留下

来的三个问题的初步解答，也是马克思无产阶

级贫困化理论的初步表达。马克思在文中毫不

讳言自己得自恩格斯的启示：“我的结论是通

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

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德国人为了这

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

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

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４］１１１－１１２这种“完全

经验的”批判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的直

接启发。另外，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

纲》和《十八世纪》中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导

向对“私有制存在合理性”的批判，是恩格斯反

贫困思想中最为关键性的环节，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手稿》中直接性地延续和推进了恩格斯这一

批判性工作，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

推导出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这一颠覆性论

·３·

 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两年中撰写的三篇文章：１．著于 １８４３年 ９月底或 １０
月初至 １８４４年 １月并发表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２．著于 １８４４年 １月初至 ２月初并
发表在马克思承担编辑工作的《前进报》上的《十八世纪》；３．著于 １８４４年 ９月至 １８４５年 ３月并以德文出版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在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开始“不断通

信交换意见”，所以马克思对恩格斯即将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路和意图也应该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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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进一步阐

释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

分把劳动从认识论领域拉回到本体论领域，并

把劳动界定为感性对象性活动，进而把黑格尔

的精神劳动辩证法改造为现实人的劳动辩证

法。梅林的说法也提供了佐证：“恩格斯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

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

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

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

度。”［５］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思

想触动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反贫困思想是恩格斯和马克思

的重要学术关联点。恩格斯从“另外一条道

路”达致的反贫困思想为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

了学科视野、研究方法和关键性提示，直接性开

启了他和马克思之后的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路

向：树立全新的哲学立场（无产阶级的哲学立

场）是反贫困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政治

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澄清和重构（构建无产阶级

的政治经济学）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现实的

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

社会革命）是反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实现共产

主义和人类解放则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

３．理论与实践：反贫困思想的双向建构

在理论建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延续了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所开启

的实践唯物主义境域，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范式

革命。然后恩格斯与其一道，在作为实践哲学

具象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澄清历史前

提的同时完成了唯物史观草创，即无产阶级立

场的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另外，在《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继续从自发分

工出发将私有制的起源追溯至史前时期，弥补

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时期的解释空场。恩格

斯反贫困思想最终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

去，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现实性和革命

性。随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将理论任务放在了

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作为这一任务的

重大成果，《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

想的科学表达，它以唯物史观视角澄清了贫困

的现代性起源，确认它根源于资本的生产积累

制度，并塑造出诸如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

贫困与全球贫困等四大贫困问题［６］。

在实践建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深入

到无产阶级中去，全面研究无产阶级贫困问题。

其二，积极投身于各国工人运动并参加多次革

命起义，如埃尔伯费尔德的反政府起义、巴登和

普法尔茨农民起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投入

了大量精力研究军事理论，积极为革命运动提

供具体的军事指导。其三，与各种错误的社会

主义思潮论战，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共产主

义理论指导。其四，恩格斯为整理和出版《资

本论》遗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直到生命

终点。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反贫困思想上

的高度一致。恩格斯借此再次表明，消除贫困、

实现无产阶级自由解放是其毕生信念和全部的

实践旨归。

　　二、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

与独特贡献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

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

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

反贫困的现实实践。尽管在与马克思“会师”

后，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以马克思为主导，但这并

未掩盖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１．全面贫困：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

审视

一般来说，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主要是指物

质贫困。但是在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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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

有多向度、多层次的贫困结构。总体上来看，无

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全面贫困。具体来

讲，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

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

其一，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一是工资微薄。

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仅有的谋生方式。残酷

的竞争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仅能维持其基本生存

繁衍的微薄工资，“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

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

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

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

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

量”［４］６７８。二是居住环境恶劣。无产阶级大多

生活在肮脏、粗陋、狭小的贫民窟中，还有许多

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居所，饥饿、犯罪、疾病、道德

的堕落充斥在穷人的聚居地。三是衣食条件极

差。绝大多数工人穿得很差，即使是完好的，也

很少能适应不同的气候。无产阶级只能吃到质

量很差的食物，激烈的竞争使得供给食物的商

贩不仅在食物中掺假，还在量上缺斤少两，“给他

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

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４］４１１。

四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

的生存环境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肺结

核、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症等疾病是大多数无

产阶级身上常见的慢性病，伤寒、热病、瘟疫也

随时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命。无产阶级所能享

受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且费用高昂，不仅如此，

假药、庸医还趁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无

产阶级大都快速衰老、寿命短暂。对此，恩格斯

发出诘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

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

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

呢？”［４］４１１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无

产阶级的“谋杀”：“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

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

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

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

且是谋杀。”［４］４０９

其二，精神生活空虚堕落。恩格斯转引西

蒙斯的话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

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４］４２９导致无产阶

级精神贫困的原因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资源稀缺。资产阶级提供给无产阶级

的是充满教条和偏见的宗教教育，“孩子们脑

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

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

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

被严重地忽视了”［４］４２４－４２５，这直接性地导致工

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

量。二是劳动活动的强制性。作为机器的一部

分，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机器的节奏。长时

间的强制劳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

磨”［４］４３２，导致工人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和丰富的

情感，“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

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

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

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

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４］４３３。三是家庭伦理瓦

解。妇女和儿童由于能够充分满足资本家最大

化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的要求，逐渐成为工厂

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男人则失业在家操持家

务。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

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

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

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

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

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

的膳宿费”［４］６３。家庭生活日益扭曲，工人失去

了家庭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四是被偶然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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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恐惧。无产阶级“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

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

必要的生活必需品”［４］４２９，失业随时都可能到

来，工人们生活在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恩

格斯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

式都更使人堕落。”［４］４３１

其三，政治权利丧失殆尽。资产阶级通过

实行代议制，赋予资产者以选举权，从而组成议

会和政府，从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

手中夺取了全部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财产成

为权力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这里是财产

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

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

行为的全部重压。”［７］７０２以宪法为主的法律也成

为抽象的概念和纯粹的形式，沦为资产阶级奴

役穷人的工具，“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

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７］７０５。

贫穷与罪恶成了同义词，“贫穷本身就已经使

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

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

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４］４８２，

享受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和减免法律所规定之惩

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金钱，而无产阶级就理

所当然地丧失掉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

无产者争夺政治权利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政

治原则”，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来谋求政治权利，

改变自身的悲惨境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摆脱

政治权利贫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暴力革

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

其四，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农村的

生态环境被工业城市肆意侵占和破坏。恩格斯

描述了美丽的伍珀河谷被工业污染的情况：

“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

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

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

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

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７］４９３工业集

中化把无数环境优美的农村改造为工厂城市：

“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

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

持续１００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

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

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４］４０７无产阶

级被剥夺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另一方

面，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到非人的地步，无产

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杂乱无章的

建筑使工人区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给无产阶级“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

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

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４］４１１，

“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

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

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

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

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

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４］４１０。

２．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历

史透视

在对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的“经济事实”进

行了实证研究后，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

透视无产阶级贫困根源，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

得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境域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较之于重商主义时期对商

业不道德本质赤裸裸地呈现，经历了１８世纪产

业革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仅仅 “前进了半

步”。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

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

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

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

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

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４］５７。这里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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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指的是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自由贸易

学说，它宣称自由的商业活动是“各民族、各个

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４］５８，是人类幸福

的泉源。但是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现实揭

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矛

盾，因此它不得不借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

这种矛盾，把自由贸易学说包装成消除贫困的

“万能药方”。恩格斯认为，“新的经济学”之所

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原因就在

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

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才显得如此荒

谬，以至于恩格斯严厉谴责道：“这种理论是迄

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

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

词的绝望体系。”［４］５８也正基于此，一代代经济

学家才越来越走向“诡辩和伪善”的极致，其学

说愈是系统和完整，其结论就愈荒谬，“经济学

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

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

辩术就必须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

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

罪过又比李嘉图大”［４］５９。恩格斯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学家极其失望，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私有

制的立场上来思考贫困问题，怎么能期望他们

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消除贫困呢？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

因，正是“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

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

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４］５８。

国民经济学家从不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这

是他们贫困理论之所以荒谬的原因。在这种理

论的影响下，不仅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加重了无

产阶级的苦难。例如，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

响下颁布的《新济贫法》创建了被称为“济贫法

巴士底狱”的习艺所，给贫困的无产阶级带来

更为深重的灾难。因此，恩格斯意识到仅仅停

留于把私有制视为贫困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进一步研究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即资本主义

制度前史，必须找到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并以

此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理论前提，创建无产阶

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在《国民经济

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涉足了这一工作，

他从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要

素的界定中推断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

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

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

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

面———劳动。劳动……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

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发明和思想这一精

神要素……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

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

和精神活动”［７］６０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的真正前提乃

是现实的个人的劳动活动：“我们开始要谈的

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

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

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

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

对其他自然的关系。”［４］５１６－５１９在确定了真正的

历史前提之后，他们借助于对自发分工史的梳

理，初步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演变，进而厘清了

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生成逻辑：自发分工导致

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在资本主义

社会大分工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

贫困在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也正

是在这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

级贫困根源的论断才得到了科学论证，其反贫

困思想终于深入到历史本质中，从而具备了科

学的内涵。因此，他断定：“工人阶级处境悲惨

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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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４］３６８

３．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

实践

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反贫困主体是恩格斯反

贫困思想的重要贡献。当马克思还在对德国农

民和小所有者深受君主制压迫而表示同情时，

恩格斯就早在赫斯的影响下敏锐地发现工人阶

级才是贫困与反贫困的真正主体，并着手研究

工人阶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历史意义。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认为１８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直接

原因，并且由于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展

开，无产阶级逐渐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机器

被广泛应用之前，工人们普遍散居于农村，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进入过城市。在生活

方面，他们收入稳定，并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长，

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从事对身体健康有利的

休闲活动。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其虔诚、受人

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４］３８９。他们恪

守宗法秩序，“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

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

有酒馆和妓院”［４］３８９－３９０。但是狂飙猛进的圈地

运动和产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英

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

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

旋涡”［４］３９０。机器生产方式几乎在所有生产部

门中排挤掉手工生产方式，大工厂基本取代了

效率低下的手工作坊，激烈的竞争使绝大多数

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纷纷陷入破产而成为

无产者，同时也把原本“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工

人和自耕农变成彻底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

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们被赶进

大城市，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

工业运动“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

家的对立”［４］４０３。由于工业革命向全世界蔓延

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世界

范围内建立起来，整个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

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

级所遭受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奴隶制都要

深重，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反贫困主体。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

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

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

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

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８］１４９－１５０

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反

贫困的根本途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

“合法革命”来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这种思

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

他们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７］５５０。他

强调，“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

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

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

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

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

社会革命”［７］５５０－５５１。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

重要论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社会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消除贫困。这表明，

恩格斯拒绝一切不彻底的反贫困幻想，认为只

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的资

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打破贫困枷锁。

同时，恩格斯提出辩证的科学技术观，把提

高生产力水平视为反贫困的关键。恩格斯认

为，马尔萨斯关于土地生产力的算术级数增长

的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忽视了科

学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

的表现，而它的发展是快速而无止境的，“在最

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

的”［４］８２。他以化学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推动

作用为例，充分论证了科学对于应对人口过剩

的重要作用。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极为荒谬可

笑，但恩格斯认为它“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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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

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

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

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４］８１。

在恩格斯看来，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共产主

义经济制度之后，“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就可

以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论住宅问题》

中，恩格斯一以贯之地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他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狭隘的“永恒公平”

倾向：“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

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

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

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

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

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

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

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

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

恒公平’就行了！”［８］１５１

　　三、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虽然生成于１９世纪的

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人

民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特质，提出了诸多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观点，因此能够穿越时空，为正在进

行中的中国反贫困伟大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１．制度选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这一论

断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内核。他认为只

有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建

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后，贫困才能真正地被

消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

困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

论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全面展示。

按照２０１１年购买力平均每天１．９美元的

贫困标准计算，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全球贫困人口减

少了１１亿人，降幅５５．１％，同期中国贫困人口

共减少了 ７．９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的

７１．８２％。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

实践不断取得新成绩。从减贫速度和规模来

看，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２年末的９８９９万人减

少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１６６０万人，累计减贫８２３９万

人，连续六年年度减贫规模超过 １０００万

人”［９］；从农村贫困发生率来看，由１９７８年末的

９７．５％降至２０１２年末的１０．２％，再到２０１８年

末的１．７％。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中国反贫困在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得到了

有效推进。同时，中国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

实践已经到达紧要关头，即从全面消灭绝对贫

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伟大转折点。实践证

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反贫

困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反贫困实践充分证明

了恩格斯的深刻洞见。

２．内涵拓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恩格斯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

困、生态贫困等维度对无产阶级的现实贫困进

行了审视，一方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

困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反贫困的内

涵，为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多向度的着力点。就

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而言，恩格斯这一思想无

疑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反贫困实践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

我国反贫困实践重心要逐渐从消灭绝对贫困问

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倾斜，即从以物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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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转变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物质扶贫。

应不断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保障就业机

会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强交通、水电、网络、公共卫生体

系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其二，精神扶贫。应

注重教育扶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好

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

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

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

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１０］良好的教育对一个

人知识技能的获得、正确“三观”的形成具有决

定性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应注重文化扶贫，积极提升贫困人口文

化素养和培育其现代文化观念，促进贫困地区

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应加强对贫困地区文化

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在传承原生态传统文化的

同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三，权利扶贫。

在贫困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根本性保障的前提

下，应将权利扶贫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利方面。

虽然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方面具有

巨大作用，但是资本的唯一意志是实现增值，贫

困地区和群体在市场权力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

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积极对资本逻

辑加以导控，不仅应通过建立普惠性制度来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贫困群体和地区

在市场中的基本经济权利，还应加大特惠性政

策供给，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

３．形态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

恩格斯提出的生态贫困对于中国当下的反

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恩格

斯对工业文明中的无产阶级贫困与生态污染之

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提示。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生产方式下，人民贫困与生态恶化往往形成恶

性循环的闭环怪圈。作为异化劳动之最高表现

形式的大工业，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

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在资本逻辑的座驾下不

费分文地攫取自然和无产阶级的自然力。自然

生态遭到巨大侵害，无产阶级也因而陷入无限

贫困之境地。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之下，恩

格斯这一提示应被置换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

刻反思。工业文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悖论在生态文明形态中能否得到妥善解

决？与恩格斯这一提示遥相呼应，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彻底

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悖论，为中

国反贫困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因此，中国反

贫困实践应自觉进入生态文明语境之中，走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绿色反贫

困道路。总体来看，应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推进产业链绿色升级。

具体来说，应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

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

贫方式等，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

度，以实现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双赢”。

４．动能转换：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反贫困的重要力

量。在他看来，大工业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集中体现，一旦私有制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大工业就能够真正地回

归为人的本质力量进而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力

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现今社会中造成

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

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

难性的波动的因素。”［４］６８３这里的“大工业的那

种特性”就是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是从人的

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生产系统组织的管理能力）这三种自然力转

化而来的，这种作为前提的转化能力就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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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的

灵魂，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和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推动着人类文明浩荡前行，已经成为推动每个

民族、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核心动能。“加快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

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

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需要。”［１１］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必须

持续推进科学技术的变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大力提升物质文化生产力，不断创

造能够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具体而言，应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的

反贫困潜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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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密钥”探究
———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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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吴宁，宁甜甜
ＷＵＮｉｎｇ，ＮＩＮＧＴｉａｎｔｉａｎ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

价值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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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

态，是一场涉及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人类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

念，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

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

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的价值取向。

　　一、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宗旨使命，只有读懂人民才能读懂中国共产

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人民

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

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为绝大

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首

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

障、医疗服务、住房、环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

求，主要是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不能解

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满足人

民需要，就解决不了在生态环境下存在的矛盾，

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

执政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没有取信于民，那么

它将失去人民的支持；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和

信赖的政党，就像离开水的鱼，难以生存发展。

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我们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和制度体系建设，先后提出了生态文明、绿色

化、绿色发展等理论创新概念并将之转化为国

家战略，生态文明才有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的基本经验，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生态问题能否做

出及时回应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虽因时代不同而关注点有

所差别，但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

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科学理论、制度和体系。毛泽东在指导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尽管从未明确提出

“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发展、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注重林业和水利等

生态问题预防方面闪烁着生态思想的光芒，为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邓小

平从基本国策的层面明确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是为人民谋利、为后代造福，采取全面参与、重

点治理、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系列法律法

规的制定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奠定了基础，开

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程，逐步建

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且把

“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

目标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整体谋划生

态文明建设布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不能

“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科学合理地从整体上指导，对生态文明建设

·３１·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进行整体规划，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配套措施，

以保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共十九大提出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多方位、深层次对生态

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框架的“四梁八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

一系列相关政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到经济发展中，以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

推动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高经济绿色化程

度，延伸绿色产业链，形成绿色产业布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落实党委、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为生产关系的生态

变革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

法、专项整治行动、政府约谈、挂牌督办等，督促

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对严重违法、多次违法的单

位和个人实行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对执法不

力或者故意放纵污染行为的主管领导和人员进

行行政问责直至追究失职渎职的刑事责任。支

持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积极采取民事诉讼手

段维护权利，各级法院对环境污染纠纷要采取

措施、改变当前环境损害案件维权难的状况，做

到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使受害人的

权利尽快、圆满得到维护。对严重环境生态破

坏案件构成犯罪的要坚决运用刑法手段予以严

厉打击，依法加大环境侵权赔偿力度，强化对生

态和环境的修复，解决环境侵权中“违法成本

低、执法成本高”的难题，构建中国特色的共建

共治共享环境治理格局。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

作用，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和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

治理格局；在机构设置上应加强生态治理的顶

层设计，推行生态治理的大部门制，设立生态治

理区划机构，坚持条条和块块的统一；在治理方

式上应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坚持自治、

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总之，生态文明建

设必须围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总抓手，扭

紧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与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同部署，共落实。

　　二、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

　　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２］。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

对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时

代，自然力远远超过人的生产能力，人的能动性

发挥受到极大限制，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

大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

斯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就要

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最彻底

的决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的是资

本主义无法调节的危机，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

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社会

结构实行最彻底的批判，才能真正体现人与自

然的最本质特征，最终实现“两个和解”。生态

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以社会

关系建设为重心的政治建设，必须从社会制度

和生产关系入手探讨生态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

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

方法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人类必须通过各种劳动关系结合

在一起，各种劳动关系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

同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生态文明

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

现，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进

步趋势，更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开辟了广

阔的实践空间。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主义

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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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善于规划、长于协调，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治理的长期性、整体

性、复杂性难题具有显著的优势。生态文明建

设不可能采取生态殖民主义的手段来转嫁危

机，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制度的规范约束

走出一条将生态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的发展之

路。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代

表任何集团和个人利益，引领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共创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生态

文明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

的新形态，源于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

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体现，是社会

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

显著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

态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

有制能保障自然资源的公有。私有制保护甚至

“放纵”资本，对资本的贪婪给予了最大的保

护，资本的贪婪性无法受到制度的约束，无法实

现生态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们拥有最

多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将最终扬弃资本主义私有

制，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这一矛

盾解决之后，企业不再为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

社会总体利益而生产，就可以避免私有制下企

业忽视生态环境的短视现象。所有制决定着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和交换

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是生产关系

的核心。公有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一以贯之的统

一上。公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在

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使生命共

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从而使生命共同体

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形成“保护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共识并将这个共识落

实到行动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壤。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

益，并在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之间保持必

要的张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应有的生

态视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然不再

是或仅仅是索取的对象，而是与人共生共荣的。

公有制内蕴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与生态文明要

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

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是生命共同体所要求

的，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

的观照成功对接；公有制内生的历时性原则能

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观照成

功对接。社会主义公有制摆脱了资本对人的统

治，实现了更为广泛、真实的民主，确保人民当

家作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

与，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关注自身公平地

享有美好环境的权利。协商民主是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协

商民主，完善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环境

问题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发

布制度，及时、公开向社会发布环境质量信息，

保障公众知情权；建立完善环境保护听证制度，

保障公众对环境立法、执法的参与权、知情权。

人民当家作主使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

建设中，由此确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获得

持续的发展动力。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盛

开生态文明之花的沃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整

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宝贵礼

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归全民所有，不

能以“公地悲剧”为借口，推行自然资源的私有

化。“公地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构想：在一个开放的牧

·５１·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场上，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虽

然明知牧场会退化，但还是不顾牧场的承受能

力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最终导致牧场退化，使

所有人的利益受损。公有制不仅体现为人与人

交往关系中的财产共有属性，也体现在人与自

然关系中的资源全民共有性质。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全民共有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

求，不存在所有权上的“公地”和“私地”之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以绿色为底色，通过制

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

要。“公地悲剧”是在缺乏生态约束、社会规制

的情况下，以私有制尤其是小私有者的心态对

待公有物品造成的，并不能证伪公有制。“公

地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对公地

的私用缺乏必要的监管。私有制是排他性、独

有性的制度，与公正性和永续性水火不容。私

有制及其市场经济导致生态财富分配不公正，

其资源占有不平衡产生资源环境生态剥削、财

富转移和环境侵占。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

福利的双享受，以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

占为基础，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

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到被资

本主义所桎梏的阶段，必然会引起生态问题，究

其根源是其非生态的生产关系与私有制度所导

致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进而造

成人的自私与冷漠。因此，必须明确自然资源

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坚持

自然资源收益的全民性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共享

性，坚持公域与公益的统一。明确自然资源的

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必须确

保国家在位和人民本位，确保代表全体人民利

益的国家在位，必须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

有权，确保作为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人民

的本位，避免自然资源的收益归少数人享有而

广大人民却要承受由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

代价，避免生态环境产品的价值为人民群众创

造但人民群众却被排斥在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

之外。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

和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又要保持国有制的

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

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

地悲剧”。

生态自然资源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且具

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过程中，不得损害其自身的发展能力和

所有生态主体的共同生态利益，这种共同生态

利益要求交换的平等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为公平的公共产品，惠及所有民众，不分贫富贵

贱，也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生态的破坏不会只

限于一时一地，面对生态危害没有人能够幸免。

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

性和消费上的共享性决定了其公平性。保证全

体人民在基本生存条件分配上的公正性，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公正”在民生层面

的体现。生态环境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

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意味着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人

群之间的公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大自然

馈赠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不是自然财富

的所有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然财富

传给子孙后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公共性表现为

非排他性，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体现了平等性，

人人都有平等地享用公共生态产品的权利，生

态产品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决定了它不便于也不

可能作为商品去交换。自然财富的私有化是最

大的不公和不义，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而

且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私有制不懂得要把

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３］，私有制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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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变为资本增值的需要。

在私有制下，自然资源也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成

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自然

资源的公共性就被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抹杀

了。中国确实有一些生态问题，但既不像资本

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样严重和系统，也不是不可

克服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辟了生态文明的光明大

道，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生态治理

是实现生态公平的基本途径。政府生态治理能

力与治理成效直接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

展，关系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彰显社会主义

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在其

生产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发

挥政府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既针对了自然环境的市场化、资本化的

问题，又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凸显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展现了生态公平，将社会正义和生

态公平统筹起来，嵌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伟

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

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

道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凸显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为人民群

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已

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需求。让人民群众充分行

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

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生产关系是基于

人的生产活动形成的，内在包含着人的价值追

求，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尺度和诉求内在规定着

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倘若现存生产关系与人

的价值诉求相悖，人必然会提出摆脱束缚和限

制的要求，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能使人获得解

放，更好满足人民在生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凸显的

矛盾为目标，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

的关系为核心，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

从生态文明角度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解读，

在确定生态环境是公域和生态产品是公物的基

础上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的

深刻道理，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本质。

生态环境在人民美好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

拓宽了民生内涵，关乎人类的健康，关乎人类的

生存和长远发展。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

济问题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

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发展问题，又涉及

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生态文明建

设不仅为当代人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应开发、掌握、运用低碳技

术及其工艺，不断挖掘可再生能源，理性看待生

产和消费，实现人民群众的绿色消费、绿色居

住、绿色出行。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

出，要保障和提高公民享有清洁的生活环境和

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体现了公民公平享受良

好生态环境的基本权益。２０１９年，《为人民谋

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７０年》白皮书，强调

要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

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消费，每个人的基本环境

权利都应该得到可靠保障，当其环境利益受到

侵害时，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任何从事对

环境有影响的活动的主体，都应承担防止环境

破坏并改善环境的责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核心竞争

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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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础”［４］，“是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

理解和对环境保护最起码的诉求”［５］，这是关

于生态环境价值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

重要性，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价值。优

美的生态环境、安全放心的食物，不仅是保障人

民健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的直接体现，更是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着眼于当

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致力于保障子孙后代的

生存发展环境，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的论

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

且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态多样性

是美的来源，具有美学价值；生态文明蕴含着审

美体验，人民群众作为审美主体的能力不断提

高，自觉维护生态美来实现审美化生存。“山

水乡愁”就是诗情画意的生存方式、城乡居民

共享的生态文明福祉，民生福利的内涵由物质

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

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底气，是“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为最

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最广大人

民自由全面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满

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转变以物质

利益为主导的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幸福悖论”

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民

族未来，生态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良好

的生态环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

义，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全

面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根本

性的意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

应，实质上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立场问题。能否妥善

处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

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既涉及

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

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

念，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紧密相连，基于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内在逻

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

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

人合一”、世界大同思想，反复向国际社会阐述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理念，传递中国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传递至世界各个角落。人类

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

合一”思想，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

界大同理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要

求，以世界人民福祉为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

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

类未来，深刻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生态

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续动力。世

界各国生态环境各有特点，美好的生态环境作

为公共产品，不可能仅靠某个国家和民族而是

要靠全人类联合起来去创造。生态文明建设

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超越社会制度、

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寻求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正经历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过程中，应为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

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行

稳致远。

生态文明有助于筑牢社会主义的道德根

基，因为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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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道德建设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自然

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生

态道德的客观根据和内在逻辑。虽然自然界居

于优先地位，但人类居于创造性的主体地位，人

与自然之间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

掠夺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价值关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

息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生态道德理念外化

为日常的生态道德行为，用全民的自觉行动汇

聚起加强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生态道德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内在需要，是

人类道德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

不断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生态

道德素养。

制度是管长远的、管根本的，中共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中国之治”取得的显著成效凸显

了“中国之制”优势，明确提出了“走向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修改后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将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

作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

方略，是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总征

程上提出的新要求、新规定和新号召，为我国今

后制定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作出了明确的框架

性规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软实

力要靠硬执行来实现。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果得

不到有效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制度，应加快制度创新、强化

制度执行，依靠体制改革、制度规范和法治保障

来冲破既有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

制度创新不仅是单一制度的创新，还相互关联

地包含了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的

创新等，应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生态

治理的效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

见效，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来看待并推动其有效实施，这既是一项长期战

略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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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摘要：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先河，是对现代冲突学产生最直接影

响的先驱。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人际交往微观理路提出“形式冲突论”，对社

会冲突的概念、功能和缓解路径进行了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社

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延伸；科塞基于宏观视角提出“功能冲突论”，倡导构建“安全

阀”机制，在冲突的正向功能与社会整合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有

益补充；达伦多夫则提出了“辩证冲突论”，从公民权利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冲突

强度和冲突烈度等方面，对社会冲突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

冲突思想的多元发展。正是这些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为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

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应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

为理论坐标并对其做进一步的发展；批判西方冲突思想中的理论局限并对其进

行合理的借鉴，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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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将冲突视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线索，其借助于社会冲突理论，从唯物史观视

角揭露了私有制掩盖下不平等这一现实，对资

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西方学者在继承、

吸收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基础上，涌现出了

不同的流派，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的视

角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理论重构。这

种尝试带有浓厚的改良色彩，并未跳出自由主

义固有的窠臼；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在一定

程度上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相对的补

充和拓展。厘清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西方境

遇，借鉴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冲突思想研究的积

极成分，审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当代价值，

对于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防范和化解我

国潜在的冲突与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齐美尔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

的理论延伸

　　作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美尔长期致

力于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齐美尔和马克思的

基本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齐美尔

在对现代性思考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冲

突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将大众的视野聚焦

到社会冲突的正向功能上，为科塞“安全阀”理

论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１］。他不仅使社会冲突

理论呈现出新的转折点，也对马克思社会冲突

思想做了一定的理论延伸。

其一，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微观理路对

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基本概念做了进一步阐

释。在《论冲突》和《冲突和群体成员网》中，齐

美尔从人际社会互动出发，提出了形式冲突论。

他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过程为社会冲突

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聚焦于社会交往的基本

形式和交往动机之间的矛盾，尤以个性自由与

受到社会羁绊的矛盾作为关注的重点。他指

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既独立于社会又与社

会交融在一起，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既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又

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约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纽

带愈加紧致，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愈加紧密，为了

维持组织的稳定性，将不可避免产生社会冲突。

在此种境遇下，冲突是作为社会成员人际互动

存在的形式，由此引致的政治冲突则是社会交

往的结果。

其二，在冲突的功能作用方面，相较于马克

思，齐美尔更加突出强调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

与马克思一样，齐美尔亦承认冲突存在的普遍

性。但不同于马克思的是，齐美尔强调冲突的

目的是为了利益的调整。他认为，每个人拥有

追求金钱、财富和地位的原始欲望，冲突源于个

体间的利益对抗，但又不得不妥协于社会的和

谐，因而冲突不一定起纯粹的消极作用，局部温

和的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规则的重建，

能够发挥维持秩序的积极功效。就社会冲突的

功能而言，齐美尔认为早期社会学家对社会冲

突作用的概括过于单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涂尔干强调社会冲突

是对社会结构的瓦解。相较于前者，他独树一

帜，另辟蹊径地提出在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的社

会交往形式中，最易被忽略的是冲突的积极影

响。他指出，以往学者多着重于合作带来的实

际效益，而忽视合作与冲突其实是同一事物的

不同方面，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有助于明

确群体间的界限，维持个人特色，此时冲突实际

充当了调和因子的作用。齐美尔虽不是社会有

机论者，但他指出冲突存在的意义是克服有机

体失衡状态，促进社会稳定统一，保持生命力旺

盛，强调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家不能回避的现

实问题，它会造成一致或相反两种结果的摩擦。

无论是个人与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还是在争

夺稀缺资源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抑或是

因个人排他性造成竞争发生的冲突，都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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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影响着社会的良性循环。

其三，齐美尔率先尝试从社会心理角度提

出了社会冲突的缓解路径。他指出，当群体规

模与个性发展相联系的纽带松弛时，在社会分

化过程中不同质个体间的依赖性就会增强，一

旦个体想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圈子进入舞台的中

央，就会不自觉地破坏原有的一般性规则，此时

就出现了更多可供选择的驱力、意愿和不满情

绪。利益分配不均会引起现实性冲突，而情感

变质则会唤起非现实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

会应当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特定的发泄情绪、降

低紧张感和分散压力的机会，因为在社会关系

中，这种不满情绪只有表露出来才有机会化解，

才能保证机体系统的健康正常运转。在理性化

的社会中，当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过高时

会形成基本稳定的交往模式，当固定群体中的

人数逐渐增多、观点不易协调、整合难度加大

时，自然会降低凝聚力，模糊群体间的划分界

限。鉴于此，齐美尔主张应在明确新组合界限

的基础上，发展出专门负责整合的机制来降低

离心力，以维持社会各要素间的平衡。齐美尔

认同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冲突根源

的观点。此外，齐美尔认为在调节力量方面存

在一股推动社会整合、维持群体平衡的潜在

力量。

如是观之，齐美尔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

想既有共同的指向，又有一定的差别。他们都

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不同的

地方在于，齐美尔认为，包含清晰目标的冲突会

愈演愈缓，最终会被温和的冲突所替代；而马克

思则认为，无论是阶级矛盾还是革命斗争都会

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的颠覆性重塑。

齐美尔所提出的社会冲突思想在他生前并未上

升为主流思想，也并未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学

界对他的评价多为“看似散乱的体系中蕴藏着

某种逻辑”。他的思想是一座知识储量渊博的

宝库，后代学者多把他的观点拆解开来进行梳

理应用并在曲折中发展了他的基本思想。应该

看到，他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过于持重和威

胁破坏作用的相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其思想的变革价值，难以抓住问题的根本。但

不可否认的是，齐美尔独树一帜地提出与前人

不同的观点并致力于探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精神

是值得肯定的，他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研究，

则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延伸，其前

瞻性和独特新颖的风格，为社会冲突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

　　二、科塞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

有益补充

　　科塞师从于默顿，而默顿作为结构功能主

义学派代表帕森斯的弟子，开创了经验功能主

义。科塞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和齐美尔社会冲

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冲突论。与马克

思的社会冲突思想相比，科塞更致力于在宏观

冲突层面进行补充完善。在研究社会冲突的缘

起和背景方面，科塞从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是一

种社会化互动形式的逻辑起点开始，从宏观视

野中对社会冲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可以

说，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继承、发展了齐美尔的

冲突思想，既矫正补充了帕森斯的观点又将齐

美尔的思想融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分析框

架中，后世许多学者因此称他为“马克思主义

冲突理论学家”。事实上，尽管科塞早期受马

克思主义的熏陶，其理论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

义色彩；但他并没有具体归属于哪个学派，也称

不上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马克思阶

级斗争为出发点创立了自己的冲突学说，但他

又主张用社会冲突的概念代替阶级冲突。

在科塞看来，马克思所指的社会冲突首先

表现为经济冲突，继而导致了社会的整合和变

迁。马克思提倡构建良性制度，将冲突分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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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冲突和量变冲突，前者会造成社会制度的更

替，后者只是在维持现有统治的范围内进行适

当的利益调整以缓和冲突，而质变导致的社会

制度变迁与更替才是社会冲突的最终指向。科

塞继承了马克思社会冲突是在社会运行条件下

进行的这一逻辑前提，只不过他们二者的核心

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强调革命，注重战斗性；

科塞强调社会整合，注重和谐性。在研究社会

冲突的根源与结果方面，马克思关注社会冲突

的根源———不平等利益，关注剧烈的冲突，强调

斗争性；而科塞重视社会冲突的结果，关注不剧

烈的冲突，强调整合性。

马克思与科塞二人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冲

突。马克思强调从资源分配视角开展研究，而

后者强调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开展研究，科塞

强调在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心理层面展开

论述。在马克思研究应对社会冲突的基础上，

科塞提出社会冲突作为一种平衡机制，是社会

系统正常运作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力量。在充满

自由的弹性社会结构下产生的低烈度冲突是调

节成员的心理平衡、宣泄不满情绪的合理通道，

防止负面因素对社会的瓦解，降低非现实性因

素所造成的冲突破坏性，进而促进成员和社会

间的协作，是现存社会中可包容可利用的对抗。

这不仅迥异于马克思，也与齐美尔对构成威胁

的情绪和实际冲突行为两方面的模棱两可划清

了界线。

同时，科塞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证明社会冲

突起“安全阀”的正向作用，并依此对以往研究

功能理论中的固有成分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完

善。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

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一些青年人试图

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方式改变社会现状，在此背

景下科塞以客观的态度、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对

“病态”社会的冲突展开研究，致力于批驳帕森

斯所提出的社会秩序理性理论和冲突负功能观

点，不赞成他们认为冲突只是“病态”社会的分

裂性表现。科塞认为社会在不协调因素的相互

作用下形成具有永恒性质的非平衡状态，主要

探讨冲突发生时的主体因素。冲突时有发生且

不可抗拒，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不违背核

心价值的情况下，紧张、失调和冲突对抗担任

“激发器”的角色，它的积极功能表现在提高社

会群体的凝聚力、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即带有

“安全阀”起到缝合社会体系的建设性作用，起

码发挥在找到情绪发泄的替代品之后不至于攻

击原有的目标的功效［２］。同时冲突可以使对抗

双方通过一定途径在新的交往规则下实现平等

对话，维系社会稳定。

当然，他也有别于齐美尔。在冲突问题上，

齐美尔将群体间的冲突和战争等同；而科塞则

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冲突不全是起破坏作用，当

群体的规模适中、结构稳定、基本价值观契合、

冲突的烈度适中时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例如，

互动性较强的小群体，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和

认知，此时群体结构的凝聚性与外部冲突之间

呈互补的正向关系，冲突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在

发挥压制内部异议、形成新的工具性联合利益

团体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反之，对于团结程

度较低、结构较为稳固与包容度较低的刚性群

体，冲突就意味着一种会对群体结构稳定性造

成威胁的危险标志［３］。

客观地说，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是在对现

实性的审视之上，又加上了对个人经验性的补

充，主要是从概念角度实现了对帕森斯功能论

的批判和超越，其社会冲突思想在理论研究上

有很大的可拓性，但其研究宏观层面冲突思想

的有限性如何应用在微观层面冲突的扩展有待

证实；另外，他对烈度较低冲突的正向功能的研

究过多忽略了烈度较高冲突的负面功能，是小

范围的、不够全面的。但他着眼于现实社会问

题的理论视角，与马克思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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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通过对话凝聚共识，以此来医治社会的

失范，显然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在当代境

遇下的一种有益补充。

　　三、达伦多夫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

想的多元发展

　　达伦多夫作为当代辩证冲突论的主要代表，

是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最有影响力的继承者，但

与此同时，其观点不仅带有强烈的韦伯思想的痕

迹，而且试图从不同视域阐释马克思的一些基本

思想，因此被冠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韦伯社会冲突思想双重影响的

基础上，达伦多夫也对当时在学界占统治地位

的学院派代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展开了批

判，他认为帕森斯对战后社会自我恢复调节的

功能设想过于自信，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与帕森斯功能论不同，达伦多夫并不主张社会

冲突必然带来稳定和谐，而是着重强调了社会

冲突的变迁功能。在批判帕森斯的同时，达伦

多夫认为社会具有“两面性”，在任何时空下不

平衡冲突对立的一面仍具有它存在的价值，他

用“社会强制论”作理论支撑，意在阐明社会存

在的基础即建立在参与权威运作的成员对排斥

在权威运作之外成员的压制，表现为社会角色

的分化与对抗。同时他否认了马克思划分阶级

的基础，认为划分阶级的关键因素是对生产资

料的分配权而并非占有权，显然他与马克思对

冲突根源方面的解释存在分歧，马克思认为经

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而达伦多夫认为权威是

核心因素［４］；两者在社会冲突结果上的认识达

成一致，认为冲突最终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

既成权威结构的解体，实现原有制度的更替，继

而维系现存社会的短暂稳定和现有的政治框

架，社会权威则进入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趋向

制度化，但由于达伦多夫看不到资本家的利己

心、剥削本质与劳动者和资本家在生产资料上

的占有不平等，看不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

定性作用，因此，他无法解释社会冲突的根本

动因。

对比马克思和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论

述，可发现达伦多夫侧重于从 “权力决定论”的

角度延伸到“公民权利”来理解社会冲突。受

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和阶级学说的影响，达伦多

夫以阶级为起点研究冲突的特殊形式，认为变

迁与冲突都具有普遍性，冲突会影响结构的变

迁。他以社会组织作为研究的起点，提出一种

修正的阶级思想，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对

马克思的阶级思想进行分析，从强制性角度建

立起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压制模

式，突出先天存在于不平等中的权力利益在利

益群体中的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内在根

源，而核心人物、领袖人物和成员间的沟通交

流、向上晋升的渠道等则是形成利益群体的重

要条件，权力的合法性内嵌于制度的权威中［５］。

受阿玛蒂亚·森关于贫困与饥荒思想中造成饥

荒的根源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不对等的影

响，达伦多夫初步探讨了权力体系和公民权利

的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发

生剧烈动荡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冲突是以权力

为核心的非稳定系统，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

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以政

治和经济关系作为划分依据。他同时提出“冲

突强度”和“冲突烈度”的概念，从强制性角度

关注较为剧烈、带有破坏性的冲突，认为应得权

利具有社会属性，是政治上人与人交往过程中

所体现出的对所有物的所有权合法化要求，而

供给则是在经济因素上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

两者属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矛盾双方［６］。在他

看来，公民资格的确立在政治上的成长与经济

发展关系并不呈递增趋势，政治领域中公民权

利的扩展问题才是矛盾的根本，这种观点与马

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显然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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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范和化解社会冲突方面，达伦多夫提

出了一些新构思，着重在制度运作方面提高规

范化程度。达伦多夫提出，只有在公民自觉签

订社会契约、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减少

社会失范现象，只有在公民社会的框架内建立

一个自由法治、世界的公民理想社会才能化解

冲突。他借用韦伯提出的社会是由“强制性合

作联合体”这些最基本的单元构成这一思想前

提，强调在社会团体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在社

会既有结构制度制约下，可以运用手中的合法

性权威向他人施以权威力量强制支配他人，被

支配的人则无条件接受控制处于从属地位。在

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系列社会冲突调节机制政

策的设想，意在澄清在合法性冲突、非本质冲突

的斗争中一方试图融合、吸收甚至消灭另一方

时，只要保持沟通协调寻找一个可供调节的民

主环境，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借助第三方平衡

机制，在规范性的规则内进行疏导，降低“燃

点”和烈度，就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推动冲突

双方自动和解，推进成员自身行为的规范化和

各要素间的整合。达伦多夫提出接济最底层群

众的根本方法不是改善其经济生活条件，而是

给予其充足的政治权利，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处理好经济快速增长与确保公民身份地位两者

间的关系，增加人的生存机会。

毋庸置疑，达伦多夫在社会冲突的起因、效

应、功能、变迁和调节等方面所做的条理性分

析，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深度，为推

动学界相关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也

应当看到，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带有很大的

不彻底性，其与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在很多方

面存在分歧，他虽然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

但他的辩证思维仅限于承认冲突的普遍性和不

可避免性。他在吸收韦伯关于权力和权威的论

点后提出的许多新想法仅仅是只言片语式地提

出，后期并未形成完备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

思想如对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何时能够确

立、怎样确立等基本思路的回答仍模棱两可，停

留在理想的阶段，最终并未实现。他对于马克

思提出的许多公设仍有部分不全面乃至错误的

评价，如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最终以共产

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剥削的形式呈现，是生产力

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社会，而达伦多夫曲解为以“现金交易”

供给形式存在的社会。与此同时，达伦多夫在

解释社会冲突时，将权威结构中的权威关系置

于首位，认为其是首要因素，忽略了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等其他微观影响因素，这无疑削弱了

其思想解释的信服力与普适性，显得过于保守。

概言之，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尽管与马克

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相像，并在

多个维度对其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但

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其社会冲突思

想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平台和视角，无

法摆脱自由主义的束缚，自然就难以跳出自由

主义固有的窠臼。

　　四、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当代

价值

　　马克思以深邃的洞见走进历史深处，将社

会冲突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之中，系

统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冲突是社会冲突最基本的表征，强调

要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胜利，

依此来化解社会冲突，呈现出革命性、实践性和

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慨然前行，独特的制

度优势也使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

可否认的是，尽管剥削阶级已经消亡，但剥削现

象依然存在，阶层分化、劳资矛盾、生态保护等

这些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导致冲突的

重要诱因。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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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暴露出的这些冲突现象并非决然对立，因此，

我们自然无须运用马克思所言及的激进革命来

消灭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社会

冲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开掘

与重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冲突理论，指导我们

的实践，防范和化解各种冲突与矛盾。一方面，

我们既应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作为理论坐

标，充分运用理论资源观照社会现实，用与时俱

进的理念而非僵化的思维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冲

突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合理继承马克思的

社会冲突思想而非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在追本

溯源之同时，超越表层的理解，结合历史和时代

语境的现实变迁，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

深度挖掘、补充和重释，为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唯有如此，马克思社会冲

突思想所具有的指导性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

挥和更充分的彰显。

作为社会冲突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社

会冲突思想在西方同样也广受关注。需要指出

的是，尽管西方学界看到了社会冲突思想的基

石是利益与权力，这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但当代

西方社会冲突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并非全盘继承，而是结合各自的立场，对其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拓展和完善。这一点值得

肯定。但也应当看到，西方学界在对马克思社

会冲突思想进行理论重构的同时，也有一部分

是修正，甚至是歪曲和背离，从而显得偏颇、粗

疏和不当。究其原因，多是因为他们并未看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作

用，而是试图从情感、期望和性格方面寻求帮

助，并未从本质上涉及冲突的根源，这无形之中

消解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对此，我们必须

要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西方关涉社会冲突问题的思考，尽管存在着各

种不足和缺陷，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洞见，他们

提出的社会冲突正向功能，创设合法化的利益

诉求和向上流动渠道，促进社会结构整合，增强

社会、国家凝聚力，以及巩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

观点，对我们有很好的启迪意义。对于这些思

想，我们固然不能全盘吸收，但也不应漠然视

之，而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其进行理性的审视，以

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合理的借鉴。这既是现实

之需，也是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作为包容和开

放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

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在审视已有认知

的同时，要对现存社会实践重新思考，对社会现

实进行反思与批判，在结合自身已有逻辑体系

与社会实践需求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相关制度

的缺位或失衡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

将约束个体行为的制度设定在合理范围之内。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转变，

科学审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有助于我们深

入理解经典冲突理论中关涉经济生产方式、政

治制度构建和社会组织建制的精辟论述，在对

其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着眼于当代我国

社会发展中应对非对抗性冲突的时代课题，推

进治理方式的转变，借助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

能的提升，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此为指导，纵观我国社会转型与改革进

程不难发现，政府应对社会冲突的方式方法也

应发生转变。首先，政府单纯的“家长式”管理

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

的进程中，应着重增强服务意识，建立完善的民

众诉求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收集广泛的民

众意见，尤其是应收集利益受损群体的意见。

究其本质，冲突产生的原因源于利益分配不均，

尽管我国的社会冲突是以非对抗性冲突占主

导，但体制的改革亦是“零和博弈”的过程［７］。

最大可能地倾听民意，不仅可以为政府做出科

学的决策提供依据，也可防止敌对情绪和过激

行为的发生，降低冲突带来的危害。其次，多元

主体的存在必然产生多元的价值观，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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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多种利益主体

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产生负面效

应，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

严防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注

重网络舆论的引导，积极运用融媒体，建立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对于对抗性冲突，可通

过构建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和博弈机制将之控

制在可预测、可把控的范围内，继而化解为组织

程度低、内聚性低、频率高、强度高、可调和的非

对抗性冲突，减少社会损失，化解社会隐患。此

外，还应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力量的作用，增强社

会结构的弹性，促进各个群体间的资源流动，降

低冲突发生的风险［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

应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

和市场的作用，减少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应善

于运用社会保障机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满足

民众各种民生需求，使之纳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当今许多社会冲突问题不能单纯用

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社会条件和历史

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冲突思想都具有一定的时代

合理性，西方社会冲突学家的一些思想亦可以

为我们批判地借鉴。只有从我国的国情、党情、

社情和民情出发，深入探究我国当下社会冲突

的背景，分析社会冲突的成因，而不是简单地照

搬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或者沿袭当代西方社会

冲突理论，才能跳出固有的理论之窠臼。与此

同时，只有在承认社会冲突所带来负面影响的

同时，着重强调其对于社会系统、社会体制机制

的整合、调整与改革创新等建设性功能，才能真

正实现社会冲突思想的“中国表达”，实现马克

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现实回归，也才能找到平衡

冲突与和谐的张力，最终实现和谐的社会与社

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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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特朗普的两本自传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商

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整体密度较小、绝对中心地位和一定的小团体

特征。特朗普从商期间确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影响了“总统特朗普”的政策

偏好：其一，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与“退群”行为密切相关；其二，小团体特

征导致其决策中较强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与派系林

立；其三，强个人中心度塑造了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但这种建立

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可被牺牲的；其四，早期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政府角色促使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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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当选第４５任美国总统，

学界对他的研究就不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

对特朗普当选原因的分析主要包括舆论宣传和

民粹主义等方面：或将其归为美国右翼新闻网

站在相对封闭信息体系内对“误导性信息”的

海量传播［１］；或将其归为较多地利用了新媒体，

实行“推特选举”［２］；或将其归为美国选民长期

以来的“无知”现象［３］。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

究大多从政治人格、政治认知和精神分析角度

入手，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结构由不羁善变、精干

有为、助力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五个方面

构成［４］；或认为特朗普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

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特征

体现为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形象［５］；或认为

特朗普自负狂妄、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我行我

素、高度自恋［６］。

目前，学界对特朗普宏观层面的分析过于

笼统地集中在权力结构变化等政治大环境中，

将“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战胜建制派的

显著表象进行分析，没有关注特朗普作为独特

个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一定程度上的

“不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过度关注特

朗普的性格、认知、精神等个人内在特征，没有

将特朗普作为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社会人”

进行考虑，将其政策行为与政治偏好简单归因

于其人格与先天倾向，忽视了其作为坐拥特朗

普大厦、特朗普球场、特朗普广场等在内的特朗

普集团的具有鲜明曼哈顿色彩的成功商人的身

份，“自恋”仅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无法解释

其全部行为动机与逻辑，也忽视了客观环境、成

长历程与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因素对其政治行

为、理念和偏好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比较中观的角度对

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回溯性研究，将外部环境的

作用与其内在人格特征相结合，立足早期作为

“曼哈顿商人”的特朗普的“朋友圈”，在一个较

小的社会网络中分析其主要人际关系、社会资

本与交往特征，探索其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

行为和政策偏好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把握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

络，进一步探究其对特朗普政策偏好的影响，本

文选取两本于２０１６年出版的特朗普自传《特朗

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

特朗普自述》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本自传

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两本书能够全面展现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年获选美国总统之前的从商生涯，囊括了

其在纽约房地产业务上的开发、建设和全盛的

历程，也涉及其在橄榄球运动、高尔夫球场修

建、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与政府的相处交往

等多方面的经历。其对于整体了解商人特朗普

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这两本书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视角，以

自著或自述的方式展开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从

中窥见和分析特朗普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和商

人理念。

再次，其自传的特性为特朗普人际关系梳理

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基础，其本人在有限篇

幅中提到的朋友、伙伴和同事等，必定是与其关

系紧密、联系密切，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

个体。

最后，与“总统特朗普”推特的碎片化、随

意化文本相比，“商人特朗普”的自传不涉及政

治或国家机密，会更加完整充分地展示特朗普

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无法准确获知“总统特朗普”日常工作

与“朋友圈”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网

络对行为塑造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对经商时期特

朗普的回溯性研究，运用“代理变量”的思路探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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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可操作性强。基

于此，本文选择特朗普的两本自传进行分析，在

剔除重复个体后，得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

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分析而

言，该数据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２．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作

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于刻画

和分析社会关系模式，说明群体内部结构、社会

互动或人际关系等单一的微观网络特征［７］。社

会网络分为个体中心或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

络［８］１４，前者也称为主体网络，是指网络中存在

某一主体行动者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行动者，

一般用来探究该主体网络的结构性质对主体行

动者的物质情感帮助、社会支持与属性影响；后

者也称为社会中心网络，即整个网络由联系较

为密切的群体与圈子构成，不存在某一显著突

出的中心行动者。本文立足特朗普自传，将特

朗普作为主体行动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

法对特朗普早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进行梳

理与分析，意在探究其早期社会关系模式对

“商人特朗普”的社会支持，进而剖析其与“总

统特朗普”的行动模式、政策偏好之间的内在

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在特朗普所著

《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

弃———特朗普自述》中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

出以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作为节点的关系矩阵进

行量化处理，进而构建“商人特朗普”的二值无

向社会网络关系模型。采用二值法赋值的方式

对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如果两个行动者之

间存在互相来往、电话交流等互动关系，则将其

对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１”，否则即认为二者

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能够忽略不计的“弱

关系”，将其赋值为“０”。由此，得到２０８×２０８

的特朗普群体网络的邻接矩阵，并报告该社会

网络关系的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结合特

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报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支持了本文的

数据分析。

３．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

论，按照布迪厄的解释，社会资本有两大特征：

其一，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

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其二，社会网络是以互相认

识和认知为基础的［９］。因此，某一主体拥有的

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

规模，网络中的精英个体能够使用他们之间的

联系进行特权的再生产。而主体行动者在社会

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方式对其行动方式及

其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特朗普，早期“商人特朗普”嵌入社

会网络的模式和逻辑逐渐固化，这不仅对其当

下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后续行为及其

行为逻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

“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

和行为模式同“总统特朗普”相比，必然存在内

在一致性和相似度。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

的归属动机明显偏高［１０］，而根据温特政治动机

理论，强归属动机的人极有可能是成功的商人，

可见“总统特朗普”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人特

朗普”的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商人特朗普”

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模式来探讨“总统特朗普”

的行动逻辑和政策偏好。

　　二、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特朗普关系的邻接矩阵，分别从整体

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

紧密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三个方面对“商人特

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商人

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密度较小、中心度较

大和凝聚子群相对明显的特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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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较小的社会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关系的紧

密程度，其反映的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

连接程度，等于社会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

关系数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该群体联

系越紧密。将特朗普群体邻接矩阵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６４５软件进行密度分析，结果为：“商人特朗

普”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密度为０．０２８２，标准

化后密度为０．１６５４，密度较低。由此可以认

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不够紧密，较为松散。虽

然其表面上具有较为丰富繁杂的社会关系网

络，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的密度较小，各个行动

者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交集较少，联系较弱。

２．“明星图”式的中心度

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地位和作用，中心度越大，表示与之相关联的

人越多，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主

导地位，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中心度

分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三

个测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能够刻画网络中某节点的局部

中心性，从而判断在该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的

活跃程度，并获得社会网络中位于中心性位置

与领导地位的个体行动者及其相关特征。点度

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越居于

核心地位。由于特朗普自传对其社会关系中

“出”和“入”的陈述较为模糊，判断不明，因此

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邻接矩阵为二值无向关

系矩阵，不对网络中个体行动者的点入度和点

出度进行区别考虑。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

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见表１。由

表１可知，特朗普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显

著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平均点度中心度为２０６，

几乎同其社会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存在或多

或少的联系。

在其余行动者中，哈里·亚瑟的点度中心

度为［１１］，包括罗伯特·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

朗普在内的特朗普亲属的点度中心度约在１２

至１４之间。由此可见，以上行动者与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较为频繁，是该非

正式组织中相对积极和活跃的行动者。

将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

可以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分布的无向图（见图

１）。由图 １可知，位于绝对中心点的是唐纳

德·特朗普，其与其他各个行动者几乎都具有

直接联系，其他行动者互相间的联系明显弱于

其同特朗普的联系，特朗普作为中心人物，在这

一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显著的权力与声望。

中间中心度，也称间距中心度，用来衡量发

挥“中间人”作用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表１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二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序号 姓名 点度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２０６．０００ 商人特朗普

２ １３６ 吉沃尔特·邓肯 ２０．０００ 新泽西将士队老板，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３ １５４ 约翰·巴西特 １９．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里坦帕湾地区特权会员队老板

４ １３７ 阿尔·陶布曼 １８．０００ 橄榄球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５ １３８ 迈尔斯·塔嫩鲍姆 １７．０００ 橄榄球费城明星队老板

６ １５０ 切特·西蒙斯 １６．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７ １４０ 弗雷德·布拉德 １５．０００ 橄榄球杰克逊公牛队老板

８ １９１ 梅拉尼娅·特朗普 １４．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妻子

９ １４２ 加里·巴保罗 １３．０００ 原国家橄榄球大联盟顶尖球员

１０ ３４ 罗伯特·特朗普 １２．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弟弟，家族物业管理公司总裁

１１ ８ 哈里·亚瑟 １１．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１２ ７３ 弗瑞德·特朗普 １０．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父亲，房地产商

·１３·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的控场能力，即某个节点在社交网络中的桥梁

作用。罗纳德·伯特运用“结构洞”［８］１６概念对

此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较高中间中心度的节点

相当于组织中的“缓冲器”与“绝缘体”，这些节

点能够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联结

起来，使得两个非重复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

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１１］。运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

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邻接矩阵进行

中间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特朗普的绝对中间中心度为

４１２０４．７７０，标准中间中心度为９７．５７２，是该社

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进行沟通与联系的最重

要“桥梁”，对该网络中信息传达、资源流动与

交流互通发挥着核心作用。紧随其后的分别为

梅拉尼娅·特朗普、罗伯特·特朗普、约翰·巴

西特、皮特·罗泽尔和吉沃尔特·邓肯，成为较

多关系中的“结构洞”，在网络内部发挥着主要

的信息互通作用。而其余绝大部分行动者的中

间中心度较低，获取信息与人际交流对以上节

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图１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图

表２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间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绝对中间中心度 标准中间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４１２０４．７７０ ９７．５７２ 商人特朗普

２ 梅拉尼娅·特朗普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１８ 特朗普妻子

３ 罗伯特·特朗普 ２９．４１７ ０．０７０ 弟弟，特朗普集团副总裁

４ 约翰·巴西特 ２１．８１８ ０．０５２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５ 皮特·罗泽尔 １４．４８５ ０．０３４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６ 吉沃尔特·邓肯 １４．４８５ ０．０３４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７ 弗瑞德·特朗普 １０．７５０ ０．０２５ 父亲，房地产商

８ 路易斯·桑夏 １０．５５７ ０．０２５ 民主党州长财政顾问

９ 哈里·亚瑟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１０ 康德拉·希尔顿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９ 希尔顿酒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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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密中心度，又称为接近中心度，其主要通

过测量各节点在网络中的总距离和紧密性来衡

量中心度，用以表示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

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行动者的总距离越短，

则该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就越高，该行动者就越

处于中心位置。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分析“商人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结果见

表３。

由表３可知，唐纳德·特朗普具有最小的

紧密中心度，意味着他与其他许多行动者的联

系都较为紧密，再次证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明星”位置。

３．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通过迭代得到社会关系

网络中的若干子群。凝聚子群是行动者的若干

子集合，同整体社会网络相比，每个子集合内行

动者之间都具有更强、更直接、更紧密的积极关

系。为掌握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团体和

派系情况，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对“商人特朗普”

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该社会关系网络存在５个较

大子群（另外两个子群凝聚密度为０，图中未显

示），即“小团体”。如果将其自上而下分别命

名为小团体１至５，那么特朗普小团体１的行动

者成员最多。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

小团体密度矩阵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

群的密度为０．４４５，在［－１，１］数值分布区间

内，如果统计数值更接近１，则表明该社会关系

网络中小团体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数值更接

近－１，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并

不明显，无显著派系林立现象。因此，可以认

为，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凝聚

子群密度并不足够大，使得这些小团体之间存

在完全的隔绝和屏障，拒绝与小团体外部的沟

通和联系，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林立现

象，使得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不够紧密。

　　三、社会资本、网络特征影响政策

偏好的逻辑与途径

　　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

对个体的行为风格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形塑作

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与

“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政策选择存在内在

一致性。“商人特朗普”密度较小的社会关系网

络与“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热衷“退

群”等行为密切相关，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与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内群体偏好”一脉相

承，“类明星图”的强中心度与特朗普的个人中

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１．社会关系网络密度小与“退群”行为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分析可知，“商人

表３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紧密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２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商人特朗普

２ 约翰·巴西特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８２１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３ 皮特·罗泽尔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８２１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４ 吉沃尔特·邓肯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５ 沃特·迈克尔斯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新泽西将士队教练

６ 迈尔斯·塔嫩鲍姆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费城明星队老板

７ 阿尔·陶布曼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８ 切特·西蒙斯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９ 唐·苏拉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所聘迈阿密海豚队教练

１０ 杰克·唐蓝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高层领导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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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图

表４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矩阵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７ ０．７８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９４５ 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０．４４５

特朗普”的网络平均密度仅为０．０２８２，可见，特

朗普早期习惯于在一个密度较小、较为松散的

弱社会关系结构中活动并取得成就。对特朗普

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其提供所必需的资

金、人脉等社会资本和资源支持，但也仅限于发

挥此类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此外，特朗普对社

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并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

说，正是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促成了

早期“商人特朗普”的成功。

当然，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有其积极的

一面的体现。首先，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

有助于保证其应对具体事务时的机动性与创新

性，能够充分激发不同网络节点的作用，利用不

同节点的资源。特朗普坐拥曼哈顿地产市场，

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与所有关系网络建立强有力

的联系。尤其对于商业活动而言，网络的灵活

性与广泛性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行动者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新性。其次，较小的网络密度也防止

了组织的封闭性，可以使其社会网络内外形成

人员有机流动和资源高效互通，使网络整体保

持活力。例如，特朗普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个重

要而简单的原则，即“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

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

金”［１２］３６，这也是“商人特朗普”的房地产帝国

和商业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再次，小密度社

会关系网络能够规避核心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网

络资源的依赖，保障其自主性与独立性。松散

的“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各节点和

整个网络的权力和声望都不足以抵消特朗普的

权重，因此，特朗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决策

权力。这种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强化

了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为其提升工作效率和发

挥商业敏锐度提供了保障。

特朗普的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在政治

领域体现在对其独立自主性的把控上，既不依

赖来自社会财团的大选资金支持，也不局限于

相对熟识的竞选经理的支持，使其被期望能最

大程度反映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而不是明显被

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所掌控，这是特朗普胜选

的重要基本面和社会结构性原因。

然而，网络密度较小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

的高脆弱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稳定性。关系网

络极易因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趋于分裂，难以

保持稳定与完整，进而无法发挥社会关系网络

对各节点的支持和凝聚作用。小密度网络逻辑

易忽视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的和凝聚的网络要

素，以及较高社会网络密度下“共建共商共享”

的理念。因此，“总统特朗普”的投机倾向、善

变倾向与“不稳定合作者”［６］等特征实质上具

有“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依据和

根源。这些特征主要反映为特朗普政府频繁、

大面积的“退群”行为。自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

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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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

约、全球移民协议等各类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

战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并声称拟退出，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召回专家。这种明显的外交

收缩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战略决策同“商人特朗

普”一贯的小密度逻辑相契合，特朗普将各类

合作机制视为美国松散“国际社会网络”中的

行动者，而将美国视为核心行动者与网络中心，

对国际形势判断呈消极态度，奉行单边主义外

交原则［１０］，一旦行动者对中心的支持作用不能

够覆盖中心对其反方向的优势辐射作用，那么

对于密度较小的松散网络而言，随时减少或增

加某些行动者是其首要行为。

２．决策中“内群体偏好”明显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存在明

显的“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和外群体最早为

社会学家萨姆纳所使用，前者用来定义由“我

们的人”所组成的使人们有归属感的“小团体”

或类别，后者则相反［１３］。内群体偏好或偏见是

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看

待世界时以自己群体（包括社会、政治、种族）

为中心［１４］。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特朗普自信优

越的自恋型人格使得其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

解［６］，而无法被小圈子之外异质性更高的人所

理解。因此，与特朗普政见不合的政府官员或

共和党内成员越来越多被解雇或辞职。然而，

仅从特朗普自恋这一精神领域探究其“内群体

偏好”过于微观且不够全面，缺乏中观层次的

结构性考量。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视

角，“总统特朗普”决策所体现的“内群体偏好”

主要源于对“商人特朗普”较高凝聚子群密度

（０．４４５）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

与内群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运营项目

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或来自不同圈子的专业人

员具体负责，以特朗普商业集团的最终目标为

导向，根据不同的阶段性或模块性任务适时组

建不同的临时小团体，并且在项目完成或任务

结束时解散或搁置小团体，成为“商人特朗普”

涉足不同商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但当“商人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和社

会关系网络惯性延续到白宫中时，决策团体中

派系林立与人事变动频繁的现象便出现了。政

府部门不同于私营商业部门，前者并不具有明

确清晰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模糊性无法将小

团体集中在部门化与专业化的任务中，发挥其

在网络结构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小团体的

主要划分依据和认同基础是政见：一方面，政见

不同的小团体在政府内部推诿扯皮、消耗组织

活力；另一方面，政见不同也成为特朗普排除异

己、构建自己内群体的有效借口。自特朗普上

任以来，被直接解雇或被迫辞职的政要不计其

数，其中包括国务卿蒂勒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

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经济顾

问科恩、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肖布、白宫发言人

斯派塞、白宫通信联络主任杜布克、海军部长斯

潘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司法部副部长罗

森斯等。

显然，“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仍然保持

其决策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在任人唯亲

上。“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显示

了其与家庭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来

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更多，家庭

是其早期重要的社会资本。小团体３就是特朗

普的家族团体，特朗普认为“母亲是生命中的

太阳”［１２］７８，五个兄弟姐妹是共同艰苦奋斗的关

系密切者。在特朗普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弟弟

罗伯特是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前妻伊万娜掌

管特朗普第二家赌场“特朗普城堡”，亲属关系

在集团高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网络的强凝

聚力对特朗普后续任人唯亲与“裙带政治”的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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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特朗普成为易受亲

人和朋友影响的归属动机占主导的政治家［１０］。

这种与在市郊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做中低收入

者房地产生意的老特朗普（弗瑞德·特朗普）

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模式延续至“总

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上，具体表现为：特朗普

将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顾问；女儿伊万卡成

为联邦政府员工，头衔为“总统助理”。可以看

出，“商人特朗普”小团体林立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特朗普的塑造使其在白宫依然致力于构建家

庭支持网络和嫡系幕僚团队，更加信任内群体。

３．个人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色彩浓厚

特朗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强的中心

度，是网络中的核心与“明星”，这使“总统特朗

普”的政策决定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倾向，如

极具特朗普风格的“推特治国”，便是高中心度

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个人风格与行为偏好的重

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２０１６年５月至

２０１８年１月共３４７８条推特的文本分析，发现其

使用代词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的频率非常高，

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１４］。本质上，无论是参

选时期的宣传策略还是正式上任后的信息发布

与传播，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推特前所未有的依

赖和推崇是其追求社会关系中高中心度的外在

体现。特朗普试图通过推特直接发布政策，绕

过并架空传统媒体，将自己置于美国政策信息

网络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传统媒体沦为特朗

普推特的转发者和分析者。“推特治国”体现

出特朗普在极强中心度网络中我行我素、为所

欲为的行政风格和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许

多政策无法经过酝酿、系统讨论、试点等科学决

策环节，仅为绝对信息中心特朗普的“一时兴

起”或“心血来潮”，甚至存在短期与矛盾政策。

此外，特朗普对信息发布中心地位的追求

也符合其对媒体和曝光度一贯的认知。在商人

时期，特朗普就同媒体有较多交集，社会关系网

络中就存在大量的电视、广播、纸媒等行动者，

如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纽

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和记者

迪·魏德迈、《纽约杂志》的负责人蒂娜·布

朗、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等。与媒体的

交往使特朗普认识到，媒体是喜欢“大事件”

的，职业天性使其关注到与众不同的、令人难以

容忍的或大胆且饱受争议的人。不论正面还是

负面信息，只要经常被报道就能对商业发展产

生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１５］１６７。因此，总统时期

特朗普“推特治国”既能抢占新闻“首发权”的

制高点，突破政府采取关键行动所受的媒体制

约［１５］１６８，与传统媒体假新闻做斗争，又能够推

动传统媒体跟进，增强曝光和话题度，从两个方

面保持其信息中心的地位。

强中心度在催生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的同

时也塑造了其爱国主义。经商时期的特朗普便

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斗争后终于获准在

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竖

起旗杆并升起星条旗，并认为“最重要的是美

国国旗骄傲地迎风飘扬，你也要永远铭记：有些

东西是值得你去为之奋争的，美国国旗自然是

其中之一”［１２］７８。特朗普先后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２０

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这

些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竞选口号。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

其个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

面，二者本质上都内嵌于其高中心度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特朗普爱国主义的实质是与其个人

中心主义内在契合的美国中心主义，它既是特

朗普个人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使得其个人中

心主义外化为国家层面的体现，又与特朗普个

人中心主义相互强化。无论是爱国色彩浓郁的

竞选策略，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墨西哥边

境修墙”的移民政策，抑或是对华贸易战、“制

裁”华为和 Ｔｉｋｔｏｋ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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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都是在以“零和”思维维护美国的中心地

位，也都与其早期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密

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

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第二顺

位的，一旦其与个人中心主义相冲突，特朗普的

爱国主义就会为其个人中心主义让位，体现为

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牺牲和对自我意识、自我

中心的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总统

的特朗普面对这场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严重的疫

情，没有将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积极

进行疫情防控，而是一直否认、淡化疫情，以保

持自己的统治声望［１６］，甚至出现反智主义倾

向［１７］，干预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防控和报

告［１８］，声称新冠病毒是“骗局”，是“大号流

感”，“拒绝戴口罩，可以直接向人体注射消毒

液”［１９］，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敌、维护自信甚至是

迎合民粹、为大选拉票的手段。

４．与政府的交往和反建制的根源

特朗普作为零从政经验的“体制外”商人，

反秩序、反建制与一定程度的反智特征是其当

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特

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

关系网络结构有关。在其２０８个节点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有关政府的节点数量为２２个，占比

１０．５８％。这些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

络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社会关系对后期“总统特

朗普”的“反建制主义”和“反政治正确”倾向产

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商时期的社会交往经验，特朗普认

为政府是低效率的、不善经营的，并且不具有

“企业家精神”。例如，在沃尔曼溜冰场修建

上，政府耗时７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仍未竣工。

特朗普接手之后，仅历时４个月并以占政府耗

资一小部分的成本［１５］２６３就完成了该项目。特

朗普发现在许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政

府囿于科层制的等级原则和繁文缛节，难以发

挥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决策形式不够科学，受

到各个环节的制约，行政效率低下。

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和经历是

特朗普反建制的根源，使其更倾向于将政府作

为新公共管理中“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并

且对现行官僚制度和政府存在不满，更乐于发

挥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反

建制”色彩。

　　四、结语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来自特朗普两本
自传的２０８个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分
析，探究特朗普在经商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关

注特朗普作为个体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

方式，以及这种嵌入对后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

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政策偏好上的影响和

塑造，发现：首先，早期“小密度”的社会关系网

络特征与特朗普政府大面积的“退群”行为可

能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熟

悉于网络关系的疏离与松散，才对国际合作框

架持消极态度，进而使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更

加明显的内向周期特点；其次，早期凝聚子群密

度较高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强化了特朗普的

“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为其人事任免上对政

见不合的“异己”的撤职、对女儿伊万卡和女婿

库什纳等“亲信”的扶持和任命；再次，早期社

会关系网络高中心度的“明星图”形式和特朗

普的绝对中心地位极大地影响了特朗普对待媒

体的态度和“推特治国”的理念，并且这种极强

的个人中心主义同其强烈的爱国情怀一脉相

承，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其“修墙”的移民政策

和贸易战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后，其早期社

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相关节点的较多联系和交

往，促成了特朗普政策的“反建制主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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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种认知风格的考察
Ｔｒｕｍｐ’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ｙ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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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压力

吴萌，霍延秀
ＷＵＭｅｎｇ，ＨＵＯＹａｎｘｉｕ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要：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包含了分化和整合两个方面，是个体在理

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爱的、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来说，整

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

复杂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考，扬长避短。通过ＰＣＴ方式
对特朗普的语言材料进行评估，发现他是２０世纪以来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
美国总统。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也会发生变化，在年度

变化中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且在不同的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复

杂性。这种变化更多地与情境压力有关，也有一部分人格因素。对特朗普政治

行为进行考察，需要结合各类环境因素，低分化低整合的认知模式并不意味着

领导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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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心理学中，对领导人心理的研究一

直是热点和重中之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

人物自带光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

面，领导人的认知、人格、情感等心理因素对一

国内政和外交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与普通百

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对众多政治领导人物的

研究中，美国总统成为最为频繁的研究对象，国

内外都可以找到大量相关文献。而美国第４５

任总统特朗普自２０１７年１月宣誓就职以来就

经常占据新闻头条，其语言和行事风格常引起

人们的争议。然而，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心理学

者对特朗普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人格特质、动机

意向、操作码、领导风格、价值模式等方面，对其

整合复杂性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

学视角运用整合复杂性理论对特朗普的认知模

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其政治心理有进一步的

发现。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１．整合复杂性的内涵

整合复杂性包含两个认知变量：分化和整

合。所谓分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可以认知和

考察对象的层次和维度。一般来说，越是复杂

的信息处理者，在面对既定的多层次与多维度

分析对象的情况下，越是能够区分大量信息的

特征；认识的维度越多，个体的认知情况越复

杂。所谓整合，是指不同的特征与维度之间复

杂的联系。整合主要关注的是各个特征或维度

之间是孤立的成序列的关系，还是多方面的、复

杂的或灵活的联系［１］。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对整合复杂性研究最

多的有两个代表性人物：菲利普·Ｅ．泰特洛克

和皮特·休德菲尔德。两位学者相互合作或与

他人合作，对整合复杂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泰特洛克看来，整合复杂性是整合性与

复杂性的结合，复杂性体现为看待问题的层次，

整合性体现为众多维度是否能够联系在一起。

整合复杂性关注的是对研究对象做出多层次

的、复杂的区分，即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概念

整合解读事件，并能够把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整

合，用于自己的决策［２］。

２．整合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１）整合复杂性的认知分层

整合复杂性是对认知结构的一种判断，主

要基于对认知过程的解构，通过认知分层进行

微观语义解读以获悉个体认知模式。学者们一

般将整合复杂性分为两个维度、七个层次。两

个维度即分化与整合，七个层次是对分化与整

合的七种组合。

第一个层次为“无分化 ＋无整合”，即个体

依靠的是一维的价值评定规则，或明确肯定和

接受，或明确否定和拒绝，坚持“非黑即白”的

信息处理模式。

第二个层次是“低分化 ＋无整合”，表示个

体对不同观点或维度的潜在或有条件接受，但

是没有明确地发展替代维度或观点，也没明确

地指出或命名。

第三个层次是“中高分化 ＋无整合”，个体

能够清楚地说明至少两种处理相同信息或刺激

的不同方法，但却没有考虑这些维度之间可能

存在的联系。

第四个层次是“中高分化 ＋低整合”，主要

指有能力辨别出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维度，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

形承认。其对多维度的整合是不明显的，常常

以一种试探性的、不确定的方式进行表达。

第五个层次是“中高分化 ＋中度整合”，个

体既能辨别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又能对其中

的两者进行交互式看待，这种整合是明显的，主

要包括相互影响、协商、因果归因和综合等。

第六个层次是“高分化 ＋中高整合”，表明

个体可以处理多维度的图式，能通过对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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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等来做出具体解释，并能隐含地提出

一种全局性的观点或概括。

第七个层次是“高分化 ＋高整合”，在多维

度的基础上，各个指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个体能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一个包含

各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的总体观点。

第一、三、五、七个层次为主要层次，而第

二、四、六个层次是过渡层次。

（２）整合复杂性的认知风格定位

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主要体现

了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

所偏爱的、习惯化了的态度和方式。认知风格

研究分为以认知为中心的研究、以人格为中心

的研究和以活动为中心的研究三类。事实上，

人类的思维方式最初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人

格特征，其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中具有一定程

度的稳定性，如场独立性、解释性风格等。受

凯莉个人构念理论的启发，早期研究将整合

复杂性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然而，后

续研究发现整合复杂性对压力、价值冲突等

非常敏感。整合复杂性也会受到即时外在

环境的影响，具有状态性的特征［３］。因此，

现阶段以认知为中心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一

方面承认其稳定性，另一方面又重视其状态

性特征。

（３）整合复杂性的影响因素

其一，紧张环境。紧张环境主要指革命、战

争和国内紧张形势。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处

理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无压力

时信息处理方式简单。适当的紧张环境下信息

处理方式的复杂性达到顶点，超过了忍受的极

限，信息处理方式的复杂性就会下降［４］。

其二，价值倾向。整合复杂性的高低与研

究对象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极端

的意识形态比温和的意识形态更容易简单化；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有更少的

复杂性［５］。

其三，人格特质。外向性人格与整合复杂

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是

负相关关系；具有自恋和威权主义人格的人倾

向于一维和极端的认知模式，表现出更低的整

合复杂性。

３．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假设

从经验角度来看，特朗普上台面临着经济、

就业、医疗改革、贸易逆差等压力情境，为解决

这些矛盾，其采用了相对极端的政治策略，如推

翻奥巴马医改方案、退出国际性协定、与中国打

贸易战等。作为共和党人，特朗普又兼具保守

主义倾向。在日常行为中，他表现出极强的自

我中心；他雷厉风行，果断坚决，不允许歧义；他

满嘴“跑火车”，经常发出夸张而富有争议的言

论。但是，他又经常否定自己，前后不一致，迅

速转变策略。

结合上述理论，我们初步假设特朗普是一

个具有较低整合复杂性的总统。但是，他依然

遵循整合复杂性的发展规律，在其任期内表现

出随环境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二、研究与测量方法

　　１．ＰＣＴ内容分析法

整合复杂性分析有两大路径，一是对当事

人进行直接测量，如心理学上常用的比厄里的

库格测验、斯科特的客体分类测验和克罗基特

的角色分类问卷；二是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

分析。由于距离、年龄、历史、语言或意愿等原

因，很少研究能够对政治领导人物进行直接的

心理测量、面对面访谈或是问卷调查，因此，我们

此次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即采用“领导

者远程评估”方式。

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使用ＰＣＴ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Ｔｅｓｔ，缩写为 ＰＣＴ）内容

分析法。所谓 ＰＣＴ，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语言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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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抽取若干段落进行认知结构分析，这些段

落的长度一般在２５—１７０字，由训练有素的评

分者对每一段落语言材料进行人工测评，也可

以使用成熟软件进行机测。

２．评价标准

依据整合复杂性的七个层次，泰特洛克和

休德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７分评

价标准，即ＩＣ评分（见表１），并编写了一份可

供评分者参考的整合复杂性编码手册。

表１　ＩＣ评分表

分数 评价标准

０

无计分文本：在样本随机选出之后，可能存在无计

分文本，这些文本需要被鉴别和删除。无计分段落

表示作者推断或决策的规则结构不明显，包括陈词

滥调、讽刺挖苦、引用、定义，以及纯描述性语言，对

理解上存在障碍的段落也不得计分。

１

无分化，无整合。对观点或维度的明确肯定或否认，

或是作者承认存在着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却

没有认真考虑或审查就放弃。或是为文本进行时

间排序组合，或是列举清单，但只为证实某一个观

点。包含“绝对、所有、总是、当然、不断、确信、完

全、永远、不可能、不可辩驳、不可逆转、毫无条件、毫

无疑问”等词语。

２

有条件地接受其他观点和维度；假设结果；规则的

例外；歧义的容忍；认识到替代性观点或维度，但未

详细说明，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包含“但是、然

而、尽管、可能、几乎、通常”等词汇。

３
有多个备选方案；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的选

择和条件；概率性陈述；新旧观点的时间转变。包括

“可选、非此即彼、另一方面、同时”等陈述。

４
有多重视角或多个维度，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

形承认。包括对判断的保留、维度间的张力和上位

说法的表述。

５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且它们

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明显整合的趋向。包含

“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协商、妥协、均衡、平

衡、权衡、归因、综合”等意味。

６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具有明

显整合的趋向，且整合表示为对系统关系的具体解

释和全局观点的隐形交代。包含结果比较、系统分

析、假设检验等。

７
多维度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并提出了一个总

体的原则或观点。既包括结果比较、系统分析，也包

括分层整合或是对相互冲突目标之间的复杂权衡。

　　３．测量方法

（１）材料收集与抽样

我们搜集的特朗普的语言材料主要来源于

其公开讲话，包括演讲、访谈、宣告、会议和记者

招待会上的谈话等，共搜集到其２０１７年１月至

２０２０年６月的１２５０篇公开稿。对每篇公开稿

的段落进行日期和数字编码，并进行随机抽样，

剔除无关文本、无计分文本，共获得６６８个样本。

（２）编码与计分示例

编码过程采取“人工 ＋机测”的方式。人

工编码者已经过两年多的相关训练，编码过程

严格依照评分细则进行操作；机测采用的是美

国俄亥俄州社会科学自动化公司开发的一款计

算机测量平台。二者相结合获得最终评分结

果，其中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化评价采用折中处

理方式。

为清晰呈现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我们列

出以下计分示例。

１分示例：

当你在家里打这场仗的时候，我们正

在和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

员一起工作。我们正在竞相开发新的方

法、治疗方案和最终的疫苗来抵御病毒。

我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我认为，在医

学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朗普

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

成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０年 ４

月３日）

解析：该段落使用了明确肯定的方式，如

“最好”“新的”“很大的”，没有对一个事物进行

多维度分析，也没有冲突观点的出现。

２分示例：

如果没有国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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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而努力工作的话，今天的签字仪式

就不会在这里举行了。我想表彰女议员伊

莉丝·斯特凡尼克，她所代表的地区包括

了德拉姆堡。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伊莉丝的

事。她给我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我说，我

不想接她的电话。她说她希望我能到这里

来。我说，我不能，我们会改变很多日程安

排。但这不适用于她。她没有停下来。现

在我来到这里了。（《特朗普总统在 Ｈ．Ｒ．

５５１５签署仪式上的讲话》，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是假设结果的条件句，

出现了反事实推理，隐含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

行为的可能性。而后面语句主要是对事实的陈

述，没有计分意义。

３分示例：

事实上，这是一个针对中产阶级的税

收法案；这是一个针对就业的税收法案，它

会让很多公司进入；这是一个针对商业的

税收法案，它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要减

税，从３０降到２０。（《特朗普总统和商界

领袖在税制改革行业会议前的讲话》，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３１日）

解析：该段落从三个方面表达了税收法案

的不同针对性，但三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与

整合。

４分示例：

我认为欧盟———我们会很快与他们会

面———他们想看看他们是否能解决问题，

这会很好。如果我们能解决问题，那会是

积极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那也会是

积极的。这有我们的原因。（《特朗普总

统和荷兰王国首相吕特在双边会晤前的讲

话》，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为肯定句，但重心在后

面，对于“我们”是否能解决问题都会是积极的，

表现出特朗普对这件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

而最后一句是要对正反两个方面考虑的原因进

行综合，但是没有明确表示出来，故而给予４分。

５分示例：

中国必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他们

想调查，他们可以调查。如果他们不想调

查，他们不必。坦白地说，就我而言，如果中

国想调查，我认为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想，

我认为那也很好。这取决于中国。（《特朗

普总统在海军一号出发前的讲话》，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０日）

解析：该段落的重心是后半部分。对于中

国是否调查，特朗普都认为很好，表示他从正反

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认为，因为是否调查取决于中国。这里有一个

依赖于情境的高阶归因，故而出现了二者的明

确综合。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次测量结果，特朗普

的整合复杂性分值最高为５分，并未出现６分

和７分的情况，故不作展示。

　　三、结果与讨论

　　１．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结果分析

（１）呈现出低分化低整合的总体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的最

小值为１，最大值为５，平均得分为１．３３，总体水

平较低，显示了较低的分化和整合。

特朗普的语言中多现极度肯定、极度否定

或比较夸张的修辞手法，ｖｅｒｙ、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ｌｙ、ａｌｌ、ａｌｗａｙｓ、ｍｕｓｔ、ｇｒｅａｔ、ｄｅｅｐｌｙ、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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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ｔ、ｎｏ、ｎｅｖｅｒ、ｃａｎ’ｔ、ｈａｖｅｔｏ等词汇或短语经

常出现，这表明特朗普本人基本遵循简单、一维

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医改问题上，他用非常直

白的态度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政策，经常说，“奥

巴马医保已经死亡”，并尖锐指责奥巴马医改

为“灾难”。在退伍军人福利的问题上亦是如

此。特朗普往往表现得比较自信，习惯于根据

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当遇到与其观点不一致

的时候，其倾向于直接反驳并遵循自己的意愿，

表现出了明显的低分化低整合特征。

（２）变化中的整合复杂性

特朗普自就任总统以来，其整合复杂性并

非一成不变，其变化趋势见图１。由图１可知，

特朗普２０１７年整合复杂性均值为１．３４，２０１８

年为１．４０，２０１９年为１．３１，２０２０年前六个月为

１．２１。特朗普就职第一年，其整合复杂性水平

图１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年度变化趋势图

接近总平均值，２０１８年达到了峰值，２０１９年开

始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２０２０年跌到最低。

以其每月整合复杂性的平均值绘制详图见

图２。由图２可知，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波线起

于低值也终于低值。结合原始材料，２０１７年头

三个月为特朗普任职初始阶段，各项事业刚刚

起步，特朗普公开讲话的内容多涉及礼仪或是

常例，表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和赞美或是延续竞

选阶段的批判语气。而２０２０年３、４、５月份的

发言几乎清一色与医疗有关，特朗普几乎每日

都要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疫情和政府工作，并

接受提问。面对疫情压力和记者诘问，特朗普

表现出比较极端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夸大自身

的作为，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否定或是逃避。

此外，图２中还出现了两个峰值和两个谷

值，其中，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２０１８年５月和

２０１８年７月；两个谷值分别出现在２０１７年９月

和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１８年５月，特朗普的整合复

杂性达到最高值，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各州

和地方政务、税制改革、法律法案、内阁会议、医

疗保障、教育体育等。２０１８年７月的峰值稍低

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军事赞

赏、法官任命、内阁会议、国民大会、法律法案、

图２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月份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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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就业、移民、北约峰会等。２０１７年９月，特

朗普的整合复杂性达到最低值，结合原始材料，

我们发现９月的２９个公开讲话文本中有将近

６０％的内容都与外交活动有关，此外还包括医

疗、就业、飓风、治安等。而２０２０年６月特朗普

公开讲话的议题类型与２０１７年９月的类似，均

包含了大量的外交议题。由此，我们大致可以

看出，特朗普在内政上的整合复杂性要高于其

在外交方面的整合复杂性。

（３）主题维度的整合复杂性

整合６６８个有效样本，我们对特朗普的公

开讲话进行了主题聚类，按照样本量的多少，将

核心议题进行了排序（见表２）。

表２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主题排序

议题 均值 议题 均值

能源环境 １．７２ 移民边境 １．４４
州政地政 １．６４ 经济就业 １．３９

基础设施与技术 １．５８ 医疗保障 １．３８
税制改革 １．５５ 议会党政 １．３７
法律法案 １．５０ 外交 １．３７
内阁会议 １．４６ 中美关系 １．３６
土地农业 １．４５ 国家安全与国防 １．２９

由表２可知，特朗普在“能源环境”“州政

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税制改革”等方面表

现出了相对较高的整合复杂性，而在“国家安

全与国防”“中美关系”“外交”等方面显示出了

较低的整合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事关“能源

环境”“州政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方面，特

朗普面临着较小的压力，其思维方式反而更加

复杂；而“税制改革”“经济就业”“医疗保障”和

“移民边境”问题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主要关注

而具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其在这些方面的整

合复杂性处于中高水平。对于外事问题，特朗

普一向强硬，无论是指责欧盟，与中国打贸易

战，还是退出多个国际性组织，其总是表现出自

我中心式的简单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美国的

体制问题，其某些想法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这

并不影响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做出

判断。

２．讨论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在历届总统中处于什

么水平？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特朗普整合复杂性

的变化？这又与特朗普的动机、人格和所处的

情境有怎样的联系？下面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

探讨。

（１）历史对比：美国总统中的世纪最低

虽然政治心理学将整合复杂性分为７个层

次，而特朗普又处于较低层次，这是否意味着其

在美国历届总统中的排名也比较低？为此，我

们参考皮特·休德菲尔德和费利克斯·托梅斯

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分

值（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美国历届

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均值都没有超过３分，最高

者为肯尼迪（２．１８），其次是塔夫脱（２．１７）、哈

定（２．１５）、菲尔莫尔（２．１３），而上届总统奥巴

马排名第五（２．１２）。约翰·泰勒最低（１．２５），

波尔克倒数第二（１．２８），特朗普倒数第三

（１．３３）。如果排除约翰·泰勒（１８４１—１８４５年

任职）和波尔克（１８４５—１８４９年任职）这两位早

期美国总统，自２０世纪以来，即罗斯福总统以

来，特朗普是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总统。

（２）动机考察：非典型性相关

政治动机一般被看作推动个人参与政治达

到某种目标的内在动力。在整合复杂性与政治

动机之关系的考察中，许多学者认为权力动机

与整合复杂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权力

动机的提升，个体更倾向于简单、一维的思维方

式，反之亦然。简单来说，权力动机就是追求自

身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如何掌控权力。

例如，在国际对抗中，战争爆发之前经常会出现

权力动机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整合复杂性便

会下降。特朗普的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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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得分

总统 整合复杂性 标准差 样本量

乔治·华盛顿 １．８２ ０．８４ １９
约翰·亚当斯 １．８６ ０．７６ １８
托马斯·杰弗逊 １．９４ ０．８３ １６
詹姆斯·麦迪逊 １．７１ ０．６１ １７
詹姆斯·门罗 １．７５ ０．７９ １８

约翰·昆西·亚当斯 １．６０ ０．６２ ２０
安德鲁·杰克逊 １．７５ ０．７９ １８
马丁·范布伦 １．７９ ０．８８ １７
约翰·泰勒 １．２５ ０．４９ １８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１．２８ ０．５７ ２０
扎卡里·泰勒 １．７０ ０．９８ ５

米勒德·菲尔莫尔 ２．１３ ０．７７ １２
富兰克林·皮尔斯 １．８３ ０．６６ １８
詹姆斯·布坎南 １．３５ ０．５２ ２０
亚伯拉罕·林肯 １．８２ ０．６７ １４
安德鲁·约翰逊 １．８９ ０．６８ １９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１．５０ ０．６６ １７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１．３７ ０．３７ １９
切斯特·艾伦·阿瑟 １．４４ ０．５７ １８
格罗弗·克利夫兰 １．５５ ０．６５ ２０
本杰明·哈里森 １．６８ ０．６１ １７
威廉·麦金莱 １．３８ ０．６７ １６
西奥多·罗斯福 １．８１ ０．９９ １８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２．１７ ０．９４ １２
伍德罗·威尔逊 １．６１ ０．５９ １４

沃伦·盖玛利尔·哈定 ２．１５ ０．６３ １０
卡尔文·柯立芝 ２．０５ ０．６５ １１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１．６１ ０．４９ １９
富兰克林·罗斯福 １．８８ ０．６９ ２０
哈里·Ｓ．杜鲁门 ２．０９ ０．６２ １７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１．６８ ０．６７ １９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２．１８ ０．６１ １４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２．１０ ０．８４ ２０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２．０３ ０．８２ ２０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１．８７ ０．８３ １５

吉米·卡特 １．８３ ０．８０ ２０
罗纳德·里根 １．９０ ０．７４ ２０
乔治·布什 ２．００ ０．７８ １５
比尔·克林顿 ２．０３ ０．７９ １９
乔治·布什（小） １．９５ ０．７１ ２０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２．１２ ０．９２ ２７２
唐纳德·特朗普 １．３３ ０．６０ ６６８

　注：此表参照《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４１Ｕ．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和《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ｆｕｐ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ｍｏ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两篇文章
中的数据绘制而成。

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ｒ＝－０．１２，ｐ＝

０．７３１），具体情况见图３。

图３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关系（２０１７年）

由图３可知，１—２月和４—７月，特朗普整

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他

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特朗普身上，权力

动机是否能够影响其整合复杂性还有待商榷，

但更多的趋向是一种负相关波动。

（３）人格映照：反常与正常之间

人格特质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变量，长期

以来被用来区分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个体的

人格特质差异又与认知的整合复杂性有什么关

系？政治心理学者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

４１位美国总统的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特质普

遍与整合复杂性相关，且是一种正比例关系（ｒ

＝０．３６，ｐ＜０．０５）；与此同时，宜人性也显示出

正向但不显著的相关性 （ｒ＝０．２４，ｐ＝

０１９７）［６］。为探究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我们采

用了心理学上常用的“大五人格”量表。

用专家评价法对特朗普的大五人格进行测

量，结果显示，特朗普有两个特质最为显著：一

是高外向性，一是低宜人性。这一结果与国外

学者Ｄ．麦克亚当斯的结论不谋而合，他同样认

为，特朗普展现了一个你不会想到的美国总统

的特质：“ｓｋｙｈｉｇｈ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和“ｏｆ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ｔ

ｌｏｗ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７］。特朗普的外向性较高，

这就意味着其以外向、活跃和社会主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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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自己的角色，其是一个精力充沛、不能保持

安静的人，其乐意在集会、采访、社交媒体上与

其他人不断互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外向

的人却不随和。可能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

特朗普那样，在公共舞台上经常公开地表示不

同意。他从不吝啬赞美自己，却不善于同情；他

言辞激愤，态度却能瞬间转变。

按照费利克斯·托梅斯的逻辑，个体外向

性越高，其整合复杂性越高；宜人性越低，其整

合复杂性越低。这似乎与特朗普的情况并不完

全相符。特朗普虽然具有较高的外向性，但是

其整合复杂性却很低，这似乎与其较低的宜人

性相关。低宜人性的特质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甚至淹没了高外向性对整合复杂性的

调节作用。因而，特朗普一反常态，与美国历届

总统相比，较高的外向性并没有提升他的复杂

性思维。但低宜人性的特质却拉低了其整合复

杂性，这又符合二者关系的常态。因此，在考虑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变化因素时，低宜人性的

人格特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４）情境融合：议会控制和议题压力

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境因素，也就是情境压

力，情境因素对整合复杂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关键是整合复杂性是随着怎样的情境压力

而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特朗普主要面临着

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社会矛盾和外部战争与和

平的情境压力。内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指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自由与保守之争，这种

斗争的具体形态又表现在对议会的控制上。而

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了政府施策与人民需求之间

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内的各种政治议题，如经

济就业、医疗保障、税制改革等。至于美国当下

的战争与和平情境，一方面反映在中东地区剑

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上，

另一方面反映在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上，这二

者也可转化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外交”等议

题。也可以说，特朗普所面临的情境压力主要

反映在对议会的控制和各个议题带来的情境压

力上。

议会控制，是指民主党、共和党及其他党派

对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席的控制。长期以来，议

会控制的情况大概有三种模式：一是总统所在

党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均占据多数议席；二是

总统所在党派和反对党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

占据多数；三是总统所在党派在两院中均不占

多数。特朗普任期的前两年，其所在党派在两

院中均占多数，这种情形无疑为特朗普的施政

带来便利。正是在这两年里，特朗普的整合复

杂性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达到了较高的

状态。然而经过中期选举以后，共和党失去了

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党派斗争更加激烈，受其影

响，２０１９年以来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直在降

低，这种情境无疑助长了特朗普对问题的一维

处理模式。

对于不同的议题，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不

同。以“经济就业”为例，我们对比了美国每月

的失业率与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月均值，结果

发现二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ｒ＝

－０．０５８，ｐ＝０．７２６），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经济就业”议题对特朗普的压力是有限的。

在“国家安全与国防”议题上，特别是基于中东

的紧张局面，特朗普更是情绪激愤，多次下达军

事命令。在“外交”议题上，和平环境下的合作

与交流本应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复杂思考的机

会，但是其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外界对美国的

不善，这种紧张而富有攻击性的态度促使其在

中美贸易中展开攻势，在国际活动中停止步伐，

并不断谴责联合国、世卫组织要对美国负责，由

此，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表现出较

低的整合复杂性。总之，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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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与其情境压力分不开的，不同的压力会

带来不同的思考效果。

　　四、结语

　　整合复杂性作为一种认知风格，主要反映

了行为主体偏好性和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

来说，整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

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复杂

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

考，扬长避短。特朗普在其执政过程中整体表

现出了较低的整合复杂性。但是，更低的整合

复杂性就意味着更多的失败吗？情况并非如

此。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复杂的综合，而有些问

题则要求简单聚焦。特别是在危急时刻，低整合

复杂性反而会促使决策者更加果断坚决，抢占先

机。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４１位美国总统的

整合复杂性的研究发现：低整合复杂性有助于总

统竞选或连任。与管理政府相比，简单的辞令在

竞选模式下更具有战略成功性。那些获得连任

的总统往往会在竞选前简化修辞［６］。

低整合复杂性并不意味着领导行为的失

败，对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的分析，我们还应综

合情境、动机、人格等因素。只有整合复杂性与

环境相匹配才是成功领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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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优化区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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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模型

花俊国，苏贵芳，郎一峰
ＨＵＡＪｕｎｇｕｏ，ＳＵＧｕｉｆａｎｇ，ＬＡＮＧＹｉｆｅｎｇ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创新投资是实现企业价值和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
据，运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研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

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随

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呈现逐渐减弱的结构性变化趋势。进一步考察异质性条

件下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民营企业或多元化经营程度较高的企业

创新投资具有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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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增长

模式正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

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对

于微观经济主体来说，创新投资有利于提高企

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

进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整个国

家来说，企业的共同创新发展更是提高国际竞

争力、实现“中国智造”之路的基石。企业作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满

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多元化需求，有效地将创

新投入转化为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发展动能

的转换和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投资通过激发企业生产潜力有效促进

绩效的提升［１］，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２－３］；朱乃

平等［４］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可降低经营成本，直

接促进短期绩效的提高，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正向作

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５］，

并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倒 Ｕ形关系［６］。由于创

新投资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特点，其投入强度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哈特

曼等［７］研究发现，当研发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企业绩效并不会同等比例增加。有研究发

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 Ｕ形关

系，当研发投入强度未超过临界值时，其对企业

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超过临界值后正向作

用消失［８－９］；而马艳艳等［９］发现研发投入与企

业绩效呈Ｕ形关系。但宋在科等［１０］研究发现，

企业绩效会随创新投资力度的增加而增加。陈

建丽等［１１］发现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焦然等［１２］以上市公司

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绩效的

影响存在门槛现象，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种门

槛现象具有缓解作用。

部分研究指出，企业绩效与创新投资强度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鲜有学者对创新投资强

度的最优区间进行研究，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

于高技术行业，研究的全面性、普适性、一致性

较弱。鉴于此，本文拟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阈值回归模

型刻画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结构性变化特

点，探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最优作用区间，

以期为企业制定创新投资规划和政府完善科技

创新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

　　创新投资通过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最终形

成独有的核心技术与产品，可为企业带来更多

的经济效益。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二

是提高产品的销售收益。创新投资通过改进现

有生产流程，以期在不改变产品效用的前提下，

从生产环节中获取超额利润。首先，根据诱致

性技术变迁理论，研发人员基于对生产要素投

入情况的分析寻找最优的要素配置方案，通过

要素替代减少高价原材料的使用，以降低投入

成本。其次，创新活动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流程、

加快高新技术设备的研发与应用，有效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产品成本。在销售环

节，研发人员应分析市场发展趋势、消费者需求

变化，创造具有差异化优势、高附加值的新产

品，不断拓展新市场，促进销售收益的提升。

上述分析表明，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有促

进作用，但这种正向作用可能不会持续维持，而

是会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变

化特征。亚历山大等［１３］的研究表明，增加创新

投资不一定能持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销售收

入，并提出可以用创新效能曲线刻画创新投资

所带来的这种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创新效能

曲线可以合理地诠释为何一些企业不断追加研

发投入，扩大创新投资规模，但企业绩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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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升，甚至可能出现亏损的现象。究其

原因，是企业进行投资前会详细分析项目的成

本收益情况，在计算每个项目投资回报率的基

础上对其进行排序，根据择优而选的原则，决策

主体会先实施投资回报收益较高的项目，因此

在创新投资的初始阶段，企业绩效有显著增加

的态势，但随着创新投资强度加大，一些资金用

于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则绩效会逐渐降低。

此外，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活动，创新投资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很可能会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

律。据此本文认为：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

非线性影响，且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创新

投资效率逐渐降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１．模型构建

阈值回归模型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变化模

型，函数模型根据阈值的划分具有分段线性的

特征，本文借鉴汉森［１４］提出的阈值回归思路进

行实证研究，以面板单阈值回归模型为例，模型

表达式为：

Ｙｉｔ＝αｉ＋β０Ｘ１ｉｔ＋β１Ｘ２ｉｔＩ（ｑｉｔ≤γ）＋

β２Ｘ２ｉｔＩ（ｑｉｔ＞γ）＋εｉｔ ①
其中，ｉ表示观测个体；ｔ表示时间；αｉ表示

个体效应；β表示参数向量；Ｘ２ｉｔ为区间相关的

依赖变量，即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Ｘ１ｉｔ
表示除Ｘ２ｉｔ外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控制变量；

Ｉ为指标函数；ｑｉｔ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门限值；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汉森的研究，本文以创新投资为阈值

变量，构建创新投资与营业毛利率的面板阈值

模型，单阈值模型为：

Ｇｐｍｉｔ＝αｉ＋β０Ｘｉｔ＋β１ＲｄｉｉｔＩ（Ｒｄｉｉｔ≤γ）＋

β２ＲｄｉｉｔＩ（Ｒｄｉｉｔ＞γ）＋εｉｔ ②
若存在两个阈值，则双阈值模型为：

Ｇｐｍｉｔ＝αｉ＋β０Ｘｉｔ＋β１ＲｄｉｉｔＩ（Ｒｄｉｉｔ≤γ１）＋

β２ＲｄｉｉｔＩ（γ１＜Ｒｄｉｉｔ≤γ２）＋

β３ＲｄｉｉｔＩ（Ｒｄｉｉｔ＞γ２）＋εｉｔ ③
２．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１）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营业毛利率

企业实施创新投资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对生

产方式与生产技术的改进以降低经营成本或增

加销售收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最终实现企

业绩效的提升。营业毛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收入和运营成本，较为

合理地衡量企业绩效情况。

解释变量（阈值变量）：创新投资

由于企业规模不同，同时研发投入又具有

高成本、高风险的特点，直接选用研发投入衡量

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不具备可比性，故本文借

鉴程宏伟等［１５］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

入的比值来测度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

控制变量

鉴于企业的营业毛利率还会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故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企业年龄、速动比率。

研究变量说明见表１。

（２）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

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数据来

自Ｗｉｎｄ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数

据库，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和处

表１　研究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营业毛利率（Ｇｐｍ）
（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创新投资（Ｒｄｉ）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股权集中度（Ｏｃ）
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企业年龄（Ａｇｅ）
当年年份－

公司成立年份＋１
速动比率（Ｑｒ）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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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是剔除金融保险类、处于ＳＴ状态的企业；

二是剔除同一年度内企业数量低于两家的行

业；三是剔除在数据区间内发生过重大事件和

业务变更的企业；四是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

尾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由表２可知，研

究期间内样本数据的绩效测度指标营业毛利率

（Ｇｐｍ）最小值为 －０．００５４，最大值为 ０．８０８６，

说明企业绩效相差较大；而营业毛利率均值为

０．２５９８，说明研究样本中大部分企业绩效仍维

持在较低水平。创新投资强度（Ｒｄｉ）的最小值

为０．０００２，最大值为０．２４６１，说明我国上市公

司创新投资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企业中

分布不均匀。各企业间数据的差异性表明研究

创新投资强度的优化区间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和

竞争力至关重要。其他变量与现有文献统计结

果基本一致。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Ｇｐｍ ０．２５９８ ０．１７１４－０．００５４　０．２２１８ ０．８０８６ ６０１３

Ｒｄｉ０．０３７２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８ ０．２４６１ ６０１３

Ｓｉｚｅ２２．４６２９ １．２７７３１９．８９４２２２．２８００２６．１４６８ ６０１３

Ｌｅｖ ０．４５９８ ０．１９４９ ０．０６０５ ０．４５８８ ０．９０３１ ６０１３

Ｏｃ ０．３４３１ ０．１４３１ ０．０８４８ ０．３２１４ ０．７５３９ ６０１３

Ｑｒ １．５４６５ １．７２５０ ０．１３９４ １．０７８６１７．３３００ ６０１３

Ａｇｅ１８．４４７０ ５．１０９５ ５．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００ ６０１３

Ｓｏｅ ０．４９５９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６０１３

Ａｈｈｉ０．２５６４ ０．２４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２９ ０．８５５４ ６０１３

２．面板阈值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面板阈值回归之前，首先对阈值效

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确定创新投资对企业营业

毛利率是否存在阈值效应以及阈值个数。阈值

效应检验的原假设为β１＝β２，不存在阈值效应；

备择假设为β１≠β２，存在阈值效应。

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３。由表３

可知，单阈值效应的Ｐ值为０，表明应拒绝不存

在阈值的原假设，则至少应存在一个阈值；双阈

值效应的Ｐ值为０．０５，表明应拒绝存在单阈值

的原假设，至少应存在两个阈值；三阈值效应的

Ｐ值为０．４９，表明接受存在双阈值的原假设，拒

绝存在三个阈值的备择假设，因此应采用双阈

值模型，两个阈值分别是０．０４２２和０．１６１８。

在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研究样

本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阈值回归，结果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作

用程度被划分为三个区间，当创新投资强度不

超过０．０４２２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为０．９３２１；当创新投

资强度在０．０４２２～０．１６１８时，创新投资同样

对营业毛利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系数

为０．５４４６，促进作用程度较第一个区间显著降

低；当创新投资强度超过０．１６１８时，创新投资

对营业毛利率呈现出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回

归结果表明，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其对营

业毛利率的影响作用程度逐渐降低，甚至没有

显著的影响，该结果与理论假设相符，证明创新

投资对企业绩效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倾向。

因此，０．０４２２～０．１６１８为企业创新投资强度

表３　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显著性水平

１０％ ５％ １％
单阈值检验 ０．１６１８ ８４．２９ ０ ３００ １５．４１８６ １７．７７７８ ２５．３７４６
双阈值检验 ０．０４２２ ２４．１１ ０．０５ ３００ １６．６１５９ ２４．０４４２ ８３．２１４０
三阈值检验 ０．０２２５ ９．０３ ０．４９ ３００ １６．９１７７ ２１．５５９２ １０１．５４５４

　　注：、、分别代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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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区间，此时创新投资仍可显著促进营业

毛利率的增加，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越趋

近０．１６１８，营业毛利率越高。当创新投资强度

低于第一个阈值０．０４２２时，即使在此区间内

创新投资的效率较高，继续增加投资仍存在营

利机会；若创新投资强度高于第二个阈值

０．１６１８，其对营业毛利率的促进作用将消失，

继续增加投资并不会推动企业绩效水平的显著

提升，而且会损失企业资源，这一范围为创新投

资的无效区间。

３．企业异质性特征下创新投资对绩效的

影响

以上分析了全样本下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

影响的阈值效应，下面将从产权性质、多元化程

度具体探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表４　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值 标准误

Ｒｄｉ（Ｒｄｉ≤０．０４２２） ０．９３２１ ０．２０４２
Ｒｄｉ（０．０４２２＜Ｒｄｉ≤０．１６１８） ０．５４４６ ０．１５５２

Ｒｄｉ（Ｒｄｉ＞０．１６１８） －０．０２８５ ０．１７１２
Ｌｅｖ －０．１６３２ ０．０２４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７１
Ｑ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５
Ｏｃ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Ａｇｅ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１
＿ｃｏｎｓ －０．１６５５ ０．１４２２

Ｎ ６０１３
Ｒ２ ０．１０８

　　（１）产权性质

由于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内部管控方式与

经营目标不同，创新投资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存

在差异。非国有企业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压力，基于长期发展角度会采用绩效考核方式

对管理层实施的创新活动进行监督与评价，激

励管理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会更加关注

创新投资强度与资金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国

有企业由于管理层通过政府选配，政府部门同

时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

作用较难体现，同时国有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资

金补贴，如果监督不到位会降低其资金配置效

率，进一步导致创新投资的产出效果偏低。本

文按实际控制人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分别研究其创新投资对其营业毛

利率的不同作用效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分别见表５、表６。

由表５可知，国有企业单阈值效应检验的

Ｐ值为 ０．０１，而双阈值效应检验的 Ｐ值为

０．１９，未通过双阈值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在

国有企业存在一个阈值０．０８１７。由表６可知，

非国有企业单阈值效应和双阈值效应分别在

１％、１０％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三阈值

效应检验的 Ｐ值为０．１８３３，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因此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０．０４７２、０．１３６０。

表５　国有企业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显著性水平

１０％ ５％ １％
单阈值检验 ０．０８１７ ２６．５３ ０．０１ ３００ １４．７６５０ １８．５４８５ ２６．０６４０
双阈值检验 ０．００２６ １２．７３ ０．１９ ３００ １９．００３０ ３１．２１２５ ５９．０５１９

表６　非国有企业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显著性水平

１０％ ５％ １％
单阈值检验 ０．１３６０ ５１．５０ ０ ３００ １６．２６１７ １９．０９９５ ２５．８２７７
双阈值检验 ０．０４７２ ２３．２０ ０．０５３３ ３００ １５．５１３２ ２３．７２７９ ６３．６２３１
三阈值检验 ０．２０６０ １２．９２ ０．１８３３ ３００ １４．５２５７ １８．５１９０ ６５．８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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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值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Ｒｄｉ（Ｒｄｉ≤０．０８１７） ０．６８６５

（０．１８７４）
Ｒｄｉ（Ｒｄｉ＞０．０８１７） ０．２２４０

（０．１５７３）
Ｒｄｉ（Ｒｄｉ≤０．０４７２） １．２５０３

（０．３１４４）
Ｒｄｉ（０．０４７２＜Ｒｄｉ≤０．１３６０） ０．６７９５

（０．２２９９）
Ｒｄｉ（Ｒｄｉ＞０．１３６０） ０．０８３０

（０．２１６３）
Ｌｅｖ －０．１４０７ －０．１８２９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３７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１０）
Ｑ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４）
Ｏｃ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８）
＿ｃｏｎｓ －０．１５１０ －０．１３８０

（０．１４７０） （０．２１５２）
Ｎ ２８７０ ２９１２
Ｒ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３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阈值回归结果见表

７。由表７可知，在国有企业中，当创新投资强

度不超过０．０８１７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

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０．０８１７

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正向作用不显著。

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应尽量趋近但

不大于０．０８１７。在非国有企业中，当创新投资

强度不超过０．０４７２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

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较大；当创新投

资强度在０．０４７２～０．１３６０时，创新投资对营

业毛利率的正向作用减小；当创新投资强度大

于０１３６０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

响消失。因此，非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应维

持在０．０４７２～０．１３６０。整体而言，相对于国
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

促进作用更强，创新投资效率更高。

（２）多元化程度
多元化经营可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

配，增大投入产出比，实现范围经济。将多元化

经营以产品多元化程度（Ａｈｈｉ）衡量，借鉴薛有
志等［１６］的测度方法，采用调整的赫芬德尔指数

衡量，计算公式为：

Ａｈｈｉ＝１－∑Ｎ

ｉ
Ｐ２ｉ ④

其中，Ｎ表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涉及的行
业个数，Ｐｉ指企业从事第 ｉ个行业中的主营业
务收入占总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数越大，

表明其多元化程度越高。

一般来说，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的资

源共享与转移度以及冗余资源的开发率会更

高。企业通过对创新投资的合理分配，以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多元化经营有

利于降低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当企业多元化

经营程度较低时，其业务范围的单一化模式易

被模仿，难以塑造其更强的核心竞争力；再加上

经营范围的过度集中使企业更易遭受市场不确

定性因素的冲击，创新投资风险更大。本文将

变量多元化程度以中位数为临界值进行分组，

探究两种情形下创新投资对企业营业毛利率的

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见表８、表９。
由表８可知，多元化程度低组单阈值效应

和双阈值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三阈值

表８　多元化程度低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显著性水平

１０％ ５％ １％
单阈值检验 ０．１６６７ ３０．３４ ０．０１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０４０４ １８．５１９８ ２７．３４２９
双阈值检验 ０．１２８６ １９．１５ ０．０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６４９４ １８．７８３０ ４８．１５５４
三阈值检验 ０．０２２４ １３．０７ ０．１３３３ ３００ １７．１０９３ ２５．７８８８ ３７．７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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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多元化程度高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Ｆ值 Ｐ值 ＢＳ次数
显著性水平

１０％ ５％ １％
单阈值检验 ０．１２１９ ２１．１３ 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１１２０ １９．０２３７ ２３．５５０１
双阈值检验 ０．０２９４ １７．０６ ０．０６３３ ３００ １３．２６６１ １８．９０３４ ３１．６０６２
三阈值检验 ０．０４７８ ７．５３ ０．４７３３ ３００ １５．７２６７ １９．１８０６ ２９．１５７６

效应检验的Ｐ值为０．１３３３，拒绝了存在三个阈

值的原假设，因此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

０．１２８６、０．１６６７。同理，在多元化程度高组也

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０．０２９４、０．１２１９。

多元化程度低、高两组的阈值回归结果见

表１０。由表１０可知，在多元化程度低组中，当

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０．１２８６时，创新投资与

营业毛利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当创新投

资强度在０．１２８６～０．１６６７时，两者之间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０．１６６７

时，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创新投

资的最优区间在０．１２８６～０．１６６７。在多元化

程度高组，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０．０２９４时，

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促进作用较强；当创

新投资强度在０．０２９４～０．１２１９时，两者之间

的正向促进关系减弱；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

０．１２１９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因此创

新投资的最优区间应维持在０．０２９４～０．１２１９。

相对于多元化程度低组，多元化程度高组的两

个阈值出现时间均较早，最优化区间较低，且创

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作用强度较大，说明企

业的多元化经营可通过较低的创新投资获得较

高的收益，有效缓解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

提高创新投资的效率。

　　四、结论与建议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在微观层面

对于实现企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

研究样本，分析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结构性

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创新投

表１０　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值

多元化程度低 多元化程度高

Ｒｄｉ（Ｒｄｉ≤０．１２８６） ０．１４４４
（０．２４２０）

Ｒｄｉ（０．１２８６＜Ｒｄｉ≤０．１６６７） ０．５８４４

（０．３１１０）
Ｒｄｉ（Ｒｄｉ＞０．１６６７） －０．０９９６

（０．２２９１）
Ｒｄｉ（Ｒｄｉ≤０．０２９４） １．６８７５

（０．４２７６）
Ｒｄｉ（０．０２９４＜Ｒｄｉ≤０．１２１９） ０．８５４３

（０．２７４９）
Ｒｄｉ（Ｒｄｉ＞０．１２１９） ０．３０６１

（０．３１３２）
Ｌｅｖ －０．１６３７－０．１０９７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３２７）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４）
Ｑ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５）
Ｏｃ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５３８

（０．２０３１） （０．２５９３）
Ｎ １８６２ １８２７
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２

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１）创新投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随着创新投

资强度的增加，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甚至消

失，创新投资强度优化区间为 ０．０４２２～

０．１６１８。（２）在不同产权性质下，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资强度的最优区间低于国有企业，且在

最优区间内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

强。（３）在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不同的情况

下，多元化程度高组创新投资强度的最优区间

低于多元化程度低组，且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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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强。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其一，企业应重视

创新投资的积极影响，统筹考虑企业自身经营

状况，合理实施投资决策，基于市场需求改进生

产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实现企业价值提

升的目标，同时应关注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人力基础。其二，政

府应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动国有企业创

新积极性，释放创新潜力。国有企业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家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应建立

创新投资管理机制，激发管理层的创新活力，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企业应实施多元化经

营战略，合理提高多元化经营程度。决策者应

在对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经营环境充分评估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饱和程度和企业自身经

营能力，适度扩展业务经营范围，分散经营风

险，提高资金利用率，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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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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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适应力；

工作嵌入；

创业意愿

刘丽丽，闫艳玲
ＬＩＵＬｉｌｉ，ＹＡＮＹａｎｌｉ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基于生涯构建理论和工作嵌入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

数据并建立研究模型，问卷发放对象覆盖了国有、外资和民营三种所有制的高

新技术企业，通过对２８７份问卷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深入解读生涯适应力、工作
嵌入两种因素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其一，在三种

所有制企业中生涯适应力都是离职创业的重要前因变量；其二，工作嵌入的三

个维度对离职创业的影响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不尽相同；其三，工作嵌入的联

系维度和匹配维度在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

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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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各级政府共同努力营造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大环境下，我国各个行业均处在

一场规模空前的创业热潮中，而其中的高新技

术行业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华为系”“阿里

系”和“腾讯系”等不同的员工离职创业阵营。

在众多的员工创业影响因素中，既有企业（员

工离职创业前所在企业）创造的、未被商业化

或者未能充分商业化的新知识被一部分员工掌

握而成为他们把握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其通

过离职创业的方式去更好地实现这些知识的商

业价值。一般来说，离职员工创建的新企业与

既有企业存在相似性，一部分企业还成为既有

企业的竞争对手，使既有企业面临一定的经济

损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中小型民营企业

来讲，由于存在着企业规模和行业话语权均较

小的原因，其所属员工离职创业带来的影响相

比大规模企业而言，更明显也更猛烈些。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个人的创业行为主要

取决于本人的创业意愿［１］。对于当前无工作个

体（如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等）和有工作个体

（如兼职创业和准备离职进行创业的个体）的

创业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过程并不相

同。但是，多数现有相关研究并未对个体的当

前职业状况进行区分，仅仅是针对所有个体的

共性，从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环境

层面和企业层面对其创业意愿／行为进行了探

索分析［２－３］。然而，离职创业是员工离职后去

向中的一种相对特殊的选择，其是人力资本流

动的特殊形式。员工作为离职创业的主体，个

人层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感知、

评估和商业化能力。例如，较高的工作嵌入度

既可能通过提高离职的机会成本而降低离职就

业意愿，也有利于员工在既有企业中获取知识、

人力资源等，提高员工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和

获得创业资源的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离职创

业意愿。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生涯构建理论和

工作嵌入理论从个体层面分析员工的离职创业

意愿的形成机制，同时，针对我国不同所有制企

业的企业制度和文化环境，逐一对三种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员工分别就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

两种因素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

剖析。

　　一、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１．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

按照生涯构建理论，生涯适应力属于社会

心理资源，是员工在适应当前或未来职业生涯

中的任务加重、生涯转折、重大挫折等生涯事件

时的心理资源。目前关于生涯适应力在组织行

为方面的研究中，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或离

职意愿的影响作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Ｙ．

Ｇｕａｎ等［４］基于６４５名中国员工的实证研究表

明，员工生涯适应力不仅能够直接负向影响离

职意愿，而且能够通过职业生涯管理间接地降

低员工的离职意愿。而舒晓丽等［５］发现生涯适

应力通过感知到的组织外职业竞争力对离职意

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相对稳定的传

统雇佣关系被强调灵活性的新型雇佣关系所取

代，员工的职业生涯不再局限于组织内，他们常

常会跨越组织边界，进行自主创业。员工已然

成为离职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员工本身的灵活

性对其离职创业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６］。

创业行为本身与员工对机会的警觉性、面

对问题的主动性和丰富的人力资本等有关。因

此，如果员工离职后要自主创业，那么生涯适应

力强的员工对创业机会的感知、对实施创业的

创业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相比其他员工更为突

出。生涯适应力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

自信和生涯好奇四个维度。具体来说，生涯关

注和生涯好奇可以使员工利用工作中积累的知

识和社会关系系统地进行梳理和探索，挖掘有

价值的创业机会。发现创业机会后，员工在实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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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创业时需要必要资源支持［７］，对于离职创业

的员工而言，创业资源的整合并不是全部在离

职后才进行的，而是有一部分会发生在离职

前［８］。因此，资源整合的效率也会进一步影响

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而生涯控制恰恰能够使

员工在行为上进行自我约束，有助于员工创业

资源的积累和创造。此外，离职创业会使员工

的角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巨大

的风险挑战。生涯自信能够使员工拥有更强的

自我效能感和越挫越勇的勇气，推进创业意愿

的固化［９］。总之，具备较强生涯适应力的员工

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和更强的能力来适应离职

后创业过程中工作的变化［１０］。据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１：员工的生涯适应力与员工离职创

业意愿正相关。

２．工作嵌入与离职创业意愿

工作嵌入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牺牲、联系

和匹配三个核心构念。一方面，牺牲、联系和匹

配是阻止员工离开组织的约束力量［１１］；另一方

面，工作嵌入是由不同类型的资源组成的一个

集合，反映出员工在当前企业中拥有的各种资

源和优势［１２］。相对来讲，员工离职创业是企业

的在职员工发现创业机会、开发并利用机会将

其转化为市场价值的过程，是企业知识转移和

技术外溢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区别于传统离职

就业的一种特殊路径选择。因此，工作嵌入的

三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与其

对离职就业的影响机制应是不同的。

基于工作嵌入概念中所包含的三个核心构

念的影响权重不同，本文拟先从牺牲这一构念

进行论述。牺牲是员工感知到的离开当前企业

对其带来的各方面的损失［１３］。离职带来的损

失不仅包括薪酬等有形损失，也包括晋升机会、

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

受尊重感等无形损失。这些损失构成员工的离

职成本，是其离职时心理和行为的障碍，牺牲越

多则离职的成本越高。而资源保存理论则指出

了个体总是努力获取、维持和建立有价值的资

源。在企业中，员工工资的增长、资历的提高、

晋升机会的累积等都是一种累加性投资，其收

益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１４］。因此，不管员工

离职后的去向是创业还是去其他企业再就业，

这些离职带来的损失都是员工个体所必须承担

的。因此，本文认为离职带来的牺牲越多，员工

的离职创业意愿越低。据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Ｈ２ａ：员工牺牲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

负相关。

联系是指员工与组织和其他员工之间存在

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的紧

密程度；匹配是指员工与其所在组织的融合性、

相似性和舒适性［１０］。员工在组织内建立起广

泛、紧密的网络关系，并且与其他员工和组织在

工作价值观、工作方式等方面有较高的匹配度，

这些都反映了员工在组织中拥有的社会关系资

源。研究表明，当员工与同事之间的联系越紧

密，个人与组织越匹配，其从工作领域获得信息

资源的途径越多，资源获取越容易［１５］。员工通

过工作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行业的专业

知识、产品的客户和市场的特定信息等，这些不

仅有助于员工发现未被充分利用的新技术和潜

在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其对创业机会进行合

理的分析，并评估它的潜在价值［１６］。员工与企

业内部的同事和外部的合作伙伴等建立的紧密

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增强员工在创业过程中资

源整合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提高员工自主创业

竞争优势和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员工的职业

经历和构筑的社会网络对维持创业企业的成立

和健康成长具有推动作用，进而提升员工的离

职创业信心和意愿。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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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Ｈ２ｂ：员工联系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

正相关。

假设Ｈ２ｃ：员工匹配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

正相关。

３．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

工作嵌入体现了员工的价值观、能力、动机

等与所在组织的相容和匹配程度，以及与所在

企业的其他人存在联系的强度。生涯适应力高

的员工相比其他员工在工作态度上体现出较高

的主动性和专注力，他们积极地构建自己和工

作的关系，主动地从心理和行为上进行调整和

修正，使自己的价值观和能力与组织文化、工作

需求等相匹配，从而实现个人与工作的动态平

衡和匹配［１７］；另外，为更好地协调工作中的各

项任务，具备高生涯适应力的员工会主动与工

作伙伴进行沟通，建立广泛、良好的人际关系。

因此，高生涯适应力可以促进员工与组织的匹

配和融合，提高员工的工作嵌入度。

同时，根据生涯构建理论，结合假设 ２可

知，工作嵌入是员工主动适应工作的结果。对

于有离职创业意愿的员工来说，较强的生涯适

应力可以提高其与企业的联系和匹配程度，使

员工在离职创业时拥有较大的资源优势，进而

提升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据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Ｈ３ａ：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牺牲

维度正相关。

假设Ｈ３ｂ：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联系

维度正相关。

假设Ｈ３ｃ：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匹配

维度正相关。

假设Ｈ４ａ：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中介生涯

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假设Ｈ４ｂ：工作嵌入的匹配维度中介生涯

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１．研究样本

本文主要探讨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两种

因素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调查问

卷采用匿名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样本来自郑

州和北京的９家互联网和 ＩＴ服务企业的３７２

名员工。本研究问卷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测量员工的性别、年龄、工龄、教育背景

和工作嵌入等；四周之后，进行第二阶段的问卷

调查，主要测量企业的所有制、员工的生涯适应

力和离职创业意愿。两次问卷调查后，有效配

对２８７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７７．２％。该数据

样本的基础信息构成如表１所示，其中，男性

１８２人，女性 １０５人，工作年限从刚入职到 １３

年，学历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

表１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样本特征 数量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１８２ ６３．４
女 １０５ ３６．６

年龄

小于２０岁 １ ０．５
２０—３０岁 ８２ ２８．４
３１—４０岁 １４７ ５１．０
４１—５０岁 ５２ １８．４
５０岁以上 ５ １．７
大专及其以下 ２６ ９．１

教育水平 本科 １５４ ５３．６
研究生以上 １０７ ３７．３
１年以下 １１ ３．８
１—３年 ４３ １５．０

工龄 ４—５年 ９５ ３３．１
６—１０年 １２３ ４２．９
１０年以上 １５ ５．２

２．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已成熟量表对离职创业意愿、生

涯适应力、工作嵌入进行度量，且均采用５点式

李科特量表，其中，“１”表示“非常不同意”，“５”

表示“非常同意”。此外，考虑到以往研究显示

员工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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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企业）和企业规模对员工离职创业意

愿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控制

变量。

３．数据分析

（１）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中生涯适应力的四个子构念（生涯关

注、生涯控制、生涯自信、生涯好奇），工作嵌入

的三个子构念（牺牲、联系、匹配）和离职创业

意愿为反映型构念，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为

构成型构念。因此，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种类型

变量进行相应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反映型构念的信度检验一般利用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和组合信度进行分析。反映型构

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见表２。由表２可知，本

文中所有反映型构念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和组

合信度的值均大于０．７，表明构念的信度较好。

在效度方面，本文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

验，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各构念的平均方

差萃取值大于０．５，表明方差萃取的比例较高，

聚合效度较高［１８］。表３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

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它们的值大于各构

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１９］。

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与反映型构

念不同。首先，本文分别计算出生涯适应力和

工作嵌入各子构念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检验

多重共线性。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

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各构念的ＶＩＦ值均小于

３．３，表明构念的信度较好［２０］。对于效度的检

验，本文利用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２．０得到各子构念的权

重，再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方法得到权重的 Ｔ检

验值［２１］。由表４可知，各子构念的权重达到

０．０５的显著水平，具有较好的效度。

（２）假设检验

在检验了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后，本文

利用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２．０进行假设检验。首先，本文

检验了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对离职创业意愿

的影响，结果表明：工龄和企业所有制对其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针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和外资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员工流

动性存在差异，国有企业的员工离职率明显低

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虽然员工离职创

业是个人行为，但是仍会受到员工所在企业的

企业环境影响，所以，探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员

工的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对其离职创业意愿

表２　反映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构念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

萃取值

生涯关注 ０．７９８０ ０．９０７３ ０．７３０５

生涯控制 ０．７２２０ ０．７７５６ ０．６３３６

生涯好奇 ０．７１０２ ０．８６９３ ０．７６９４

生涯自信 ０．７１６０ ０．８７５５ ０．７７８６

牺牲 ０．７６９６ ０．９０７３ ０．５７５８

联系 ０．８０７４ ０．７７５６ ０．５６８９

匹配 ０．８７１８ ０．８６９３ ０．５０１２

离职创业意愿 ０．８２６２ ０．８７８５ ０．５９３１

表３　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

构念 生涯关注 生涯控制 生涯好奇 生涯自信 牺牲 联系 匹配 离职创业意愿

生涯关注 ０．７１００
生涯控制 ０．５１６１ ０．７４００
生涯好奇 ０．２２９５ ０．２６１７ ０．８７００
生涯自信 ０．１４２５ ０．５０２６ ０．５０８１ ０．８９００
牺牲 ０．５９４１ ０．５４２１ ０．２２９３ ０．３２１５ ０．７８００
联系 ０．５１４８ ０．４９５７ ０．７６００ ０．２７３４ ０．６４９１ ０．７７００
匹配 ０．７４０６ ０．８０４４ ０．２１８１ ０．３８０２ ０．６３３２ ０．６０３７ ０．８８００

离职创业意愿 ０．４９４４ ０．５４２６ ０．４３８７ ０．４７４７ ０．６０７６ ０．５５７２ ０．６６０７ ０．８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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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构念 ＶＩＦ值 权重

生涯关注 １．２６３ ０．６３０

生涯控制 １．１２２ ０．４５４

生涯好奇 １．１２５ ０．４７４

生涯自信 １．３７１ ０．５５１

牺牲 １．６９５ ０．３１７

联系 ２．３３７ ０．６６９

匹配 ２．１４６ ０．６７４

　注：、、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表５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变量间关系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Ｈ１ ＣＡ→ＥＩ ０．１７６ ０．２４４ ０．３１１

Ｈ２ａ ＪＥＳ→ＥＩ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５
Ｈ２ｂ ＪＥＬ→ＥＩ －０．０９２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２

Ｈ２ｃ ＪＥＦ→ＥＩ －０．２２５ ０．３８４ ０．３４３

Ｈ３ａ ＣＡ→ＪＥＳ ０．５０２ ０．４１２ ０．３７８

Ｈ３ｂ ＣＡ→ＪＥＬ ０．４７３ ０．４４１ ０．６２７

Ｈ３ｃ ＣＡ→ＪＥＦ ０．６２５ ０．５０３ ０．４２２

Ｒ２ ０．２７６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７
　注：ＣＡ为生涯适应力，ＪＥＳ为牺牲，ＪＥＬ为联系，ＪＥＦ为匹
配，ＥＩ为离职创业意愿。

的影响机制存在何种差异也是必要的。综上，

本研究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分别对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在三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

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对其离职创业意愿均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有一点需要
明确，相较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

的员工生涯适应力更能够激发其离职创业意

愿。假设Ｈ２ａ指出牺牲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
有显著的负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

牺牲的影响作用为负向（－０．１２０），而在外资
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其影响作用为正向的，但是

两者都不显著，因此，假设Ｈ２ａ不成立（０．１２７，
０．０７５）。假设 Ｈ２ｂ指出员工联系与员工离职
创业意愿正相关，然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其影

响作用在三种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并不一致。

具体来说，在国有企业中，联系对离职创业意愿

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０．０９２），假设

Ｈ２ｂ不成立。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工作

嵌入的联系维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０４１７、

０．３３２），假设 Ｈ２ｂ成立。对于假设 Ｈ２ｃ，在国

有企业中，员工与企业越匹配，离职创业意愿越

低（－０．２２５），假设Ｈ２ｃ不成立。但是，在外资

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该构念对员工离职创业意

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０．３８４、０．３４３），假

设Ｈ２ｃ成立。研究假设 Ｈ３ａ、Ｈ３ｂ和 Ｈ３ｃ指

出，生涯适应力对工作嵌入三个维度都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

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这三个假设均得到支持。

（３）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 Ｋ．Ｊ．Ｐｒｅａｃｈｅｒ等［２２］提出的偏差

纠正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ｉｎｇ方法进行中

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由结构模型检验结果可

知，在国有企业中，联系和匹配的中介作用不存

在。因此，本文只检验联系和匹配在外资企业

和民营企业中的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联系的中介效用的

９５％的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置信区间为

［０．１７４１４９２，０．２０４９３１６４］，匹配的置信区间

为［０．０５３２６１２，０．１７５６４８２］，都不包含０，而

且生涯适应力对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因此，在外资企业中，工作嵌入的联系和

匹配两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

间接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联系和匹配的中介效用

的９５％的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置信区间分

别为［０．１３１９９０３，０．２１３６４３６］和［０．０４１４７３１，

０．２２０７５３４］，都不包含０，中介效应显著。同

时，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民营企业中，生涯适应力

不仅直接影响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同时还通

过工作嵌入概念中的联系和匹配两个维度间接

地影响离职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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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
投入更多的知识资源，且相对于物质资源，企业

对知识资源存在更高的依赖性，这就导致了知

识溢出的机会更大。与此同时，企业中的核心

知识呈现却是隐性的，嵌入在了企业的人力资

源中。因此，较高的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度

有可能激发员工离职并迅速实现创业，这与传

统员工离职的相关研究结论相悖。以９家企业
２８７名员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利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０和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其一，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中，生涯适应力是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重要前

因变量。本文区分了离职后的去向问题，将离

职创业意愿作为最终的结果变量，数据分析结

果表明离职创业与离职再就业不同，它是员工

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相对重要决策，是员工在

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生涯适应力高的员工

会主动管理并设计职业生涯，探索更多的职业

道路，并且为自己新的职业发展积极准备［２３］。

因此，生涯适应力越高，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

越高。

其二，工作嵌入的三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

业意愿的影响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不尽相同。

具体来说，牺牲维度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作用

为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不显著的正

向影响；而联系维度则在国有企业中对员工离

职创业意愿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其在外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正相

反；对于匹配维度来说，其在国有企业中对员工

离职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资企业

和民营企业中对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则可能是我国国有

企业的企业文化一般集体主义倾向较强，在此

文化背景下，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度较高的

员工将具有较高的组织承诺水平。

其三，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和匹配维度在

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关系中存在显著

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可解释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优

秀的员工选择离职创业，与一般认知相悖的是，

以往公认的有效人才保留手段并未产生预期效

果，甚至某些公认的有效人才保留手段直接导

致了相反的结果即优秀人员离职，因此，本文的

研究结论对我国的企业管理者正确制定优秀人

才保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管理者应重

视并正确区分优秀人才的离职就业和离职创

业，关注并积极引导优秀员工职业生涯的成长，

建立健全优秀人才培养机制，为具备丰富知识

资源和创业意愿的员工提供内部创业条件，以

期实现企业内部的创新创业；其次，企业应建立

系统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充分提升企业自身

知识有形化的转化速度，并与员工签订保密协

议等制约员工的离职创业行为；再次，企业管理

者应根据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文化特点实行不

同的人才保留政策，切忌照抄照搬。对于国有

企业来说，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嵌

入度以减少离职创业行为的发生；而对外资企

业和民营企业来说，在加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

联系和匹配时应重点关注高嵌入度的员工职业

生涯规划和预期。

由于采用有限问卷实证研究的样本限制，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可以概括为

两个方面：一是本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郑州

和北京，未能包含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的沿

海地区，存在一定局限性，缺陷甚多；二是本研

究采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测量结

果存在社会称许性问题，未来研究应采取他评

和自评相结合的测量方式，以期获得更为准确

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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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话语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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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００；
２．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电子竞技比赛既是一个拥有独特竞争与协作逻辑的场域，也是一个玩家

集中的符号互动和策略博弈的共时性场所。在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特定方式转换为虚拟资本，从而为作为行动者的玩

家所争夺、占有。虚拟资本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类型、功能和分配

方式，其与游戏禀赋共同影响着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策略和游戏实践，并通过数

字技术编码和玩家符号互动的过程实现符号化，进而作为拥有海量符号单元、

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指意系统存在，成为这一场域区别于其他空间的显

著特征。电子竞技场域中虚拟资本符码转换逻辑能够从实践上印证符号化的

思维及其行为模式是人类社会行动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而且这种思维和行

为模式也构成了人类文化不断丰富的基础。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

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应着眼于现实世界，

也应关注互联网络、社交媒体、电子竞技等虚拟场域；应针对具体的文化场域来

量身定制传播策略，采用差异化的组织方式；以一种妥帖而有效的路径促进话

语权形成的合法性；采用多模态的符号形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构建

立体、充盈、动态、多维的表征体系，运用媒体融合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传播矩

阵；应拓展传播主体，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发挥个

人讲好“中国故事”的潜力，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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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媒体时代，电子竞技作为一种竞技

类电子游戏，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运动形式。

目前，学界对于电子竞技产业运营管理、人才培

养方面的研究颇多，涉及电子竞技的社会科学

研究却十分匮乏，竞技比赛中纷繁多样的信息

传递、社会交往和玩家行为尚未受到广泛关注。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传播学、符号学和社会学等

多维视角，探讨社会科学视阈下电子竞技比赛

运作的逻辑和法则，以期为电子竞技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从媒介呈现形式看，电子竞技属于电子游

戏范畴，而电子游戏研究与传播学、符号学的相

关理论关系密切。伴随着传播学的诞生和信息

与传播技术新时代的来临，游戏研究逐渐成为

传播学研究的附属领域［１］。文本分析与叙事研

究的引入，也使得游戏研究与符号学框架相结

合。如今，游戏作为强势媒介，因其强交互性等

特点而被指认为互联网的主流传播范式［２］。虽

然游戏研究为理解竞技比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基础，但电子竞技与电子游戏的概念没有在这

些研究中得到严格区分，“电竞”多被纳入了

“电游”“网游”范畴予以论述，难免造成对其独

特属性的忽视。

目前，传播符号学视阈下的“原生”电子竞

技比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赛事直播的分析。作

为电竞产业链下游环节，赛事直播受到了学界

关注，已有研究者采用经典的传播理论，考察主

播、解说的话语策略和直播效果，以及与之相关

的直播过程中的符号互动、情感传递等问题。

但是，当前传播符号学观照下的研究仍未聚焦

电子竞技比赛本身，也没有着眼于比赛进程中

的传播现象，而是以直播媒介和解说员对比赛

的“再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场域概念

最早产生于物理学领域。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

物考夫卡较早将其应用于社会学语境，以此解

释人类行为模式。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心理活

动是人知觉现实观念的心理场和被知觉现实的

物理场二者结合而形成的心物场，其涵括了地

理环境、行为环境等多重要素［３］。基于资本和

惯习的概念，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进一

步丰富了场域理论。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

看作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或一个构型［４］１２２。作为场域的核心概念之

一，“资本”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积累相异，它

既是一种铭刻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

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原则［５］１８９。

所谓惯习，是指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

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６］１６５，是行

动者实践的动力原则。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被他本人及其后继者

用于分析文学、新闻、政治、大学、艺术这些富含

斗争与妥协等多重力量的场域（包括物质性的

与非物质性的），极具解释力与洞见性。在国

内，虽有研究者借助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提出

“电竞场域”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是在

“电竞行业”概念基础上而进行的衍生界定，这

样或许能将从事电竞工作的人员都包含其中，

却难免使得电竞场域和电竞行业的意涵处于混

淆状态，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电竞比赛和游戏玩

家对于形塑电竞场域的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电子竞技比

赛作为不同于电子游戏的虚拟社会环境和符号

互动场所的价值并未得到学界关注，与之相关

的社会学、符号学探讨也乏善可陈。电子竞技

比赛本身拥有独特的竞争与协作逻辑，占据不

同位置的玩家在一定策略与原则下根据自身所

掌握的资源和能力与其他玩家展开竞技，力图

获得比赛胜利，或达成某种任务目标。这些特

征与场域的特性颇为契合。据此，本研究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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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回答如下问题：作为拥有特殊的竞争与

协作逻辑以及大量参与者的虚拟运动形式，电

子竞技比赛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场域？若作为场

域存在，那么构成且支配这一场域的逻辑与法

则具体又是什么？

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将电子竞技比赛视

作一种富含冲突与斗争的场域，将参与比赛的

玩家视为场域中的行动者，基于位置和行动者

两个维度对电子竞技比赛场域进行初步建构，

进而探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比

赛场域这一赛博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即虚

拟资本，并采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探讨虚拟资本

如何转换成数字化的符号形式，进而成为符号

指意系统，揭示虚拟资本的符号面貌，以期勾勒

出比赛场域的逻辑与法则，弥补当前电竞研究

中传播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维度阐释的不足。

　　二、位置与行动者：电子竞技比赛

场域的界定

　　电子竞技运动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软硬

件设备为器械，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

在同一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抗性益智电子游戏

活动［７］。电子竞技运动种类纷繁多样，一般包

括以下五类：一是以《星际争霸》《魔兽争霸３》

为代表的 ＲＴＳ类；二是以《ＤＯＴＡ》《英雄联盟》

为代表的 ＭＯＢＡ类；三是以《雷神之锤》《反恐

精英》为代表的 ＦＰＳ类；四是以《ＦＩＦＡ》《ＮＢＡ

２Ｋ》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类；五是以《铁拳》《街头

霸王》为主的格斗类。每一种电竞项目的内核，

就在于该项目中独具特色的比赛。本研究语境

下的电子竞技比赛不仅包括职业赛事，还涵盖

该电竞项目中所有允许玩家参与的正式比赛。

由于位置和位置间复杂关系的存在，以及行动

者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实践，电子竞技的比赛场

域才能够形成并持续运作，所以本文将尝试通

过位置与行动者这两个维度，对电子竞技的比

赛场域进行界定。

１．位置的确定

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可以被定义为由

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组成的一个网络，或

一个构造［５］１４２。通常情况下，每一种电子竞技

比赛所要求的玩家数量都存在一个固定值，或

一个阈限。入场的玩家在比赛中必然占据某种

与之一一对应的客观位置，且不同的位置之间、

位置的占据者（玩家）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

系。一般而言，这些位置间的关系总是内化于

其占据者间的关系之中，并借由占据者间的关

系被表征。若基于宏观视角，这些关系可能包

括但不限于竞争与协作，指挥与服从，支援、进

攻与防御，以及近程、中程与远程协同。在动态

变化之中，玩家之间则会出现更难以预测的关

系，在此不再赘述。

当达到比赛限定数量的玩家进入游戏，并

基于一定规则和个人特质完成了对自己位置的

选择后，比赛场域的基本结构就形成了。但正

如布尔迪厄所言，由这些位置产生的决定性力

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

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资

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潜在的境遇所界定

的［５］１４２。这也就意味着，位置并非总由行动者

自由选取。实际上，玩家位置的获得可能是比

赛匹配算法分配的结果，而在算法考虑的变量

中，玩家的比赛实力往往被赋予较高权重。实

力以某种逻辑被数值化，成为玩家在位置分布

结构中的“潜在境遇”，实力相近的玩家有更大

概率被匹配系统纳入同一个场域中进行竞技，以

控制入场者的实力差距，维持“公平竞争”的原

则。同时，一旦这些位置被界定之后，其占据者

（玩家）也需要结合自身位置的特征规划比赛行

为，以及同其他位置的占据者展开竞争和协作。

２．行动者的入场方式

如前所述，玩家位置的确立界定了比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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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基本结构，但此时的场域仍是一个僵化的

结构，因为不论是资本的生成与转换，抑或激烈

的冲突和竞争，作为行动者的玩家都不能缺席。

布尔迪厄认为，由位置组成的场的方法论，是无

法同姿态或位置的占据所构成的场相分离的，

即无法同行动者的实践与表达的结构化系统相

分离［５］１５０。据此，比赛场域的分析不能仅拘泥

于位置的确定，还应综合考虑行动者的构成和

特性，以及行动者入场与实践的具体方式。

从技术逻辑来说，电子竞技比赛场域是一

种由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生成、渲染的赛

博环境。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玩家若要进入这个

虚拟世界，则需要在其中找寻能够确认自我之

存在感的物或符号［８］。这里所说的物或符号就

是游戏角色，或虚拟化身。化身是“血统”的梵

语词，意指神在人间的化身，而玩家正是通过化

身参与游戏，扮演游戏的主角［９］９７。换言之，在

确定了一定的位置后，玩家必须以虚拟化身的

形式入场，进而才能成为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

对化身的操纵和扮演，谋划一系列实践活动。

化身使作为行动者的玩家拥有了一个可以被自

己和场域中的他者感知的视觉形象，即“玩家

在比赛中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１０］。

玩家在比赛场域中的行为活动并非无规律

可循的即兴操演，而是基于惯习所形成的能动

实践。布尔迪厄指出，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

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了习性（惯习），它是一

个持续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

有结构的结构，它倾向于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

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１１］８０。比赛场域中玩

家的惯习构成了其实践策略的重要基础，行动

者的身体素质（如视力、反应力、协调能力）、教

育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以往的游戏经

历，都会参与其比赛惯习的形塑。

惯习的反应完全可能伴随着一种策略计

算，该策略计算倾向于按照有意识的方式，实施

惯习按另一种方式（一种关于既往结果变成预

期目标的可能性的估计）所实行的计算［１１］８１。

比赛场域中玩家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同其

他位置占据者的可能关系、当前和预期时间内

自身掌握的资源和比赛局势的变化等多重因素

能动地计算策略收益，调整自身采用的比赛策

略，并基于这种策略开展游戏实践。由于惯习

的存在，行动者的行为方式既具有理性的一面

（讲求策略），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被结构决

定的无意识），即无意识的“策略”［１２］，玩家的

行为方式也是如此。比赛中快节奏的竞技与争

夺不会总是“慷慨”地给予使行动者思维深度

卷入的充足时间，比赛局势和阵营间力量对比

的瞬息万变都要求玩家作出及时反应，这种反

应就表现为受惯习和结构所形塑的无意识的

“策略”。

除玩家外，比赛场域中仍可能存在其他行

动者，他们对比赛施加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游戏（比赛）管理员。这

类行动者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比赛秩序、确保公

平竞争，甚至拥有在一定条件下终止比赛和将

玩家“踢出”游戏的权力。但这些行动者不直

接参与竞争，也不加入资本的积累与争夺，而是

以场域维护者的身份存在，其关系和行为逻辑

较为单一，并不像玩家那样富于变化，也不是比

赛场域的主体。据此，笔者将不会对这类行动

者进行探讨，而是将玩家视作核心行动者。本

研究中的行动者，除非特殊标明，均指涉游戏

玩家。

　　三、电子竞技比赛场域运作的核心

逻辑

　　任何电子竞技比赛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如

击败敌方选手、完成某种任务，而目标的达成通

常依赖于一系列“资源”的生产、争夺、积累和

使用，虚拟道具、货币、装备和协作伙伴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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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左右比赛局势的资源。这些纷繁的资源，

其实就是比赛场域中的“资本”。在布尔迪厄看

来，这种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

身化”的形式积累起来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

私人性，即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

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

体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５］１８９。一

个场域不仅包括了客观的位置和关系，还包括

人类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肉身，以及环境和结构

产生的物质安排［１３］。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

社会历史是一部积累的历史，电竞比赛也可被

还原为行动者对资本生产、争夺、占有与使用等

复杂行为的动态序列。场域中包含力量与竞

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在这

一部分，笔者将对比赛场域中的资本问题进行

分析，探讨影响玩家关系、策略和行为的规定性

原则，力图勾勒出比赛场域的核心逻辑。

１．虚拟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

本在比赛场域中的表现形式

资本表现为三种根本的类型（每一类下还

可以划分出层次更低的类型），这就是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除了这些，我们还必

须加上符号（也被译作“象征”）资本［６］１６１。不

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绝大

多数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

资本），都可以表现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

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

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５］１９０－１９１。玩家

在现实场域所掌握的各种资本（如金钱、学历、

人脉）不能被直接带入比赛场域中，它们需要

被置于特定的转换方式之下才能在场域里为玩

家占有。

上述三种类型的资本只有转换为虚拟资

本，方可在比赛场域这一由信息技术生成的赛

博环境中存在。此处的“虚拟”，并非说资本是

无形无相的，而是意指比赛场域中的资本所必

须采取的数字化、多模态的符号形式。布尔迪

厄也曾指明了资本所具备的符号属性：“当我

们通过知性范畴去把握这几种（即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象

征资本的形式。”［５］１６６接下来，笔者将具体阐述

上述三种类型的资本向虚拟资本转换的可能方

式（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

其一，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直

接转化为金钱，其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

的［５］１９２。经济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换，一般有

三种方式：一是玩家付费购买游戏，从而获得参

与比赛的资格，这是玩家入场的前提，《守望先

锋》即是一款需要付费才能体验其中多种比赛

模式的游戏；二是通过使用现实世界的货币购

买电竞比赛中的角色、装备、道具、货币和服饰

等虚拟产品，这一行为被玩家称为“氪金”；三

是玩家购置高性能的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

和耳机等游戏必需设备。对于《Ａｐｅｘ英雄》这

种“吃配置”的游戏来说，高性能的设备就意味

着玩家在比赛中占据先机，在虚拟资本的争夺

中获得优势。

其二，社会资本。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

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

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

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

化的和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５］２０２。社会资

本向虚拟资本的转换通常有以下三种方式：一

是玩家通过动用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网

络，找寻愿意与其在比赛场域中结成小队（或

协作关系）、共同致力于完成比赛目标的人；二

是玩家根据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本，在游戏世界

中创建或加入某个活跃的社区或共同体，如战

队、公会和舰团，以积累虚拟的社会资源；三是

玩家在与现实中相识的其他行动者一同进入比

赛场域后，获得归属感、认同感等正向激励，或

与该行动者共享部分由他所掌握的资本，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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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得到更丰厚的虚拟资本。

其三，文化资本，亦被布尔迪厄称作“信息

资本”。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

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形式

存在；二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

在；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存

在［５］１９２－１９３。电竞场域中的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

玩家“游戏禀赋”（包括技术、经验和知识层面）

的形式，是玩家游戏能力的核心元素。对于比

赛场域而言，文化资本不能直接转换为虚拟资

本，但它可通过增强、优化行动者的游戏禀赋，

使行动者在场域中生产、创造、争夺和使用虚拟

资本时获得独特优势，占据有利地位，进而更有

机会达成比赛获胜的目标。

２．虚拟资本的类型与功能

比赛场域中的虚拟资本不仅数量十分庞

大，而且有纷繁复杂的类型和功能，还拥有一套

关于资本生产（创造）、分配、获取与使用的体

系化方式。就虚拟资本的生成方式而言，这种

资本一部分由现实场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转换而来，另一部分则是比赛场域中独特的原

生资本类型。根据其在比赛场域中的地位、功

能与潜力等特征，笔者将海量的虚拟资本划分

为四种类型，即象征型资本、实践型资本、关系

型资本和元资本。

象征型资本涵盖玩家的等级（亦有“军衔”

“级别”等说法）、段位、排名与服饰，以及各种

可获取、可自定义的象征符号标识。对玩家比

赛表现进行分类精确统计的各种数据（杀敌

数、获胜场次、暴击率等），也可划归为象征型

资本范畴。象征型资本的功能与价值主要在于

玩家的自我认知、印象管理与关系建构，在一定

程度上它还可以赋予行动者在比赛中的地位，

并强化其自我认同。这类资本可以是赢得比赛

和完成任务的报偿，通过玩家的比赛实践获得，

也可以是玩家使用真实的货币进行购买，由经

济资本转换而来。

实践型资本是指能够对比赛进程和局势起

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的，且必须通过玩家的游

戏禀赋和比赛实践才能激发其价值与力量的虚

拟资本。实践型资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可供玩

家扮演且拥有功能指向的角色、各具特色的武

器（刀剑、枪炮等）、装备（护甲、载具等）、效果

多样的技能，以及能够对比赛产生实实在在影

响的其他游戏道具。角色、武器等实践型资本

在比赛场域中的具体属性（如生命值、攻击力）

也是构成实践型资本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属

性，实践型资本拥有极其多样的功能、用途和定

位，而且有着能够影响比赛局势的潜力，但这种

特性必须通过玩家的比赛实践和游戏禀赋才能

实现，故称为“实践型资本”。

关系型资本通常既是由玩家在现实生活中

的社会资本转换而来的，同时也包括玩家在比

赛场域中建构、维系和拓展的线上社会关系。

一般来说，行动者所拥有的好友数量以及这些

与行动者保持联系的人所掌握的虚拟资本的数

量是该行动者检视其关系型资本的重要尺度。

在一些电子竞技比赛中，结成小队共同作战或

作为同一战队（公会）成员的玩家还会被标出，

其他行动者因而能够借此知晓这些玩家之间的

关系。

在比赛场域中，象征型资本与实践型资本

的获得往往依赖某种“货币”资源的积累与转

化，这样的资源直接影响玩家所能得到的象征

型资本与实践型资本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同时

制约着实践型资本在比赛中所能产生的效果与

影响的程度，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元资本。元

资本是比赛中最基本的虚拟资本，其在玩家的

比赛实践中被获取，或以某种方式分配给玩家，

并通过特定的比率或机制转化为象征型资本或

实践型资本。元资本的积累能提升象征型、实

践型资本的潜能和强度，并影响着实践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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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与潜质能否被激发。元资本的积累效率

与转化能力是关乎比赛局势的重要考量因素。

用于购买游戏道具的虚拟货币，技能、装备、道

具和装备效果的“冷却时间”都可以归为元

资本。

３．从虚拟资本到游戏禀赋：影响玩家间关

系、比赛策略和行为的规定性因素

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行动者之间保持着诸

如竞争、协作与妥协的多种复杂关系，他们力图

根据自身和团队所处的境遇采取针对性策略，

进而在争夺资本与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占据主

动。若要对这些关系和策略的形成进行考察，

其最可操作的方式，便是分析占据不同位置的

玩家所拥有虚拟资本的数量、类型与结构，及其

在比赛进程中所可能发生的变化。场域内存在

着力量与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

逻辑。同时，以文化资本（知识系统）为核心的

游戏禀赋也作为一种规定性原则，影响着玩家

在比赛中的种种关系和实践。一位“游戏者”

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其“游戏”的各种因素，

既是特定时刻其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以

及这些因素向其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也

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随时间演进的函数，

即其的社会轨迹的函数［４］１２５。

游戏禀赋是对玩家游戏能力的综合考量，

它不仅包括作为知识和技术系统的电竞文化资

本（如操作技巧和比赛经验），也指涉行动者的

身体素质（如视觉感知能力和手、眼、脑协调能

力），以及玩家在比赛时所使用的主机、显示

器、键盘和音箱等设备的性能。其中，技术主要

指行动者对实践型资本的驾驭与掌握程度，对

某种角色、武器操作的熟练程度；知识则主要指

行动者对虚拟资本用途、功能的认知与内化程

度，以及他对比赛机制的理解。对于占据着特

定位置的玩家而言，其在比赛中所能参与获取、

分配与争夺的虚拟资本的数量、类型与结构，以

及这些资本在比赛场域中的功能、处境和潜力，

直接影响着其在比赛中所采取的策略和不同情

境下同其他玩家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该玩家

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其中，玩家的游戏禀赋是

这种关系、策略能否形成和维持的关键。通俗

地说，资本规定着关系“应该是这样”，禀赋则

决定了关系“能不能这样”。

譬如，在《守望先锋》中，技能、武器等实践

型资本与行动者所选择的英雄存在绑定关系，

即一个作为虚拟资本的英雄涵盖了与之相关的

虚拟资本（主要是象征型资本和实践型资本），

而这也是该场域中资本分配的显著方式。若一

位玩家选择了“士兵７６号”这个角色，该玩家

能使用的实践型资本便包括了武器“重型脉冲

步枪”和技能“生物立场”“螺旋飞弹”“疾跑”

和“战术目镜”，而这些资本属性决定了操纵它

们的行动者必须在比赛中处于核心输出位置。

虚拟资本的变化也能影响玩家的策略取向和关

系。当“战术目镜”技能充能完毕时，玩家可能

会改变输出模式，并尽可能请求其他位置选择

“安娜”等辅助型角色的玩家对其使用技能“纳

米激素”，同时呼叫“莱因哈特”等重装防御型

角色的保护。上述实践型资本，都能通过玩家

强大的游戏禀赋和策略实践转化为改变比赛局

势的力量。

总而言之，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

个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场域的动力

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特别根源于

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鸿沟、

距离和不对称性关系［４］１２７－１４２。如果说一个场

域与其他空间相区别的标志是该场域中最独特

的资本形式的话，那么使电子竞技比赛作为场

域而存在的资本，就是拥有复杂构造的虚拟资

本。而游戏者的力量关系对比取决于游戏者在

其中的位置，根据不同的位置与资本，行动者可

采取不同的策略［１２］。据此，正是虚拟资本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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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禀赋的逻辑界定了不同位置占据者之间多样

的关系形态和策略思考，从而支配着比赛场域

的结构。

　　四、符号系统、意义关系与等级化

原则：比赛场域中虚拟资本的符号化

过程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思维的

确有助于理解比赛场域中的资本逻辑，但对于

本质上不过是数值和代码的虚拟资本如何转化

为一种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形式来说，

则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力。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

直言：“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

代把人定义成理性的动物。”［１４］４６他进一步指

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行为

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

发展都有赖于这一条件［１４］４７。按照卡西尔的逻

辑，比赛场域中的行动者同样是“符号的动

物”，他们不仅生产、争夺、传递符号，也通过符

号象征的意义差异建构了一套权力／等级化原

则，实现认同与区分，维护自己的位置、利益和

优势。据此，只有将场域理论与符号学模式相

结合，才能真正把握虚拟资本的符号化过程，揭

示它隐含的符号面貌。

１．成为象征：作为符号指意系统的虚拟

资本

瑞士结构主义者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

教程》中将符号明确界定为：“我们把概念和音

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

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ａｒｂｏｒ等

等）。”［１５］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符号”一

词也被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相对

于这一古典的符号定义，近百年来媒介技术尤

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符号的概念内

涵。技术不仅是一种容器，也是积极塑造着人

与环境的过程［１６］，作为表意媒介的符号也受到

技术的深刻形塑。作为数字技术对游戏信息编

码的必然结果，电子游戏显然是多模态的（符

号）文本，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游戏中的）动画、

视觉设计、音乐、文字、文本和声效等多沟通模

态的联合如何实现了游戏语言的再现、互动与

组织功能［９］１００。这意味着，电子游戏这一场域

充盈着海量的符号单元，是由纷繁复杂的符号

和文本所构筑的“符号世界”［８］。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包括象征型、实践

型、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在内的虚拟资本不仅

是行动者在比赛场域中所生产、争夺和使用的

资源，也是指涉特定意义的符号形式。而虚拟

资本的功能、价值、获取／争夺方式、使用方法和

其他属性，则形成了符号的意义和意义关系，并

通过游戏画面中文字、图像、音效、三维模型等

多符号模态的感知载体，被行动者所识别、解

码。当角色这一实践型资本作为符号时，其所

指涉可以是其背景故事与属性特征，以及其在

同其他角色关系中的位置和处境。玩家在对角

色的装备进行考察时，实际上已经将角色视为

符号。

通常地，符号以合一的表意单元，即以“符

号文本”的形式存在着。这里的“文本”，指的

是任意符号表意组合。赵毅衡认为，若一定数

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

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

度”［１７］，那么这个组合就可被称为“符号文

本”。以技能文本（资本）为例，玩家对某一技

能的认知和解释往往由技能的图标、文字说明、

视觉特效和声音效果等符号构成。这四个符号

单元在某些解释场合下均指向该技能，并被玩

家组成了一个集合来理解，那么此时它们便成

为关于特定技能的“技能文本”。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说，若我们将象征型、实

践型、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视作整体进行考量，

它们便构成了一个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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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意系统，且系统内的符号单元可以在一定语

境下相互指涉。在《Ａｐｅｘ英雄》这款逃杀类游

戏中，当行动者在战场上搜寻防具这种实践型

资本时，他首先要找到形状为盔甲或头盔的道

具，而道具的颜色意指其对于玩家的意义与价

值。若玩家穿着“金色”盔甲，与他交火的敌人

就可能意识到发射轻型子弹的武器不能快速摧

毁他，进而诉诸手雷、电弧星等资本。在此，盔

甲、枪械和爆破物都被玩家视作符号进行解码，

且“金色”盔甲指涉了轻型武器的无力，向玩家

传递了当前手雷的意义，而这一过程必须依赖

比赛符号系统，否则将会“丢失语境”。

２．符号互动：比赛场域中意义的生成、传递

与再造

虚拟资本若作为符号单元或符号指意系统

而存在，不仅依赖技术的编码，更需要被纳入符

号互动的框架，在行动者表意与解释的游戏实

践中实现符号化。游戏本身带有交互性，游戏

的过程是若干种交互形态的总和，而交互可以

是对游戏样态的改变，也可以是与其他游戏者

的各种交流［１８］。对于比赛场域而言，行动者间

的文字沟通、团队协作和诸多战斗行为，以及玩

家同游戏环境物体、系统的交互作用，几乎均可

以还原为符号互动。玩家的符号互动需要考虑

比赛的实时情况和未来演化趋势、位置占据者

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资本数量、结构和类型的

变化。通常来说，符号的理据性在表意与解释

实践（即符号互动）中产生，形成“符用理据

性”。玩家在快节奏的比赛进程中将技能、武

器等虚拟资本以表意符号的形式“发送”，包括

队友和敌人在内的其他玩家对该符号进行意义

解释，并将自己的反应和阐释以符号的形式

（如回复语音和使用其他资本）抛出，从而被初

始的发送者和其他玩家所接收，完成一次符号

互动。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虚拟资本的意义

得到了生产、巩固、再造或更新。

当然，符号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符

号学者巴尔特看来，意义的生成、传递与解读必

须经过由初级指意系统（即外延）到次级指意

系统（即内涵）的过程，初级指意系统中的能指

与所指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了次级指意系统中的

能指，指向特定的意义（所指），这一过程还可

延伸拓展［１９］，构成无限的衍义过程。巴尔特认

为：“前一个系统（外延）构成了后一个系统（内

涵）的表达面或能指……内涵系统的能指……

是由外延系统的符号构成的。”［２０］这也就意味

着，意义始终处在生成的过程中，而绝无固定的

落脚处［２１］。在比赛场域中，虽然部分虚拟资本

的属性、功能和使用方式已经由游戏制作组

“镌刻”到资本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意

涵恒定不变。玩家在符号互动中会对既有意涵

进行再生产，虚拟资本的意义因此处于流变的

状态。同时，正如德里达所谓意义的“延异”特

性，即意义的浮现总是既有延迟又具差异的，伴

随符号互动的进行，玩家也可能发现虚拟资本

所承载的隐蔽意义，进而实现意义的更新。

只要有玩家的发送意图和解释自觉，符号

互动在比赛中就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若符号

传达过程中的发送主体和接收主体拥有处理意

义问题的充分自觉性，比赛就能够成为一个以

符号交换为“战术”的竞技场。基于取得胜利、

完成任务等共同目标，玩家可通过互相发送语

音和文字以交换个人意图、敌方信息和战术考

量，亦可通过释放技能、发动攻击和发出战术指

令来吸引其他玩家。借助比赛中的个人面板，

玩家之间还可以相互查看队伍内其他成员的角

色选择、技能搭配和武器配置等关键信息，通过

交换各自的“底牌”以谋划团队战术协作。正

如布尔迪厄所说的，游戏者的形象就是面对一

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

着他所拥有的特定资本，与此对应的是他在游

戏空间中的相对力量、位置和策略性取向［４］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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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符号暴力下的等级化原则：一种支配性
的能指与权力

张怡［２２］指出，布尔迪厄大胆地将资本概念

和权力概念相联系，而这一权力概念包括物质、

象征、文化或社会权力形式，如此一来，其资本

概念便从物质化状态广泛延伸至文化符号领

域。在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占据不同位置的

玩家会刻意地为其所拥有、青睐的资本注入关

于权力与地位的意义，并且依赖这种方式建构

一种对自身和所属群体有利的等级化原则，或

一种价值框架。不同的虚拟资本，其属性特征

和功能相异，所能创造的游戏产物也有所不同。

相应地，其他资本或游戏产物也会因其某些特

征（如操作难度低、价值含量低）在行动者的干

预下使其生产者、所有者陷入不利境遇，他们难

以获得来自其他位置占据者的认同。

上述等级化原则的构建显然是一种符号暴

力，即通过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

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

的方式的能力［２３］。相对于经济统治和政治宰

制，符号暴力更加隐蔽，不易被人所察觉。场域

中位置的占据者会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

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

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６］。在比赛场域

里，作为行动者的玩家将资本作为权力的符号

隐喻，并为自己依赖实践型资本所创造出的游

戏成果和贡献赋予至高无上的关键地位，并以

此实现对他者的贬黜和对自我的认同，进而在

权力／等级体系中求得优势乃至支配地位。在
《英雄联盟》和《守望先锋》等电子竞技项目中，

输出型角色或技能创造的游戏产物通常是直接

造成敌方角色减员，而辅助型角色往往提供各

类增益、减益效果。不论是在比赛实践中还是

在游戏社区中，“输出至上”的价值观总会存

在，玩家倾向于认为直接击杀敌方角色比辅助

队友更值得骄傲和自豪，辅助型玩家的地位也

可能因此低于输出型玩家。

总之，符号学视阈下的电子竞技比赛，是玩

家集中的符号交换和策略博弈的共时性场所，

是玩家在电子竞技项目中参与符号表意与解释

活动的核心场合，也是有着独特的竞争与协作

逻辑的场域。这样的场域中充盈着海量的符号

单元，是一个由纷繁复杂的符号文本所构筑的

“符号空间”。包括象征型、实践型、关系型资

本和元资本在内的虚拟资本经由数字技术编码

和玩家符号互动的双重过程得以符号化，实现

了意义的生成、传递与更新，成为内化了复杂意

义关系的符号指意系统。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

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

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６］１３９，这种争夺在符号象

征维度同样存在。符号化后资本的意义差异，

被行动者用于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权力／等级化
原则，对其他玩家施加符号暴力，确立、维护自

己或所在团体在资本争夺、积累与使用过程中

的优势和支配地位。

　　五、电竞场域符码转换逻辑对构建

国际话语体系的启示

　　如前所述，本质为数据和代码的虚拟资本，
会借由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符号互动的过程得

以符号化，实现意义的生产、传递与更新，成为

符号指意系统。这意味着，虚拟环境中的资本

具有符号化的潜质。人本质上是符号动物，符

号化的思维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电子竞技

比赛场域中虚拟资本的符码转换逻辑，或许能

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信息传播媒介

高度发达的全球化语境，提供了关于当前和未

来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洞见，其一经提出，便在

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多方讨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哲学概

念，也是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

及其交往的现实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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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维度，就在于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习俗、思维模

式、伦理和行为规范构成的形态各异的文明，不

仅在本质上没有相互冲突的内在规定性，而且

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

共同体［２４］。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其实质是关于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文化想

象，其结成的主要纽带在于共同的价值认

同［２５］。由此可见，符号化的交往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

核之一，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不妨从虚拟资本

符码转换的逻辑分析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如何

有效助推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其一，虚拟资本的符号化过程反映了现实

场域和技术生成的虚拟场域之间存在互动关

系，这也就意味着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不

仅应着眼于现实世界，同时也应关注互联网络、

社交媒体、电子竞技等虚拟场域。如今，虚拟场

域中汇集了来自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他

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文明范畴，但在

虚拟场域中实现了共同在场。他们在虚拟场域

中的文化实践带来了文化符号的流动和意义的

传递，为跨越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机会

和潜力，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辟了新

的思路。

其二，虚拟资本可以由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和文化资本转换而来，进而被符号化，而虚拟场

域中也存在着具有独特属性的资本类型。这启

示我们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应针对具体的

文化场域来量身定制传播策略，同时话语体系

也应采用差异化的组织方式，而不是讲千篇一

律的故事。周稢人［２６］认为，中国近十年对外传

播主要采用了三种基本话语体系和思路，即外

宣话语体系、国际话语体系和中华文化话语体

系，这三种话语体系各有利弊。因而我们应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适合特定场域的对外传

播话语体系。

其三，虚拟资本符码转换的逻辑凸显了国

家硬实力转化为表征现实话语权力的重要性。

正如前文所述，符号指意的差异会被玩家用于

制造符号暴力，建构一套权力／等级化原则。这
套原则会影响不同位置占据者之间的关系，使

玩家在虚拟资本的争夺、使用与分配中占得先

机，进而达成某些目标。在国际传播的视阈下，

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

的组成部分和体现。所谓话语权，简单讲就是

引导或控制舆论能力及与其相关的权力［２７］。

鉴于此，以一种妥帖而有效的路径促进话语权

形成的合法性应成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中

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四，符号化后的虚拟资本以多模态的符

号存在，这要求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需要采用多

模态的符号形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构建立体、充盈、动态、多维的表征体系，运用媒

体融合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传播矩阵。同时，由

于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实践具有自身的内生规

律和原则，因此引入新媒介技术和多符号模态

的基础就是尊重这些规律，而不是一味追求媒

介形态的简单叠加，必须认识到和谐相融才是

关键所在。从语言符号角度来看，拓展传播语

种规模，搭建多语种新媒介平台，形成视听互

动、资源共享、形态融合、语种集合的对外传播

特色［２８］十分必要。

其五，电子竞技场域中的虚拟资本是通过

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之间的符号互动得以符号

化的，玩家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玩家的符号

表意与解释实践是实现虚拟资本符码转换的重

要环节，这启示我们应扩展传播主体，让多元主

体参与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立足

个人经验与国家发展，发挥个人讲好“中国故

事”的潜力。此外，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叙事”

也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正如赵月枝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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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要使“中国叙事”有世界

意义，就要鲜明地站在本国和世界范围内最大

多数人民的立场之上［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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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基于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影响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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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库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思想产品的质量，也取决于其传播能力。智库

传播能力受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

式的有效性和传播时间的及时性五种关键因素的影响。应增强传播主体的专

业性，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宜性，提升传播方式的有效

性，强化传播时间的及时性，以提升智库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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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的传播能力是智库推介、推广、宣传、

营销其思想产品以对政府、公众、媒体等产生影

响的能力，也是智库公共关系（公关）能力的重

要体现。智库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智库

影响力的大小，关系到智库成果能否得到应用

转化。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思想产品传播的

重要性。德洛尔［１］强调，思想产品的传播与思

想产品的质量同样重要；朱瑞博等［２］也指出，智

库影响力的形成和获得不仅要靠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而且要靠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

　　一、影响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关键

因素

　　丁炫凯等［３］认为，在智库的传播过程中存

在着三个关键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工具（传播

的技术、方式、方法）和传播受众。除这三个要

素外，传播内容和传播时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涉及由谁进行

传播（传播的主体）、向谁进行传播（传播的对

象）、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传播的内容）、以什么

方式进行传播、利用什么时机进行传播（传播

的时间）。相应地，智库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

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式

的有效性和传播时间的及时性均对智库的传播

能力产生着重要影响，共同构成了影响智库传

播能力的五种关键因素。

１．传播主体的专业性

传播是有规律的，传播主体只有熟悉传播

规律、遵从传播规律、运用传播规律，才能达到

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便对传播主体提出了专业

性的要求。智库的所有人员在特定的时间与场

合都有可能成为智库产品、智库品牌、智库形象

的传播者（传播主体）。不过，智库并不会对其

所有人员均正式赋予思想产品传播的责任，有

些人员的职责与思想产品的传播没有直接的关

联。但对于智库的研究人员而言，他们作为智

库思想产品传播主体的地位则是可以明确

的［４］，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量的传播活动必须

有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其中，如参加决策者召开

的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咨询会等，以及接受

媒体的采访等。除智库的研究人员外，传播主

体还包括专门负责传播、沟通与推介事务的团

队或部门。

２．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任何思想产品的传播都有其对象和受众，

传播对象的定位出现偏差，就无法做到精准传

播，精准传播所强调的主要就是传播对象的精

准性。对于不同的思想产品，其所适应的传播

对象也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传播对象有着各

自的具体需求。衡量传播对象精准与否，关键

要看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与传播对象的需求是

否发生关联，关联程度越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就越强。传播对象的需求可能是现实的需求，

也可能是潜在的需求。当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

能够满足决策者的咨询需求，或者能够触发传

播对象对某项议题的关注时，便说明智库的传

播对象具有精准性。智库思想产品传播对象的

精准性对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有重要影响。一

是关系到智库传播的目的性。传播的对象不精

准，往往意味着传播的目的不明确，智库不清楚

要影响什么样的政策主体，也不清楚要对传播

对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关系到思想产品

的应用转化。一项研究成果究竟会不会被决策

者采纳，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这项研究成果有

没有需要。若智库只是将思想产品传播给了没

有需要的决策者，那么，不论这一思想产品质量

如何，都很难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应用转化。

３．传播内容的适宜性

智库传播的内容是智库产出的思想产品，

是智库发表的观点与见解，也是智库提出的意

见与建议。传播内容的适宜性首先意味着思想

产品的高质量，因此思想产品的质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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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于提高智库在思想产品生产环节的资源

配置能力是重要的，其对于增强智库在思想产

品推介环节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但传播内

容的适宜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产品的高质

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在特定情境下并不一定

都是适宜于传播的思想产品，而换了另外一个

情景，其适宜性可能就大为增强了，思想产品的

传播效果也会得到明显改善。

４．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传播方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指传播的工

具、技术、策略、途径、渠道等。智库的传播方式

有多种，可分为直接的传播与间接的传播，前者

是智库直接面向决策者进行的传播，后者是智

库借助公众、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或

学术界的中介作用所进行的传播。以直接方式

进行的传播，有的具有公开性，有的则是不公开

的（如与决策者的私下交流等）；以间接方式进

行的传播，一般都是公开的，利用的是公开和公

共渠道。另外，智库的传播方式还可分为书面

传播与口头传播，前者如向决策者报送内参报

告、在平面媒体发表专栏文章等，后者如与决策

者进行私下的非正式交流、面向公众发表演讲

等。无论是书面传播还是口头传播，本质上都

是对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书面传播的内容有

着严格的思想产品形式（如内参报告、专栏文

章等），口头传播的内容不一定有严格的思想

产品形式（不以研究报告等文本作为载体），但

仍应具有思想产品的实质，应当是经过严谨研

究而形成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否则口头传播

便是空洞乏力而没有意义的。传播的方式服务

于传播的目的，任何一种传播方式都有其优势

和局限性，可采取直接面向决策者的传播方式

或借助媒体的力量实现传播的目的。

５．传播时间的及时性

麦甘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强调思想产品

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形式传递到正确的

（人的）手中”［５］，传播时间正确意味着智库抓

住了传播的时机，亦即传播时间的及时性。传

播时机不可能长时间停留，错过了时机，智库在

思想产品的传播中便会陷于被动，也会失去介

入政策过程的先机。传播时机既表现为政策之

窗的开启，又表现为决策咨询需求的形成。政

策之窗开启的诱因有多种，如焦点事件的发生、

负面政策效果的反馈、新的决策者的当选等［６］。

政策之窗的开启为有关议题进入政策议程提供

了机会，同时也为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提供了机

会，所以政策之窗也可被称为“机会之窗”。决

策咨询需求既包括进一步界定问题的需求，也

包括寻求解决方案的需求。决策咨询需求形

成，表明传播时机的出现，不过，智库能不能抓

住这种时机，还取决于智库推出的思想产品是

否适合决策者的需求。

　　二、制约智库传播能力的因素

　　明确了影响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关键因素

后，我们便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制约智库传

播能力的因素。

１．传播主体专业性不强

传播主体专业性不强，表现在智库的传播

主体（如智库的研究人员）尚缺乏正确的传播

意识，不熟悉传播规律，其传播行为还是在“跟

着感觉走”，既不善于运用智库内部的资源开

展传播活动，又不善于借助媒体等外部的力量

开展传播活动。此外，智库还未形成专门和专

业的传播团队，对思想产品的传播缺乏系统谋

划，传播资源未得到统筹使用，智库传播活动处

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状态，没有产生出综合效应、

整体效应和品牌效应。

２．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

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表现在智库在思想

产品的传播中不分对象、漫无目的，不了解传播

对象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不分重点传播对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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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一般传播对象，虽然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

收效并不理想。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往往也意

味着智库思想产品的针对性较弱，很可能是局

限于泛泛而论，“不少决策咨询报告领导也在

看，掀掀翻翻，但实际上认为没有价值”，把智

库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浪费在了决策者并不需要

的所谓研究上。

３．传播内容适宜性欠缺

传播内容适宜性欠缺，表现在智库的思想

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对思想产品在进入传播渠

道之前的质量控制和质量审核。此外，还表现

在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上不具有能动性，有

什么思想产品就传播什么思想产品，不能因地、

因时制宜，致使有些原本质量较高的思想产品

的传播与特定的情景不相协调甚至格格不入。

４．传播方式有效性不足

传播方式有效性不足，表现在智库不善于

开辟新的传播渠道，不善于运用新的传播技术，

不善于尝试新的传播方式，在思想产品的传播

上存在着严重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如主要

是通过新闻门户网站开展面向公众的社会化传

播［７］。这就使智库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十分有

限，无法根据传播目的在不同的传播方式当中

灵活、权变地作出选择。

５．传播时间及时性缺乏

传播时间及时性缺乏，表现在智库在思想

产品的传播中没有真正将时间因素摆放在一个

足够重要的地位，缺乏对传播时机的准确把握，

也缺乏有效利用时机的准备和能力，当时机来

临时反应迟缓，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以致有些献

言建议成为“马后炮”［８］，使思想产品传播的效

果和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大打折扣［９］。在

访谈中，有政府官员讲到，有时对某个问题的处

理意见都已经确定了，却收到了一摞关于如何

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言报告。

　　三、提升智库传播能力的路径

　　提升智库传播能力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增强传播主体的专业性

其一，加强对研究人员在思想产品传播方

面的培训。这种培训可采取多种形式，如理论

知识传授、外出访问学习、案例研讨交流、既往

经验总结反思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可帮

助研究人员树立并强化正确的传播意识，获得

科学的传播理论指导，增强传播的实战能力。

其二，为研究人员的传播实践积极创造条

件。研究人员对传播规律的掌握和运用离不开

实践，智库应为研究人员的传播实践提供机会、

创造条件。比如，智库可以通过邀请决策者到

智库发表演讲或邀请决策者参与智库的课题研

究等方式，为专家学者提供与决策者接触的机

会，帮助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建立联系。再比如，

智库还可以将专家学者推介给媒体，帮助研究

人员和媒体建立稳定的联系，军事科学院就很

注重这一点［１０］，这可让专家有更多的机会在媒

体上露面，成为公众所熟知的明星学者。

其三，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门负责传播、沟

通与推介事务的团队或部门。有不少学者强调

智库应拥有专业的转化团队［１１］、专业的媒体工

作人员［１２］或专业的市场团队［１３］。一些智库有

自己专业化的新媒体运营人员，还有不少国际

知名智库设置了专门负责成果传播的部门。例

如，兰德公司设有对外事务部，具体负责处理与

国会、媒体等的关系［１４］；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

设有传播与出版部［１５］。设立专门的传播与推

介部门，有助于改变智库分散化、碎片化的传播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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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某省级智库负责人Ｌ先生在郑州的演讲。
来源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７日在郑州对某政府领导Ｇ先生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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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便于智库在统筹传播资源的基础上开展

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相对于个体化和分散

化的传播，专业化的传播与推介部门更注重实

现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与传播载体／形式的有机

结合，发挥好组织化传播的优势，策划与实施一

些主题集中、形式多样、连续性强的传播活动，

使智库的传播产生出综合效应、整体效应与品

牌效应。同时，智库应加强与有关各方的联系，

以不断扩充自身可资利用的传播资源。

２．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其一，了解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

求。对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应尽量得出客观的

认识；对传播对象的潜在需求，应力图作出准确

的判断。智库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决

策者和公众等的需求，从而对思想产品的传播对

象进行准确定位。事实上，智库在开展研究活动

时，就应充分考虑这些需求，因为智库本质上不

是为自己进行研究的，而是基于决策者和公众等

的需求进行研究的。如果智库在研究过程中能

够十分明确针对的是哪部分政策主体的需求，那

么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就容易准确定位传播对

象。这也表明，智库的研究影响着思想产品的传

播，为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智库在研究过程

中应当明确研究成果的需求方和传播对象。

其二，对传播对象作出合理区分。在明确

需求的基础上，可将智库的传播对象区分为重

点传播对象和一般传播对象，前者的需求与智

库传播的思想产品有着深度契合，后者的需求

与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有着一定契合。对于重

点传播对象，智库应重点采取传播措施，争取他

们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视，以力图实现智库研

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３．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宜性

其一，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传播内容应

严格符合质量标准，智库不应传播质量低劣的

思想产品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在思想产品的生

产中，研究成果的质量控制等对思想产品的质

量起着保障性作用。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应

加强对思想产品的质量管控，对于未通过质量

审核的思想产品，传播主体应拒绝其进入传播

渠道。另外，传播主体还应从形式上对思想产

品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完善，如采用多媒体技术，

把传播内容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加以呈

现，以使之更符合传播的需要。

其二，明确传播内容的责任主体。思想产

品的生产主体对思想产品的生产承担有责任，

思想产品的传播主体也应对思想产品的传播承

担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智库的研究人员既是思

想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思想产品的传播者，这时他

们承担的是双重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思想产品

的传播主体并不负责思想产品的生产，这时传播

主体只负传播的责任。但不论如何，传播主体都

是一种明确的责任主体，如因传播不当内容而造

成了不良后果与影响，就应承担相应责任。

其三，实现传播内容与时势条件的契合。

时势是智库思想产品传播所面临的有关背景因

素与环境条件，如政治形势、舆论环境等。在特

定的时势条件下，决策者更容易关注某些类型

的议题，更可能对解决某些类型的问题产生需

求。时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决策者的注意力和

具体需求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对智库传

播内容的适宜性提出了要求。为达到更好的传

播效果，智库不应对传播内容毫无选择地盲目

传播，而应使传播内容与时势条件相契合。但

这并不是要鼓励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搞投

机，或者提倡智库专门对决策者投其所好，而是

强调智库应把时势条件作为决定传播内容选择

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智库有

时即便没有面临有利的时势条件，也会义无反

顾地把某一思想产品给推介出去，这是由于智

库对这一思想产品的价值有足够的信心，也由

于智库认为有必要通过自己的提议来尽快唤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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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某种意识（如对某项议题的关注）。对

于这样的情况，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有其内

在的合理性。

４．提升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其一，确保传播方式符合传播目的。传播

的目的体现为智库希望所传播的思想产品对哪

些政策主体产生影响，不论智库选择和使用什

么样的传播方式，都应有助于实现自己的传播

目的。如果智库只是希望对决策者产生直接的

影响而无意借助于公众和媒体等的力量，那么

间接的传播方式便不符合传播的目的；如果智

库希望对包括政府、公众、媒体等在内的各类政

策主体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么直接的传播方式

和间接的传播方式均符合传播的目的。只要是

符合传播目的的传播方式，智库都可以使用。

由于不同的传播方式各有其优势，智库往往需

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使用，也就是同时使用不同

的传播方式，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不过，在

不同的传播方式中，也存在着一个主次关系问

题，有的传播方式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的则

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对于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

传播方式，智库尤其不能忽视。

其二，扩大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智库能

否找到具有关键性的传播方式加以运用，能否

综合运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以发挥它们的互补作

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是否拥有足够

大的传播方式选择空间。选择空间过于有限，

智库便会无从选择、无可选择，更不用说找到最

为关键的传播方式或综合运用不同的传播方

式。扩大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智库就要不断

打开新的传播渠道，注重吸收新的传播技术，让

自己有条件在更多可以利用的传播渠道和传播

方式当中进行选择，也让自己有能力开展全方

位、全媒体、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１６］。例如，

美国的卡托研究所就拥有多种可以利用的传播

方式：（１）接受媒体采访以及观点被媒体引用；

（２）发表专栏文章；（３）发布研究报告；（４）出版

具有长期价值的著作；（５）开办学生项目；（６）

开展国际传播；（７）办好智库网站；（８）使用多

媒体战略；（９）举办会议、论坛、在线项目等公

共活动；（１０）通过推特、脸书、微博和领英等建

立数字化社群；（１１）参加联邦和州议会举行的

听证会；（１２）为高等法院提供辩护状。

其三，打破传播方式使用上的路径依赖。

人的行为选择存在着惯性，智库在传播方式的

使用上也是如此，一旦习惯了某种传播方式，便

可能不再有强烈的意识和足够的动力去尝试新

的传播方式。这样既不利于扩大传播方式的选

择空间，又不利于发现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

为打破传播方式使用上的路径依赖，智库应正

确认识现有传播方式的功用和局限，在此基础

上有意识地尝试新的传播方式，以弥补现有传

播方式的不足，并逐步使传播方式的使用具有

灵活性和权变性。

５．强化传播时间的及时性

其一，加强对传播时机的识别。在明确传

播时机类型的基础上，智库应密切关注那些影

响政策之窗开启的相关因素，及时捕捉由于这

些因素的变化而出现的传播时机；同时，也应及

时了解有关决策咨询需求变化的信息，对决策

咨询需求（不论是进一步界定问题的需求还是寻

求解决方案的需求）的形成保持足够的敏感。

其二，为传播时机的到来作充分准备。传

播时机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但抓住传播时机却

是智库长期准备的结果。对于一个特定的传播

时机，有的智库能抓住，而有的智库却抓不住，

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智库是否

为这一时机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由于资源等

方面的限制，智库不可能抓住所有的传播时机，

只能去努力抓住自己为之有所准备的传播时

机。智库为传播时机的到来进行准备，首先，应

做好研究上的准备。智库不能等传播时机到来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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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再去开展研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能都

是“冲击－反应”型的成果或“临时抱佛脚”型
的成果［１７］，智库应在传播时机到来之前就完成

必要的研究积累和研究准备。其次，智库应持

续关注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感知传播时

机的到来。再次，智库平时应努力打开和拓展

传播渠道，确保在传播时机到来时拥有合适的

传播渠道可以利用。

其三，在传播时机来临时迅速反应。当传

播时机来临时，智库应迅速作出反应，反应速度

越快，越有可能抓住传播时机。智库对传播时

机的反应速度一要看智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识

别已经出现的传播时机，二要看智库需要多少

时间才能推出因应时机的思想产品，三要看智

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思想产品进入合适的传

播渠道。智库在以上三个方面花费的时间越

少，对传播时机的反应速度就越快。因此，为了

在传播时机来临时迅速作出反应，智库应做到

快速识别传播时机，快速推出因应时机的思想

产品，快速使思想产品进入合适的传播渠道。

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

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和传播时

间的及时性，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共同促进智库传播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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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冯雅，李刚．新型智库传播现状与优化策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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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９（４）：６２．

［９］　胡隆辉，柏必成．智库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政策

过程的比较分析［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７（１１）：７８．

［１０］肖飞，李习文．国际智库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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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３１）［２０２０－０３－１０］．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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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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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媒体引用视角的评估［Ｊ］．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３）：７０．

［１７］李刚．着力增强新型智库“生产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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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及其
优化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ａｋ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ＣＯＶＩＤ１９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ａｎｅｘｍｐｌｅ

关键词：

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

李科
ＬＩＫｅ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１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作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统筹利用

资源优势，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多

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多维立体传播，强

化服务作用等传播策略占据信息传播的主阵地，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

时，《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中也存在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

起公众焦虑、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

传播和新闻反转等问题。主流媒体应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优化公

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论失焦现象；倡导

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媒体的公共责任感；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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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年末、２０２０年年初之交，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也考验着

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在党和

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快速行动，在新闻报道和舆

情引导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全国各级政府在抗

疫表彰工作中对媒体机构、新闻记者的嘉奖，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成绩固然可喜，但是如何凝

练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成功

经验，同时反思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优化报道

策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则是抗疫取得重大战

略性成果之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业界凭借亲

身参与抗疫的优势，纷纷总结分析在新冠肺炎

疫情报道中的有效做法，从中央和省级主流媒

体公开发布的工作报告、业务论文中可见一斑。

学界对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央视《新闻联播》［１］、《人民日报》微

博［２］、国家级媒体短视频生产［３］等方面，亟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最重要

的主流媒体之一，一直以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报道也不例外。鉴于此，本文拟从学理的

角度，理性地观察《人民日报》的新冠肺炎疫情

报道，分析其可取经验和不足之处，探讨主流媒

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化策略，以供学

界参考。

　　一、《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

的策略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民日报》等主

流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承担着传递信

息、缓解消极情绪、服务公众和社会的责任。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统筹利用资

源优势，采用恰当的传播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１．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认为，主流

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首要职责与

功能就是提供真实权威的信息［４］。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发布的有关疫情的信息

中，８０％以上来自政府等官方机构（如各级卫

健委、疾控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等）或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发布的内容，因此其新闻报道内容

有较强的公信力。《人民日报》传递官方发布

的权威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

官方声音会增强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众

也可以在媒体平台中获得准确信息。其次，主

流媒体发布的官方信息能更理性地引导大众舆

论。再次，主流媒体发布官方信息，进行统筹宣

传规划，有利于在突发事件中安抚公众因信息

渠道受阻引起的恐慌情绪，减少由于信息不透

明和传播不对称而出现的谣言和传言的传播，

从而加大对于事件处理的信息通报和政策宣传

的力度，变消极情绪为积极应对。最后，主动传

递官方声音，有利于塑造国家、政府、社会的正

面形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通

过报道党员干部、军人、医生、志愿者等的抗疫

事迹和先进人物，塑造了党和政府心系大众、服

务人民、高效履职的形象，反映了民众不怕牺

牲、勇于奉献的精神。

《人民日报》作为国内主流媒体，在抗疫新

闻报道中高瞻远瞩，妥善设置传播议程，高效引

导舆论向积极理性方向发展。其借助新闻客户

端、微博、微信、抖音账号等新媒体矩阵，通过增

设专题栏目、抓住热点话题、丰富报道形式，快

速传播客观真实的疫情新闻，在提供全面信息

满足人民知情权的同时，也注意平衡积极与消

极两种情感色彩的新闻发布频率。微信公众号

的《５０万米高空看武汉，最近发生了什么》推

文，微博上的“疫线ｖｌｏｇ”“全民战疫日记”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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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话题和“抗疫前线的００后”主题海报等一系

列新闻报道，获得海量点赞，极速圈粉，为全面

抗疫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说，《人民

日报》在宏观视角和全局视野下，统筹整合传

统渠道与新媒体平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

疫情信息传播活动。

２．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

在以往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主流媒

体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抗灾救

灾中各级领导干部与英雄人物的采访和报道

上。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主流媒

体转换了报道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生

活，接地气、平民化的传播角度更有人情味，彰

显了人文关怀。比如，《人民日报》在对武汉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报道中，大量报道医院内医

患相处细节，如医生教患者跳东北秧歌、医护人

员为患者庆生、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写着“好

棒！体温正常”“加油，么么哒！”等俏皮话。同

时，主流媒体在报道疫情相关信息时，不仅关注

医护人员和患者，还关注疫情期间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如《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转发了《中

国新闻周刊》的特稿《快递小哥的手机里藏着

武汉人最真实的生活》，通过快递小哥群体的

工作折射“封城”之后武汉市民的生活状况。

《人民日报》通过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

生活，让受众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仿

佛这些事情就在身边发生，报道中的人物就是

身边的人物。

在疫情防控紧张阶段，《人民日报》发布的

新闻报道较为严肃，语言文字表述带有浓重的

官方色彩，传递出对待疫情的严肃认真态度，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防范意识；在疫

情得到有力控制之后，《人民日报》的语言风格

明显转变，语言文字较为轻松活泼，缓解了疫情

期间公众的紧张情绪，极大地提升了公众战胜

疫情的信心，从而使新闻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

３．多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效果

《人民日报》积极利用旗下新媒体矩阵，强

调可视化呈现，多渠道多形式地综合宣传，提升

了公民疫情防护意识，增强了人们抗击疫情的

信心和决心。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疫情新闻时，利

用新媒体技术优势，不仅有常见的图文报道、短

视频等形式，还大量使用新闻海报、专栏 ｖｌｏｇ、

直播、数据新闻等新颖的报道形式。以新闻海

报形式为例，《人民日报》将疫情信息整合为

“图表＋配文”的媒介产品，将复杂的数据和新

闻信息直观简略地呈现出来。例如，疫情初期

推出的《最美勒痕》，用医护人员脸上深陷的勒

痕形象地表现了医护人员的勇毅、艰苦；在援助

武汉的抗疫医疗队撤离时推出的３２幅“感恩”

海报，用温情画面和诗意话语表达了对他们的

感激之情，也展现了众志成城的抗疫史诗。此

外，《人民日报》新闻海报还被广泛用于数据新

闻的发布，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通过制作图

表、时间线、地图、视频、动画等方式将枯燥的信

息简单化、生动化，方便公众保存、转发，使公众

能更加清晰直观地理解新闻信息，从而使新闻

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短视频、ｖｌｏｇ、直播等新型传播形式也在疫

情防治信息宣传方面广泛应用。短视频具有生

动直观、易理解、易传播、受众门槛低、受众广泛

等特点，成为疫情信息发布的主要形式。《人

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短视频新闻有原创和

转载两种信息来源。原创内容主要是新闻发布

会片段、权威专家的采访片段、抗疫一线的现场

情况和医学科普知识等；转载的主要是顶流或

者巨流视频，如一个武汉小伙子发布的《一个

武汉伢的武汉日记 ｖｌｏｇ》，“回形针 ＰａｐｅｒＣｌ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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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等。《人民日

报》发布的信息是互联网平台关注度和转载量

较高的内容类型，体现出其严肃、有公信力的主

流媒体形象；转发的短视频和 ｖｌｏｇ以其草根性

和亲近公众的特点中和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

为新闻报道增添了故事性，强化了新闻与公众

的情感连接。

４．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

《人民日报》在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时，

不仅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客观叙述，还有意识

地加强共情传播，增强公众的情感认同。共情

传播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倡议中的重

要性日渐凸显，新闻从业者也逐渐认识到新闻

报道所隐含的情感温度对于公众甚至社会风气

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媒体与公众进行情感交流

的必要性。《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报道中共

情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情感符

号的使用。大量使用倾向性比较明显的词语和

带有情感色彩的修辞手法和标点符号。二是新

闻图片和新闻海报的运用。新闻图片和新闻海

报的直观形象性特点，容易引发用户的情感共

鸣。三是正面人物形象、情感关系的选取，如

“英雄”“亲情”等。这些叙述对象饱含正向价

值，是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肯定，当公众阅读这

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有倾向性的叙事方式和

语言文字的影响下，会潜移默化地勾起其情感

记忆，从而引发其情感共鸣。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不仅

凭借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来提升媒介公信力，还

在报道中加强情感呼唤，通过共情传播来引导

公众舆论态度，维护国家、社会积极抗疫的正面

形象。把握受众心理，做好情绪引导，引发情感

共鸣，是主流媒体抢夺受众资源和话语权的重

要策略［５］。社会情感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在

“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人民日报

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对共情传播的运用，堪

称示范。

５．多维立体传播，强化服务作用

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推出多形式报道

新闻和多渠道立体分发的传播策略，通过线上

线下互联互通，在信息传播中加入服务窗口等，

切实为抗击疫情服务。全媒体矩阵下各个传播

载体的不同特点和优势使得《人民日报》的内

容生产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迅

速触及具有不同需求的受众，实现传播效果的

最大化。《人民日报》将其官方微博与官方微

信公众号互联互通，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设置

特色栏目，提供便民服务。例如，《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在疫情扩散较快时推出《紧急扩散》

栏目，用来发布新增病患的出行路线等，利用微

博平台去中心化特点快速寻找密切接触者。而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图文并茂，与微博

碎片化发布特点相比，微信公众号推文更适合

发布深度资讯。因此，借助微信公众号，《人民

日报》推送了许多疫情深度报道类文章，再加

上朋友圈的强关系传播，这些报道一经发布便

得到网民大量转发传播。不仅各家媒体为防疫

信息传播助力，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也在其首

页积极推送相关报道，营造全民关注疫情的舆

论氛围。例如，微博 ＡＰＰ在《推荐》栏目下设

《抗击肺炎》专栏；支付宝ＡＰＰ在首页设置疫情

数据图表，发布健康码，追踪公众出行轨迹；微

信ＡＰＰ设置辟谣通道，鼓励民众举报谣言，了

解准确情况，保证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准确度。

各大媒体和互联网应用程序增强了自身的服务

意识，彰显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

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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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１．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起公众焦虑

情绪传播有两类：一类是正向情绪的传播，

如东北医生教患者扭秧歌来舒缓紧张情绪，这

种新闻能传递给受众积极向上的情绪；另一类

是负面情绪的传播，如一线医生因过度劳累而

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新闻报道会让受众内心的

无力感、焦虑感增强。疫情期间，这两类情绪传

播多次出现极端趋势，尤其是在疫情不明朗的

初期，微博平台出现大量抗疫负面信息，引发受

众的消极情绪［６］。比如，武汉红十字会拦扣抗

疫物资、黄冈市卫健委唐主任面对督导组询问

含糊其词等，涉及官员渎职、逃避责任甚至贪污

受贿的负面新闻引起网友的愤怒。在疫情得到

良好控制之后，媒体又过多地发布了“加油武

汉”等渲染感情的文字，这些仪式化的表达虽

然能激励众人凝心聚力，呼唤出公众的悲壮情

感，但是过度煽情、“鸡汤化”的叙事偏向，以及

为灾难场景强加意义和象征的行为，不仅不利

于公众正确认识灾难，而且会让公众陷入“灾

难美学”的陷阱。另外，发布过多的抗疫成果

报道会使公众对于疫情反扑的警惕性降低，出

现放松疫情防控等情况。因此，对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不但要注重情感，

还要客观叙述，关注事件的起因与结果，深度挖

掘，给受众提供看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视

角。主流媒体对两种情感态度的疫情新闻报道

的不平衡，导致公众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

对媒体甚至国家、社会的不信任感，这不仅不利

于疫情防控的推进，也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增强。

２．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受众传统的信息

接收习惯，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成为产生阅读障

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的土壤。新闻从业者对于

相关新闻的片面报道、受众的碎片化信息接收

使得新闻事件在报道的过程中出现新闻反转现

象，在这种反转现象的背后是群体心理的变化。

图片或者短视频配简短文字的碎片化传播形式

符合当前公众的阅读习惯，其简短的新闻报道

形式使读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新闻的主

要信息。但是，在碎片化传播中会不可避免地

出现“标题党”现象，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等情

况。在关于疫情信息等公共卫生新闻和政府的

政策解读等专业性较强的新闻报道中，简短

“配文”不足以传递所有信息，容易遗漏重要信

息，给公众造成阅读障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

例如，在病毒起源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人民日

报》报道有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源头可能是蝙

蝠”的信息之后，网友纷纷对一位几年前曾食

用饲养果蝠的博主使用网络暴力。又如，北京

新发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后，《人民日报》在

报道中称“新发地市场中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

板上检测到新冠病毒”，引起公众恐慌，给国际

三文鱼交易市场造成巨大损失。而事实上，三

文鱼等鱼类不具备“感染”新冠病毒的能力，市

场上的三文鱼是被新冠病毒“污染”的物品，而

且报道正文中提到检测到新冠病毒的物品不仅

包含三文鱼，市场上的部分牛羊肉中也检测到

了新冠病毒。由此可见，碎片化传播能够增强

新闻报道传播力度，便于公众接收信息，但也存

在表述不清、解释不足、深度不够等问题，这会

间接成为传播虚假新闻的助推器。

３．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传播和新闻反转

技术革新给新闻传播行业带来了巨大变

化。在信息发布环节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

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媒介话

语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ＵＧＣ新

闻生产模式的出现极大地扩充了媒体的信息来

源，但同时由于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这一模

·８８·



李科：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及其优化———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

式有可能导致后真相时代下“谣言传播—媒体

辟谣—新闻反转”这一情况的发生。

在疫情初期，由于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信

息较少，谣言和虚假新闻有了可乘之机，诸如

“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等虚假信息肆意

传播，导致药店的板蓝根等药品被一抢而空。

这些情况都间接反映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

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不够全面、深刻，

进行报道策划时没能“想公众所想，急公众所

急”，未能全面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会给

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让疫

情信息传播成为被动辟谣的过程，从而损害

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相关政府机构的

形象。

新媒体时代，技术的加持使得媒体能够即

时发布新闻报道，因此媒体可以随着事态的发

展或真相的调查过程进行拆分报道，变一次性

报道为多次推进报道。这种报道形式能引领读

者随着报道进展了解事态发展，逐渐接近复杂

事件的真相，但这种报道方式在应用过程中也

存在弊端，即每一次报道都不可避免地使读者

出现感情倾向。随着事态的更新，新闻事件被

不断消解、重构，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事态的发展

或调查的深入，上一次报道的结论可能会在接

下来的报道中被辟谣、被推翻，出现新闻反转现

象。频繁发生的新闻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

表现，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报道的新闻专业

性和公信力。

　　三、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道的优化策略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的成功经

验为参照，面对当前传播环境下可能面临的挑

战，主流媒体应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

识，持续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

１．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

论失焦现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媒

体在报道该类事件时应遵循危机传播基本规

律。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媒体虽然建立了

应急管理机制和危机传播机制，但是危机传播

和风险沟通的意识和策略仍有缺失。危机传播

关注的不仅是如何报道危机信息，更重要的是

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其需要通过构建良

好的危机传播机制，凭借有效的危机沟通来阻

止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发生舆

论失焦现象。主流媒体在构建危机传播机制时

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促进信息及时公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后，社会公众的信息需

求急剧增长，任何不及时、不充分、不透明的信

息报道都有可能造成谣言泛滥。此时主流媒体

迅速发布准确可靠的官方信息有助于阻止谣言

传播，挖掘事实真相，稳定公众情绪。当然，主

流媒体的信息传播并非一味倒向社会公众，而

应策略性地展开。事件初期应进行公开的、不

掩盖事实的完整报道；中期和后期则应强调报

道的透明性，即对事件细节和进程进行真实披

露［７］。二是新闻报道应该表达合理。主流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社会良心的守

望者，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公正，对于不同意见应

持包容态度和平衡原则，积极创造客观理性的

舆论环境。三是注重受众反馈。媒体应当密切

监控舆情发展，关注用户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

新闻报道方向，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引导公

众进行理性讨论。

２．倡导建设性新闻理念，增强媒体的公共

责任感

在当前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与

网络自媒体信息之间、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之

间难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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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度出现了自

媒体指责主流媒体粉饰太平、主流媒体认为自

媒体搅乱舆论环境的拉锯扯皮现象，影响抗疫

意识凝聚和力量整合。对此，应倡导以建设性

新闻理念为引领，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应运用

积极心理学知识，减少新闻报道中的愤怒和对

立情绪，提供准确、客观、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

以往的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习惯于寻求新闻当事

双方的冲突点，并将其放大来增强新闻的故事

性和戏剧性，这很容易使其陷入“人为放大冲

突甚至制造冲突”的新闻生产怪圈。建设性新

闻理念体现了媒介的公共性和责任感，即以实

事求是为原则、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不让新

闻报道沦为发泄情绪的工具。例如，疫情期间

《三联生活周刊》刊发了《比“武汉加油”更实际

的是善待武汉人》一文，该文从武汉人受到歧

视的现象出发，指出武汉人民同样是疫情的受

害者，且绝大部分武汉人在主观上并无伤害他

人的目的，提出设置集中住宿点以安置武汉市

民、为其提供必要生活物资等建议。文章客观

叙述了“恐鄂者”与武汉市民的冲突，理性地论

证了双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

策。不强调疫情期间双方的对立情绪，倡导平

等对待疫区人民，双方互谅互信、团结一心共同

抗击疫情，这才是疫情期间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应持有的态度。

３．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需求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２００９年的甲型Ｈ１Ｎ１流

感、２０１４年的埃博拉病毒、２０１５年的中东呼吸

综合征、２０１６年的寨卡病毒等一系列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共

卫生健康问题已是这个时代的常态。主流媒体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工作应该前置，将

健康传播纳入其中。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和传染

病风险传播，有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公共卫生

认知，做出健康行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因

此，新闻媒体应当顺势而为做好健康传播，将专

业性较强的医学卫生问题通过大众媒体进行通

俗化解释，有效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认知和

意识。新闻媒体进行健康传播时应当做到以下

三点：首先，应把握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

健康信息传播和健康政策宣传，构建多维立体

的健康传播模式。其次，应着力加强控烟、营

养、疾病筛查和防治等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话题的宣传教育，不仅主流媒体应当担负起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相关信息的责任，街道、社区

等机构也应当发挥其职能优势，借助社会网络

深入居民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学界应当

正视健康传播的作用，将健康传播看作一个特

定的新闻门类加以研究，通过相关理论模型与

实践经验来分析研究健康传播的特点、传播规

律和注意事项，总结健康传播不同于其他新闻

门类传播的性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传播实践。

各级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对其进行宣传报

道，同时寻求健康传播更好的发展路径。

　　四、结语

　　危机中孕新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措

手不及，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能

力也受到了全面检视，其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

处，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收获了许多启示。在

竞争激烈的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当肩负起

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树立危机传

播和风险沟通意识，以健康传播为战略引领，秉

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多形式、多渠道地进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健康信息传播，唯有如

此，方能赢得公众的青睐和信任。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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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与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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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

教师队伍；

学科融合

马寒，胡梦琪
ＭＡＨａｎ，ＨＵＭｅｎｇｑｉ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两类课程具有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强化主

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统一性；具有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

人的价值统一性；具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引导学生，准确把握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功

能统一性。从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多年高校协同育人的发展历程来看，“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一直都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圭臬，也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４０多年来，在探索
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主阵地，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核心内

容，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本抓手，坚持以学科融合发展为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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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高校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两个关键载体，

是有效应对各种错误思潮侵蚀、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阵地和主

战场。能否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

育人方面的有效协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

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

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１］。由于

“课程思政”作为学术概念刚提出不久，目前学

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概念阐释、学理分析，以及

如何实现与“思政课程”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究

等方面，而从历史视角系统梳理“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概括总结基

本建设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等

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文献梳理，并通过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多年间高校协同育人的

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历史维度、理论维

度还是从实践维度，“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一直都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圭臬，也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必须

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十四五”时期，我国

高等教育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已发生深

刻变化。鉴于此，本文拟深入分析４０多年来协

同育人的演进逻辑，总结协同育人积累的基本经

验，以期为破解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协同育人面

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

同育人的逻辑基点

　　协同是指由不同分工部门按照一定的组织

规则和工作规程共同完成预定目标或既定任务

的活动形式与工作方式。具体到“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两者之所以能够协同起来，根

本原因在于二者具有三个层面的逻辑统一性：

其一，具有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强化主流意

识形态教育的政治统一性；其二，具有立德树

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价值统

一性；其三，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教育引导学生，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功能统一性。因而，科学把握“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点，应

把二者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放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新时代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承担的

历史使命，以及新时代党和国家加强和改进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大历史背景下

来考量，并立足这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来解析。

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协

同育人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

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２］立德

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就

其实现途径而言是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于一体的，而价值塑造居于“三位一体”

的核心位置。对于这一界定的重大意义，教育

部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用三个“影响甚至决定着”给予了概括。从世

界范围内教育事业发展来看，各国的教育从来

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主导性。

马克思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

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３］社会

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教育截然不同于

资本主义“以人为机器”的工具理性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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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４］。这一方针的确立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

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将

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相结合，培养具有爱国主义

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培养具有

社会主义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人；从１９８０年末提出“培

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

导……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而献身”［５］，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坚持教育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再到中共十八

大以来，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为

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养又红

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７０多年来，虽然我们党在育人目

标的具体表述上不断变化，但根本指向始终如

一，那就是把立德树人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生命线的首位。从教育基

本方针的确立到教育核心工作的提出再到教育

根本任务的命题，不仅表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变化，更说明这是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决不是思想政治理论

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一类课程所能完成的

任务，必须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

调动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２．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是协同育人

的政治指向

２０１４年，在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在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和国家发

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提出了高等教育必

须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四为”方针。在２０１９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针对思政课

存在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不强，

思政课与其他课程协同性不够等问题，提出了

八个“相统一”，并将政治性和学理性、建设性

和批判性相统一放在了首要位置，强调要“传

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

潮”［２］。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强化主

流意识形态教育，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

４０多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这条政

治主线贯穿始终。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就在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

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６］１０４

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分界点，党中央根据不

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工作任务和时代特点，大力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共中

央印发《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

程教学的通知》。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当时

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高

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

见》《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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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配套文件，逐步形成了思政课整体建设

方案（以下简称“８５方案”）。中共十五大后，

为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形势变化，１９９８年６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制定《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

工作的意见》，对思政课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

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更加突出时代特征的新建

设方案（以下简称“９８方案”）。进入２１世纪

后，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

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深化，为加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

识世情、国情、党情，根据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要求，２００５年 ２月，中共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具体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０５方案”）。

通过“８５方案”“９８方案”“０５方案”的接

续实施，我国高校逐步建立并形成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并举的基本架构，

以及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

法体系、学科体系等，而贯穿始终的基本方针就

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尤其是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基本方针在实践上有两条路径，即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引

领力的正向功能和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批判、消弭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反向功能。当

前，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尤其改革

开放４０多年的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我国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

界前列，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彰显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

巨大的实践指导能力，这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

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和丰富的教育资

源；另一方面，当代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各种思想理论此消彼长、各种风险挑战相互

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因此，

要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正向教育效能最大

化，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

进中加强”，同时“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２］。

　　二、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历史演进

　　协同育人理念是伴随着我们党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规律的不断探索而形成发展的。这一

探索过程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大致可以划

分为四个阶段。由于侧重点不同，各个历史时

期的协同育人又展现出不尽相同的时代特点，

但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持续发展

的趋势。

１．各有侧重互不替代阶段（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８５方案”实施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在思想

政治领域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这一任

务反映到高校就是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迅速恢复“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培养具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当时在高校存在两

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要继续沿用政治课、政治运

动、政治工作“三政合一”的旧有教育路线；二

是将政治课与科学文化课相分离。针对这个问

题，邓小平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

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

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６］１０４这就准确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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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原则性

问题。同时，这一时期出台的《改进和加强高

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关于在高等

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从多个维度对高校育人

工作进行统筹安排。

其一，对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地位、目标和任

务进行了界定。明确指出高校开设马列主义理

论课是由高校的政治属性和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大学

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重要标志”［７］２８，其目标

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

论武装学生头脑，使学生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这就指明了马列主义理论课在高

校育人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具有其他课程无

法替代的政治功能。

其二，对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的思想教育

责任进行了明确。这一时期，党中央已经意识

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合力过程，仅靠马列主

义理论一类课程无法完成。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

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

育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从红专两个方面全面

培养学生，是学校各门课程和各项工作的共同

任务……所有教师都应教书育人，不仅要向学

生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

工作。”［７］２８－３０这项规定可以理解为协同育人理

念的最早雏形。之所以称为“雏形”，是因为这

里所指的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基本上是限定在

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领域。

其三，对课程开设进行了初步设计。由于

受改革开放之初教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制约，

党中央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思考但整体上缺乏系

统设计。例如，１９８０年的《改进和加强高等学

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提出了“３＋Ｘ”设计

方案，即以“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为基

本课，文科专业另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同时试开“科学社会主义”；理、工、农、医各专

业只开基础课。为回应各类西方思潮和理论学

说对学生的影响，提出不以课程而以讲座的形

式逐步开设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政治

思潮、文艺思潮评论等课程。从整体上看，这一

时期高校育人体系基本形成了以马列主义理论

教育为主，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教育为辅的格局，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协同育人

的显著特点。

２．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过程阶段

（“８５方案”—“０５方案”实施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逐步突显出来，主要问

题是各种陈旧思想观念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物质精神诉求通过各种

社会思想反映到高校中来；国内外秉持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人把高校作为思想渗透的主要场

所。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７］５５。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中央密集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制度，对高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地位、任

务、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学时、大纲、教材、教学

制度、教学环节、教学方法、组织管理体系等作

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

教学整个过程。为了更有针对性，党中央提出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为主干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课，以法律基础、大学生思想修养、

人生哲理、职业道德为主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同时要求其他人文学院也要针对大学生普遍存

在的形势、政策、民主、法制、纪律、财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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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困惑，有计划地开设相关课程。这就为

以后近十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了整

体性课程设计。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作出了实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对这一时期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９９５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高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

见》，首次以“两课”对思政课程进行了界定，同

时提出了以当代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课

程的核心内容，这是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指导

思想的重大变革。１９９６年，为深化“两课”教学

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

科正式设立，自此解决了思政课作为一门特殊

课程长期没有学科支撑的困境。应当说这一时

期课程结构虽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但却更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整体上看，注重将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共同育人，

“注重从整体上推进课程建设，初步形成课程

建设的整体思路”［８］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

３．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阶段（“０５方案”—

中共十八大前）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召开

前后，世情、国情、教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

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突显，以

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推进，国

际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二，各种

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向我国

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其三，我国高等教

育从精英阶段逐步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事关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需

要高校作出新的解答。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４年，

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首次提出“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的理念，并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

学课程同样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要

同思政课和形势与政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

协同育人方面，该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一次

提出了全过程和全课程育人要求，即“把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

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深入

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

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

养，提高政治觉悟”［７］２６６。

２００５年，中共中央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

实施意见，对思政课指导思想、总体要求、课程

体系建设、学时学分划分、教材教法、教师建设、

学科建设等进行了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０５

方案”的实施不仅继承了“８５方案”以来协同育

人积累的丰富经验，而且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的全面育人理念推动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的初步建构。这一阶段对协同育人的创新

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学科建设

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增设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五个学科为其二级学科。学科层级的提

升和二级学科的划分不仅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发展，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有了平等

对话的权利。其二，在课程建设上，在进一步规

范思政课程体系和教材编撰使用的同时，有计

划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改

革，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

使其有机融入思政课程内容中来。其三，在管

理体制上，提出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团

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

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全党全

社会协同关心支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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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４．“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阶

段（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洞察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变化的基础上，从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对

高校协同育人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不仅在理

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而且建构起

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概括来

讲，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创性

贡献。

其一，提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

育人”理念。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９］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后，中共中央迅速发布

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等文件，大力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试点。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先后遴选两批“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产生了８个试点

区、２５所试点高校和９２所试点院（系），为推动

协同育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积累了有益经

验。

其二，构建“十大育人体系”，突显协同育

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共十九大作出了建设

教育强国的战略安排，并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建设教

育强国的基本支撑。为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充分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

理、服务、资助、组织十个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制订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着力构建“十大”育人

体系。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０年，教育部等九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的意见》，在２０１８年构建“十大”育人体系的

基础上直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存在的

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理论武装体系、学科教

学体系、日常教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

定体系、队伍建设体系、评估督导体系七个层面

的体系架构。“十大”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既在逻辑上继承了“三全育人”的基本理念和

目标任务，更是在实践上对高校办学治校各领

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育人力

量、育人资源的科学化整合。

其三，统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

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１０］“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马克思主义

“术语革命”的生动体现，它不仅精练概括了两

类课程的名称，而且鲜明地指出了两类课程的

核心价值支点。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从“公共基础课

程”“专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３个大类，

“文学、历史学、哲学类专业课程”“经济学、管

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教育学类专业课程”

“理学、工学类专业课程”“农学类专业课程”

“医学类专业课程”“艺术学类专业课程”等小

类，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安排，

目标是统筹各类课程的思政资源、挖掘其中蕴

含的育人元素，逐步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

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这

就从制度、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形成了协同育人

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高校

协同育人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

·７９·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校。”［１１］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们党

依据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和不同发展阶

段的战略任务，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学

生成长成才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创造性

地推动了高校协同育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积累了丰富的协同育人经验。

１．坚持把思政课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主渠

道、主阵地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动力，事物的性质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

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在“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这一矛盾统一体中，思政课程处于支配

地位，决定着协同育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

向。“８５方案”时期，我们党就对思政课的地

位和任务作出了明确界定，认为高校开设思政

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

本理论教育，使青年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

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社会主义高校的特

点和优点，是社会主义高校区别于资本主义高

校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提出

“主渠道”“主阵地”概念，但核心意旨十分明

确。“９８方案”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首次提出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对大学

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在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主渠道”“主阵地”

概念和建设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我们党多

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思政课功能

地位的概括。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对思政课的功能地位从三

个方面作出清晰界定：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的“重要阵地”；二是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

道”和“核心课程”；三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

课程”。因此，办好思政课事关意识形态工作

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继有人，事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此可见，

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党中

央已经把思政课放在了课程育人的最高位阶

上。４０多年来，党中央始终以“主渠道”“主阵

地”战略定位推进思政课教育教学建设和改

革创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引领力、感召力和

渗透力，使思政课在协同育人方面始终发挥首

位牵引作用。

２．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核心

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决定着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性质、办学方向和

办学成效。一以贯之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全过程，贯穿立德树人各方面、各环节、各课

程是我们党推动高校协同育人的一条重要

经验。

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主干课

程设置。例如，“８５方案”规定，按照马克思主

义三个组成部分，为本科生开设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３门必修课，在有条件的高校试开科学社

会主义课程。“９８方案”虽然对课程设置作了

较大幅度调整，但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２门课程作为本科

生教育的主干课程，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思潮５门课程作为硕博士生的必修课程。

“０５方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

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内容进行归并，统一于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对本专科生进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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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其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

课程的核心内容。协同育人的理论根基在于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以及各历史阶段产生

的最新成果。在“８５方案”中，为使学生完整、

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提出开设中共党史、中

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以增强学生

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知和理解。１９９７

年，中共十五大不仅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而且

对其理论内涵、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行系统

阐述。因此，为推进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教育工作，中共中央

决定在“９８方案”中增设邓小平理论概论，并将

该课程的学时学分调整到所有思政课程的首

位。根据形势变化和课程内在逻辑，“０５方案”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了统合，提

出开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程。随后的十多年间，该课程

不断融入“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最新理论成果，并统一命

名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这样就使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与毛泽东思想形成

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说明了两者的承继

关系与逻辑统一性，又体现了该课程的理论一

脉性和内容开放性。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各门课程承担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职能，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使“课程思政”与思政课同向

同行、同频共振，根本支点就在于将各类课程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寓于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教育引导学生在学

习专业课程中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４０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教学体

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管理体系等

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此。

３．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本抓手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提高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

１９７８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旗帜鲜

明地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

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

师。”［６］１０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教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好教师的评判标

准与新的时代条件下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

和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

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２］，并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的２４字要求。为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开展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出台《教

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

障教师的地位和权利。根据不同阶段的教育任

务，制定《关于加强教师队伍的意见》《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以及高

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制度，从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思想品德、师德师风等方面构建了全

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框架。

其二，加强教育培训。教师培训是我们党

长期坚持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党

中央就针对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

题采取了脱产进修，在职学习，委托中国人民大

学等高校开展师资培养，举办暑期讲习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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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教学经验交流会和巡回辅导等措施，极

大地提升了高校教师的整体水平。进入新世纪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常态

化师资培养培训力度，通过制订师资培养中长

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举办骨干教师研修班、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等提升教师的业

务能力和学历学位层次。

其三，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教师

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教师营造良好的

发展条件和育人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条件和教师特点，有针对

性地推进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

革。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将没有马克

思主义立场、业务能力不能胜任高校工作的教

师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严把选聘入口关，实行

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营造尊师

重教环境，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

活待遇等。

４．坚持以学科融合发展为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由内而产生

的生长动力。如果将政策支持、制度激励、条件

保障等作为外部动力的话，那么学科融合发展

就是协同育人的重要内生动力。我们党在改革

开放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的

支撑作用，并将之作为有效提升育人质量和水

平的内生动力。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

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

定》中首次明确了马列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服务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８５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建设“是一项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二级学科发展到独立的一级学

科再到与其他学科优势互补、有机融合的历史

性变化，这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

思政课的发展动能，而且为协同育人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其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提升“思政课程”内生能力。经过改革开放以

来４０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

得了长足进步，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达到８５个，一级学科硕

士点近３００个。虽然与“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

位科学”的建设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其为思

政课培养大批人才、提供丰富成果资源的重要

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其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等重大战略

举措。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

意见》，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作出了部署。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目前该工

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与传播，建设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编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重点学科教

材，提升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研究和

教学骨干队伍建设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又启动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委托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为高校协同育人奠定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

他学科的交叉融合。４０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探

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规律，深入挖掘哲

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的有益

因素，积极推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为提升“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政治性、学

理性、学术性、批判性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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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所具

有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决定了这两类课程的

内在统一性，而两类课程在内容、话语、范式上

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协同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因此，深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研究应着力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上下

功夫。

其一，课程思政教材教学体系的科学化构

建问题。应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

目标，对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类课程３个

课程类别和文史哲类、理工类、经管法类等７大

专业类别课程进行重新建构，形成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教材体系和教学

范式。

其二，不同学科专业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

应系统梳理当前不同类别学科专业的学术概

念、话语风格、教育要求和学生的接受心理状

况，从中择取最大公约数，建构价值主旨一致但

又兼具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的话语范式，最大限

度地满足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接受心理。

其三，“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效衔

接问题。应将思政课程的“道”“体”与专业类

别课程的“器”“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思政课

程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专

业类课程蕴含的学科伦理、人文观照、社会关怀

等有效衔接，最大化地提升“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协同效能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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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网络的发展对高校思政教学提出新的挑战，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

为特征的传统思政课教学已无法适应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要求，以开

放性、主体性、创新性和自发性为特征的自组织教学应成为网络时代高校思政

教学的未来方向。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应树立开放思维，建设在线课程资

源；启发学生主体意识，形成探索学习习惯；激发创新动力，创设互动课堂生态；

强化教师引导，防止自我意识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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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珍：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织特征及其方法论启示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

们的学习和思维方式，也自然要求与之相应的

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构建高校思政教学的新理念、新模

式，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实现新时代思政育人

目标的必然选择。《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进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要加强互联网思想

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加强学生互动社区、主题教

育网站、专业学术网站和‘两微一端’建设，运用

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１］。

近年来，学界在思政教学改革创新方面的

研究逐步深入，涌现出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

理论成果，探索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但基于自组织理论方面的思政教学改革理论与

实践研究不多。鉴于此，本文拟在阐述复杂系

统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时代高校思

政教学的自组织特征，揭示自组织理论给予的

教学方法启发，以期为增强高校思政教学实效

性提供一些借鉴。

　　一、自组织的基本特征

　　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的一个核

心概念，哈肯将自组织定义为：“如果系统在获

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

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２］自组

织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１．开放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前提条件是远离平衡态

的开放系统，即只有非平衡的开放系统才具备

产生自组织的可能。根据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

理论，封闭系统趋向于熵（即无序度）无限增大

直至达到“热死寂”状态；而开放系统则可以由

环境输入物质、信息、能量等负熵，从而使系统

远离平衡态，减缓熵增而存活得更久［３］。例如，

人之所以只能生老病死，不存在逆向的情况，本

质上是由于我们无法抵抗自身无序度的增加，

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及时从环境中获

取物质、能量等的补充而减慢熵增的速度，从而

在一定范围内延年益寿。所以，自组织的产生

条件揭示了其具有开放性特征。

２．主体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诱因是系统内部的随机

涨落［４］。涨落是一切实际系统不可避免的固有

特征，稳定态的系统具有抗干扰能力，会使涨落

逐步衰减，从而恢复原有的平衡态；而在远离平

衡态的系统中，正反馈机制可能会使涨落放大

而导致系统发生突变，生成新结构。这表明，自

组织源自内部组成部分的个体差异，复杂系统

内部元素或主体的个性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

统条件下会得到张扬，从而推动系统朝向新的

有序模式突变，或者说涌现出新的有序结构。

这种基于内部主体的自组织涌现揭示了复杂系

统自组织具有主体性特征。

３．创新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产生机制是从局域扩展

到全局的非线性相互作用［４］，该机制首先揭示

了自组织系统具有创新性或新颖性。一方面，

由于非线性关系在数学上不满足叠加原理，小

原因可以造成大结果，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的

自组织系统的发展不可预测，这意味着某种特

质将在新的有序模式中涌现出来。另一方面，

实践中由于初始条件过于复杂，即使利用计算

机的超强计算能力来揭示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过

程及其遵循的基本规则，也难免会遗漏一些细

节，因而预测只能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和弱势

的。例如，白蚁筑巢的过程，是白蚁个体遵循几

条简单的规则而相互作用，进而自组织生成蚁

群的多样化的集体行为或群体活动方式，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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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觅食、抬重物、搭桥、筑巢、养育后代、战

争等等，都是这样的具有新颖性的群体活动方

式。所以，自组织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特征。

４．自发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概念与机制都强调自发

性。一方面，从概念上看，自组织强调整体的行

为、结构或模式等，不是受制于内外部控制者指

令的结果，而是自发生成的，因而与他组织相

比，自组织具有突出的自发性。另一方面，从机

制上看，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在系统组成部分之

间展开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布式的生成路

径。例如，在白蚁筑巢的案例中，蚁群复杂的群

体活动模式，是白蚁个体按照两条简单规则行

动而生成的：（１）将泥土卷成泥球并注入某种

标记（如气味）；（２）在标记（气味）最强时就把

这些泥球堆放在那里［５］。在此规则下，白蚁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反复出现，当这种局域的相互

作用扩展到全局之后，系统便呈现出某种具有

整体特征的、全局性的有序模式。所以，自组织

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主体遵循某些机制的自

发行动，具有自发性特征。

　　二、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

织表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高校思政

教学呈现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前文所述的自组

织的开放性、主体性、创新性、自发性特征在网络

时代的高校思政教学过程中都有所表征。

１．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带来高校思政教学的

开放性

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使高校思政教学的内容

与形式都呈现出开放性特征。这种双重开放性

与自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吻合，强调与时俱

进地从教学资源中吸收信息和能量，使教学系

统具备自组织的基本条件，从而在主体间复杂

的协同作用中，生成更具主体性、创造性和自发

性的自组织教学模式，以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

高校思政教学的复杂性。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

学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

容的开放性。传统思政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教师

基于自身对教材知识体系和育人元素的理解而

确定的，学生很难获得教师视野之外的教学资

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打破了空间地域的阻隔与限制，资源全球化为

学生提供了庞大的资源库。例如，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各行各业感人的抗疫故事，

学生都可以通过媒体迅速获得了解。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思政教学的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

教材，而是广泛地包含社会热点、国际形势、网

络思潮、时代精神、理论前沿等内容。因此，网

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内容是向丰富的网络资

源开放的，体现时政性的教学素材不断通过网

络进入课堂，引发师生关注与思考。二是教学

形式的开放性。传统思政课堂教学内容的展现

形式多为教师在教室通过语言文字向学生传授

知识，而网络时代多媒体教学将图像、影像、视

频等形式的教学资源呈现于课堂上，并通过超

星学习通、爱课程、微信、ＱＱ等平台与媒介，使

教学内容的展现方式不再局限于三尺讲台。高

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由于其知识结构的广泛性和价值引领的时

代性，正加速向这些新的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

开放。

２．网络资源的多样性强化高校思政教学的

主体性

网络资源的多样性使高校思政教学越来越

凸显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学生主体需求的差异

化教学与互动，与前文所述的自组织涌现是基

于内部主体的个体差异而生成的，本质上是一

致的。传统思政教学的主体性不强，“教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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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学”的理念使多数思政课堂缺少互动和反

馈，展现的是“听课—记笔记—复习—考试”的

线性知识习得模式，育人模式是他组织的，而不

是自组织的，很难实现入脑入心的育人效果。

在２０１５年６月召开的“中国互联网 ＋创新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就指出，中国教

育正在迈向４．０时代，前三代教育分别以书本、

教材、辅导和案例为核心，而以“互联网 ＋教

育”为核心的第四代教育是真正以学生为核心

的。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主

要表现为：重视价值引导的因材施教和显著增

多的师生互动。网络为人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舞台［６］，网络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每天接

触多样化的媒体资源和网络信息，对于各种冗

杂信息与国际国内思潮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生

成差异化的价值需求。学生在课堂内外的提问

与讨论，多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盲点和网络时政

热点而产生的困惑甚至质疑，既不受限于教师，

也不局限于讲授内容，而是基于每位学生不同

认知基础和认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

３．网络传播的交互性激发高校思政教学的

创新性

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进一步激发了教学

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表征了

高校思政教学的创新性特征。传统思政教学的

课堂互动基本上是局限于教室内的，且由于学

生获取资源受限，互动形式多为师问生答，内容

多为教师讲授知识的不解之处，结论常常是教

师可以预测或者备课时已经准备好的，具有较

强的教师主导性，即传统教学多为既成的而非

生成的，缺乏创新性。网络时代的教学互动，由

于网络传播本身的交互性而呈现为师生共同参

与和协同推进的交互式互动。各种交互式网络

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完善，使主体可以更加便捷

地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并通过执行器对所处环

境产生影响［７］，即使是性格内向不敢在公众场

合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虚拟的身

份、非面对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对理

论或权威提出质疑。在这种反复进行着的、不

断相互影响着的互动过程中，各种观点与论证

在不同主体之间经由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得到放

大、彰显，引发新一轮的深入讨论，因而问题与

答案常常都是在师生讨论、同学辩论、教师引导

中一步步明确的，不是教师课前准备好并在课

堂上呈现出来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自发或自

组织生成的，具有不可预测的新颖性或创新性

特征。课堂上的师生关系不再是“提问—回

答”式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无论是在

线上还是线下，都突出地体现着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等多层次的互动与协作。

所以，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促进了自组织教学过

程中的交互式互动与协作，进一步激发了高校

思政教学的创新性。

４．网络信息的共享性彰显高校思政教学的

自发性

网络信息的共享性使主体基于自身和周围

环境而自发地开展自组织学习成为可能，彰显

了高校思政教学的自发性。自组织往往是在组

成部分之间展开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过

程，而网络时代信息的共享性使知识传播途径

更加扁平化，信息常常是分布式的，而不是受控

制的，不同认知主体的信息可以自发组织，生成

某种群体的认知结果，进而影响价值判断。这

种具有自发性特征的自组织学习，在高校思政

教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信息的

共享性为学生的自发学习提供了便捷的数字资

源。信息共享说明信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可

以被多个认知主体接收和利用，信息通过网络

共享，加速了信息获取的大众化。同时，网络时

代的大学生被称为“互联网土著”，获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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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突出，将海量的网络信息整合成为自主学

习的有效资源既是可能的又是便利的。各种形

式的网络共享课程、搜索引擎、微信公众号、Ｂ

站，以及各高校购买的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

库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文字、声频、视

频资源随时随地可为师生共享，思政教学不一

定完全是在教师主导下开展的，学生可以随时

随地自发地开展学习。二是网络信息的共享性

使学生作为思政教学的主体获得更多话语权。

后疫情时代网络信息共享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

多和越来越完善，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等

使得突破空间局限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频繁，青

年大学生在思政教学中，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

自由、自主、自发地进行话语表达。同时，话语

表达又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大学生的话语权意

识。网络时代大学生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话语

表达意愿的增强与表达途径的增加，都使得高

校思政教学呈现出自发性特征。

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交互性和共享

性使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呈现出开放性、主

体性、创新性和自发性特征。在充分体现学生

主体地位的新型高校思政课堂中，大学生可以

实现自我搜集信息、共享信息、创建信息，更加

个性化地获取知识，生成价值体验，而这种自主

的、带有协同特征和创新效果的自组织学习能

力的培养，也成为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的教学发

展趋势。基于这样的分析和思考，网络时代高

校思政教学可以在自组织理论的观照下，探索

基于自组织特征的教学方法，推动高校思政教

学实践创新。

　　三、基于自组织特征的高校思政教

学创新

　　基于自组织特征的高校思政教学致力于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运用网络时代的各种信

息技术平台，创设开放、自主、创新的课堂育人

环境，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加强教师对

课堂的引导而不是控制，以形成师生互相交流、

互相评价的循环学习模式。在具体教学实践

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树立开放思维，建设在线课程资源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校思政课的自

组织教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学环境的开放性是自组织教学最基本的特

征，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实现高校思政教学的开

放性，可以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三

个方面着手。首先，思政课教师应树立开放性

思维，主动把课堂教学向全球网络资源、多媒体

技术开放，积极开展网络教学资源的筛选与建

设。其次，思政课教师应不断提升开放能力，将

不同类型、不同立场的思潮进行客观、科学的比

较分析，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给学生以正

面指导。再次，思政课教师应不断提升网络技

术水平，既要灵活运用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平

台开展线上教学，又要善于利用超星学习通、爱

课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教育教学资源，将课

前课中课后教学协调起来，实现课程全方位全

天候在线开放。

２．启发学生主体意识，形成探索学习习惯

网络时代基于自组织特征的教学模式应强

化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师生互动中形成

并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方面，思政课

教师应多采取问题式教学方法，以学生的思想

困惑而不是教材知识为着力点，在导课、授课的

全过程引入针对性较强的思考题，既要以深入

浅出的学理分析和生动形象的案例从内容上吸

引学生，又要不断启发并参与学生的互动讨论，

在协商协作的基础上生成讨论结果。另一方

面，还应在长期的师生共处中，启发和引导学生

形成自发学习、自我学习的思维与习惯，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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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变为“我要学”，以提升学生自我组织课

堂的意识和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都有这

样的感受，有时候教师愿意“赋权”，但部分学

生懒得行使权利，觉得上课听听就行了，这样的

消极心态，使部分学生不愿意参加课堂活动。

因而在自组织教学的初期，教师应更加重视对

学生的思维引导和习惯培养，师生都要努力将

思维从知识性学习转换到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开展基于自我的探索性学习上来。

３．激发创新动力，创设互动课堂生态

自组织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重视情境创设

和规则制定，以此来实现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

生创新性思维。这就要求教师应转变课堂管理

理念，将自己的角色从发布命令和实施监控的

主导者，转变为制定规则并维护规则有效运行

的管理者或引导者，以创设鼓励、倾听、引导的

课堂生态环境。这种师生互动的课堂生态有助

于达成符合学生实际的、入脑入心见行动的思

政教学效果。例如，各种形式的角色互换（让

学生当老师、微课比赛等），可以深化学生理论

知识的系统性；结合现实热点的小组讨论、辩论

和思想碰撞，可以生成新的问题并互相提供科

学的解释方式；师生共同开展教学项目研究的

协作模式，可以产生时代感强、问题意识突出、

体现专业特色、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资源包。

基于自组织特征所能生成的具有创新性特征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远不止此，重要的是，教师

管理理念的转变，可以激发师生的创新动力，将

课堂教学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

４．强化教师引导，防止自我意识泛滥

在关注复杂系统自组织的开放性、主体性

和创新性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其自发性特

征，因为完全自发的思政学习会导致结果具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网络在为教学提供方便的同

时，也带来了网络色情、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等

不可控的负面影响，反映在高校思政教学中，即

为网络资源乱象会误导学生，使其价值观出现

一定的扭曲。五花八门的观点、现象、问题甚至

冲突，“乱花渐欲迷人眼”，如果缺乏合理引导

和恰当干预，完全靠学生的自组织学习可能会

使学生思想偏离主流价值观，甚至为负面能量

和负面舆论的传播提供便捷渠道。因此，自组

织的课堂教学一定要强化教师的引导，适当保

留或引入他组织的力量和形式，在自组织与他

组织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思政课不同于其他

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应通过理论学

习和社会问题解释，让学生强化并坚持“四个

自信”，保证高校思政教学以价值引导铸魂育

人，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四、结语

　　网络时代信息获取、交流与展现的丰富性、

多样性、交互性和共享性，既为高校思政教学提

供了资源与平台，也对高校思政教学改革提出

新的要求。以学生为主体，启迪自发学习、自主

学习的自组织教学模式，必然生成更具创新性

特质的学习效果，但同时，这样的教学模式既要

求教师具有勇于开放的思维和善于开放的能

力，又要求教师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实的

专业素质，能有效地发挥价值引导作用。与传

统教学相比，自组织教学在思维启发、习惯培养

和课堂参与等过程中都需要师生付出更多的精

力与时间，因而在探索的初期，难免会产生各种

问题。但思政教学改革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而且

还会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如何紧跟

时代步伐，利用好网络技术为思政教学提供的

历史机遇，构建具有自组织特征的思政教学模

式，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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